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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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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出版于1997年的拙著能够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而以中文版再度面世，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自从90年代中叶临近首尔大学外交学科教授的退休年龄以来，笔者开始陆续出版有关平生为之钻研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著作，此次翻译出版的《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便是其中的一部。迄今而视，早在十五年前出版的这部著作显然存在着不少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然而该书却也是最早具体地揭示了著者如下的基本观点：

第一，欲了解强大国家之国际政治学的本质，首先应当从比较文明圈的视角去加以考察。这样一种观点的基本前提就是，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19世纪以来西欧及美国对世界的统治其实不过是一个十分短暂的阶段。

第二，举凡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文明圈的存在方式，都是取决于其场所（topos）与时间（tempo）。此处的场所，是指维系该文明圈的名分所认为适宜的空间，如东洋的“天下”、欧洲的“世界”（oecumene/oikoumene）、伊斯兰的“伊斯兰之境”（dar-al-islam）等。至于时间，则是指关于特定文明圈之行为者的特性及其作为与不作为的规范内容，乃至对文明圈共同敌人的认识所存续的历史时间。

第三，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明圈内部，中心势力都在寻求构建帝国，而其周边势力则具有强调独立性的倾向。著者在包括本书在内的相关著作中，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周边对帝国扩张的对应过程，因为这样一种视角对于了解朝鲜的历史地位能够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第四，借用现代的词语，就是应当关注到历史上曾经存在帝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与独立的国际政治理论。其最近的事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支持“世界国家”美国之国际政治立场的所谓“美国式国际政治学理论”一度风靡全世界。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行为主义方法论为首的各种理论被粉饰为能够超越各种“场所”及“时间”的所谓“普遍理论”而广为传播，当时英国、苏联、法国、荷兰等国的学者们则对这样一种倾向进行了抵制。这些周边国家的理论动向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五，以上就是著者在相关著作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当然，不应仅仅停留于此，而是要深入了解各个文明圈所具有的精神结构性特征以及各文明圈内部中心与周边的冲突结构，还要进一步去考察各文明圈相互冲突的历史过程。对于考察19世纪以来东北亚国际政治秩序本质的研究而言，上述视角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在韩国研究财团为期十年的资助计划之下，著者从2007年起与翰林大学翰林科学院的三十多名研究员一起致力于“东北亚概念的相互沟通研究”，理由也在于此。

韩国学界有关韩中关系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而权赫秀教授在韩中两国学界相继发表的有关韩中关系史的论著与资料，显然是一系列高水准的优秀研究成果。正是通过有关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的研究，著者与权赫秀教授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关系。此次承权教授不辞劳苦将拙著译介到中国学界，更是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夏侠编辑为拙著的翻译出版付出了许多辛苦，在此一并致谢！

金容九撰于韩国翰林大学研究室

2012年12月


“比较国际关系史丛书”发刊词[1]


本书之所以抛开通常使用的“外交史”一词而改用“国际关系史”一词，自有其相应的理由。在传统上，外交史一直被狭义地理解为大使之间的交涉史。对此，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批判的声音，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应当考虑到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从而开始提倡建立一种国际关系史。当然，关于上述诸多因素是如何具体地影响到国家之间的交涉，迄今仍有争论，因此主张继续使用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史的观点，仍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至于笔者所采用的国际关系史一词，却并不仅仅是因为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史研究应当考虑到上述诸多因素的一个简单理由。大使之交涉史意义上的外交史，本质上是以欧洲国际社会为背景而出现的，而大使们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的行为者即所谓近代国家则是欧洲社会的产物。然而，从历史上来看，曾经存在过各种不同形态的国际社会以及各自不同的国际社会行为者。

至于构成所谓“国际社会”的条件究竟应该包括哪些，至今仍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而且还根据是否能够满足这些条件而区分为“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关于如何区分“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与“文明圈”、“文化圈”、“圈域”等，也是众说纷纭。我认为，只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就能认定形成了一个广义上的国际社会：（1）关于基本单位或行为者应是怎样一种的基本共识；（2）关于行为者之作为及不作为的道德、政治及法律层面的最基本限度的共识；（3）保持对其他国际社会的共同认识等。

如此看来，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多种形态的国际社会，在不同类型的国际社会也曾存在过其内部各行为者之间所特有的相互关系史。比较考察这些不同形态的国际关系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究竟是哪些原因与因素导致了这些不同形态国际社会的兴亡盛衰以及稳定与危机？不同形态的国际社会相互接触或冲突，又会导致怎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实际上就是在阐明我们当今所生活的国际社会的历史性。

至于我要撰写有关比较国际关系史的十部系列著作，却并不仅仅是出于上述的理由。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和喜欢，如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际社会毕竟是大约自15世纪以来开始向世界扩张的西欧社会之全球性扩散的结果。因此，从非西欧社会的立场来看，这是一种非自生的结果，而被编入和接受到这样一种国际社会本身，在政治上是不平等的开始，在学术上则是依附的开端。尽管如此，韩国学界的风气仍是忘却了这样的历史性本质，而毫无批判地接受和传播美国及欧洲的政治学，甚至执着于一些枝叶末端的纯学术性问题，从而沦落为一种知识上的工匠。

如今，已经面临一个需要将我们的问题放到一个长远的历史脉络来加以考察的重要时期。我们应当去思考究竟什么是所谓后现代时代的历史性，而21世纪的国际社会又将是一种怎样的形态？更为迫切的是，我们要思考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中，韩国应当处于怎样一种地位？问题在于，只有通过长期的深入沉潜的基础性学术研究，才能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我之所以要撰著比较国际关系史研究系列著作，只不过是想为这样一种基础性学术研究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而已。




[1]
 译者注：原文作“关于比较国际关系史研究丛书”，此处则依著者意见而改用此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著者就提出了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撰写十部世界外交史系列著作的构想，1997年相继出版的《跳舞的会议：维也纳会议外交》以及本书便是上述十部系列著作的最早两部，而著者正是通过该发刊词宣布了撰写十部系列著作的构想。


前言

我们如今生活在信息的泛滥之中，即便是一个通常的项目，也会有数百甚至数千条相关信息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不久前曾经在互联网上检索梅特涅（Clemensvon Metternich），仅是相关研究成果的目录就达到了A4纸近五十页。将如此众多的信息往来称之为先进化或世界化，其实不过是一种儿戏，因为信息太多实际上就等于没有信息。问题就在于究竟有没有能够选择与识别这些信息的能力。只有具备这种能力，才能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和判断国际政治问题。国际政治学本质上属于强大国家的理论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他们自我宣传的成分，因此要注意到国际政治的这种属性。

正因为如此，学问的独立性就成为一个问题。有关一种学问的事实总是要先行存在于该学问本身，国际政治的现实当然也要先于国际政治学而存在。由于国际政治学基本上属于强大国家的学问，因此如果想形成独自的国际政治学，就首先要跻身于强大国家之列。正因为如此，在非强大国家的地区，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地认识这样的“国际政治学的国际政治属性”。法国学界一度将“政治学”一词写做斜体的“sciencepolitique”，以表示它实际上是美国的学问，而英国的一些学者作为对抗美国式国际政治学的一种方法，也曾提倡“比较国际社会论”。至于苏联学界，则在“国际政治学”一词的前面总是要加上形容词“资产阶级的”。本书就是发端于上述的问题意识。

那么，为什么在事过百年之后还要来谈论19世纪的问题？就是因为19世纪当时最早接触西方的学问并开始学界冲突和苦恼的那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因此，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考察西方的国际政治学与国际法是在何时以及如何传入中国与朝鲜，而且是如何被接受甚至出现了曲折。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我国的国际政治现实，至今仍未能克服19世纪时就已经提出的那些问题，19世纪与20世纪以及21世纪的诸多问题纠结在一起，便是我国的实情。换言之，我们的身边同时存在着统一、冷战以及后冷战的问题。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曾经得到了周围许多人的帮助。感谢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与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课程的郑宇燮硕士和南基正硕士，还要感谢国立首尔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班的文有美、郑容和、金显哲、郑廷民诸君以及研究生院助教室的姜命九硕士、金范洙，还有硕士生金成坤、姜东局、文圣恩、郑善和、黄顺健、都钟允诸君。

尽管基础学问领域的研究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总是得不到重视，罗南出版社的赵相浩社长却总是鼓励我在“比较国际关系史丛书”发刊词中宣布撰著十本著作的计划，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罗南出版社的编辑部成员在今年春天就已经圆满地编辑出版了我的新作《跳舞的会议》，本书的出版还是承他们的辛苦，因此要再度感谢编辑部的方纯瑛部长、李毕淑次长以及赵秀任小姐。

1997年9月

著者谨识于星轺研斋


总序

中国，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而且也是整个东亚文明的发祥地。

中华文明的曙光，跨过高山，越过大海，普照了东亚大地，催生了一个包括多个亚文明的文化共同体——东亚文明。这个文明，不但是中国的，也是全东亚的，是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家与地区在内的共同文化财产。她犹如同根芙蓉，花开数朵，各吐芬芳。

不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之间有多少的不同，有多少的恩怨，他们依然被认为是生活在“远东”的，用汉字交流、用筷子吃饭的不同于西方人的一群。

与超越国家的东亚文明相对应的，是一个以册封—朝贡方式来维持内部国家与地区间关系的政治运行体系，这就是中华文明政治体系。它与东亚文明，既血肉相连，又相对独立。甲午战争使中国失去了最后一个朝贡势支配东亚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是一个可以追忆而不可以追回的昨日世界！

而文明却是不朽的。东亚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给这个世界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发明创造，在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之后，依然生生不息，愈挫弥坚，浴火重生，焕发出新的青春与活力。

近代，我们历经风雨、苦难、屈辱。现在，我们重新崛起！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文明古国，我们要承担我们相应的责任，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在汲取其他文明营养的同时，我们更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过去，挖掘传统的文化和政治资源，为构筑新时代国家间关系和世界秩序提供经验和借鉴。

当然，这审视，不是凄婉低回的告别挽歌，更不是繁华不再的无奈哀伤，而是重新出发的号角，是再创辉煌的进军令。

本丛书的宗旨是：

放眼东亚世界全局，重构文明秩序边疆。

在一个需要走出传统国家意识的时代，在一个更多地需要地区协作和全人类面对共同难题的时代，未雨绸缪，立足于文化的自省和自觉，温故知新，编辑出版有关东亚文明生成、亚文明间关系、内部运行机制、秩序观念和相互政治关系的研究成果，以更加广阔的胸怀和反省精神，更为冷静、理性的学术努力，超越近代国家绝对化的藩篱，还原东亚文明世界的真相。这就是本丛书出版的目的与期望。

相信走过了超国家“天下”时代的中国，在新的超国家的全球化时代，能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和智慧。

长期以来，国外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一直试图诠释东亚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且有了不少的成果积累。但是，其中的不少人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之下，不但把该研究放在欧美进步、东亚落后的窠臼里，而且认为近代以来东亚世界的种种变化，也仅仅是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反应而已，故存在很多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解。这些不只是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也常常让人觉得背离了东亚文明的历史真实。

近些年来的研究，推出了“中国中心观”，试图找寻中国或者东亚世界发展的内在动力。然而，“中国中心观”不是“中国正统观”，是强调中国的历史作用，而不是强调中国的正统地位。东亚文明只是一个区域性文明，一个仅仅限于东亚的“世界”体系。未来的全球化，不是古代东亚秩序体系的放大，更不会整合到中国的“天下”之中。

历史上，不只是中国的王朝喜欢自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诸如朝鲜、日本、越南的王朝或政权也都曾经或多或少地抱有“小中华”意识，认为自己至少在某一历史时期，也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在人类群体交流相对隔绝的时代和区域，这种“夜郎”现象都曾经存在过，只不过是“夜郎”大小的不同。而且，作为地区性中心，这种所谓的“自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不是固定不变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历史上，文化边疆和政治边疆的关系错综复杂，不一致的情况经常出现。而且，不管是文化的边疆还是政治的边疆，也不全是被动的存在，其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是不言而喻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需要重新厘清，更需要个案研究，我们期待大视角、全方位到创新研究成果问世。

本着“编委会从简，丛书质量从优”的原则，本丛书不另设编辑委员会，由三人合作编辑：

高士华，东京大学文学博士，日本问题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曹宏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史研究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杜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中国近代外交史和台湾史研究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科研处长。

三人虽然有着不同的研究领域，但都对东亚文明及其政治秩序原理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一拍即合，商议决定共同承担这套丛书的企划、编辑和出版。我们将首先推出比较有影响的海外学者的相关著作；同时，也尽最大努力给国内研究者提供展示学术成果的舞台，与其他文明比较的著作也在欢迎之列，期望借此促成诞生我们自己的文明研究学派和边疆研究学派。

任重，道也远，我们愿与广大有志者一起，为提高东亚文明研究的学术水平而努力。

高士华　谨识

2013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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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从中国或朝鲜的立场来看，本书是关于中华与夷狄之冲突的研究，如果从西方的立场来看，则是关于文明与野蛮之对立的研究。借用湛轩洪大容的表述，则可以说是试图揭示“春秋”与“域外春秋”所持有的名分世界[1]
 。

关于本书书名中所使用的概念，有必要进行一番说明。首先，“世界观”一词是指特定的政治—社会集团内部的个人、阶层或阶级对外部世界所持有的认识态度，是1950年以来一度盛行于文化人类学领域的概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之际，随着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2]
 的著作出版，这一概念也曾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广为流行。不过，在本书中我还是想从另一层意义上使用“世界观”一词。早在“比较国际关系史丛书发刊词”中，我已经指出根据历史时期及场所（topos）的不同，曾经存在过不同形态的国际社会，而且在说明一个特定的国际社会所必须具备的三大要素之际，也曾指出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对其他国际社会或外部世界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态度。在天下秩序中分为“中华”与“夷狄”，在基督教社会分为“文明”与“野蛮”，在伊斯兰世界秩序分为“伊斯兰世界”（dar-al-islam）与“战争的世界”（dar-al-harb），在社会主义世界则分为“非剥削世界”与“剥削世界”[3]
 。

至于“国际社会”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其内部各个行为者的属性也各自相异，各个行为者内部不同个体、集团、阶层的行为方式也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从国际社会整体来看，仍可以说其内部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政治共识以及法律诚信。对于这样一种共同的认识态度，我姑且将其定义为那个“国际社会”的“世界观”，并将那样一种“世界观”定型化的形态称之为那个国际社会的法律体系。按照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了解到根据国际社会形态的不同，其法律体系的性质以及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也是迥然相异的。

其次，本书副标题中的“西洋公法”，就是指“欧洲公法”。所谓“欧洲公法”（European public law，droit public de l’Europe），是整个19世纪期间欧洲人尤其乐于使用的概念，而这一概念中隐然包含着欧洲人的傲慢与对非欧洲地区的蔑视。进入17世纪以来，作为中世纪秩序“叛逆者”的近代国家成为西欧社会的大势所趋。这些“叛逆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全新的关系，当然不可能存在能够表现它们的合适用语，于是借用了很早以前在罗马法中使用过的“万民法”（jus gentium）一词。然而，这个名词与它所应该指称的对象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因此不能不去探索一个新的名词。尽管也曾使用过“国民之间的法律”（jus inter gentes）、“权力之间的法律”（jus inter pctestas）等名词，最后还是确定为“欧洲公法”（jus publicum europaeum）一词。

众所周知，在本书所论述的19世纪之际，欧洲的国际法是依据欧洲国家之间通过默认或明示的合议来达成的条约或习惯而形成的，而且这个国际法是属于诸多独立国家并存之水平型欧洲社会的法律体系。然而，这个国际法的主体只限于欧洲国家，至于欧洲以外的集团则作为一种客体而不能成为这一国际法的适用对象，其中所反映的不过是赤裸裸的实力逻辑。因此，与这些客体所达成的合议表现为不平等的结果，自是不言而喻。由此可见，对于非欧洲地区而言，号称“黄金时代国际法”的19世纪欧洲公法其实是一种剥削性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所具有的“实在法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扩张主义”等特征，就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东洋之礼”又是什么？所谓“礼”，本是指人侍奉上天或鬼神的方式，并由此延伸为人与人之间所应保持的礼仪。礼又分为大礼与曲礼，大礼是指国与国之间所应遵循的法度，曲礼即小礼，则是指人与人之间所应遵循的礼仪。因此，明清年间各会典的礼部内容就是有关这些大礼与小礼的规定。众所周知，大礼的根本就是所谓事大字小，而这种名分的制度化就是朝贡制度。东方的世界秩序一直被称为“天下秩序”。天下是指天子的恩德所波及的区域或场所，而这个场所当然是由天子而诸侯而陪臣的一种垂直型国际社会。在明清年间，规范这种天下秩序的就是各种会典。正因为如此，当19世纪中叶西方的国际法知识最早传入东方之际，人们误以为西方也像东方一样有一部如同会典那样的书，汇总了规范国际社会的法律体系，如《万国公法》就曾被认为是那样的一部书。

众所周知，就像西方区分欧洲与非欧洲世界一样，东方也是严格区分华与夷。对于夷狄，主要就是通过安抚和怀柔来传播天子恩德的所谓羁縻政策，如果他们不肯接受这种恩德，则只有将他们置之度外而已。然而，东方和西方的两个异质世界相互接触与冲突而开始发生的诸多国际政治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至今仍是尚未解决的课题。如何认识和对应“公法”与“礼”的冲突，其实就是19世纪中国与朝鲜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上述19世纪的课题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又增添了20世纪的诸多学术性课题，便是这个地区的当前实情。不仅如此，我们目前正被庞大的学术性信息所压倒，甚至丧失了鉴别这些信息的能力，而这样一种现象在此后无疑会愈演愈烈。那么，究竟什么是鉴别这些信息的能力？那就是文化的水准，而能够提高文化水准的原动力首先就在于学术与宗教。由此可见，学术与宗教的世界具有何等的重要性。然而，目前我们的国际政治学界仍是亟亟于传播西方的名分体系，仿佛是在重演一百多年前的故事。19世纪的状况依然存在于今天的世界，甚至令人怀疑21世纪的诸多问题是否已经先于今天而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从学术角度来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并努力寻求解决，就将永远依附于外国的学问世界，而这正是信息化时代的一大特征。

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回答在韩国研究所谓国际政治学应当具有怎样的意义，本书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开端。本书第一章论述了欧洲公法所具有的政治性本质，第二章则试图揭示所谓事大秩序的核心，至于第三章和第四章则用以考察欧洲公法的传入过程，并分析其国际政治的意义。正如著者已经屡屡强调的那样，相信本书所揭示的学术性问题对于我国国际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截至目前仅见若干篇论文，尚无专门的深入研究。因此，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后学们的努力，并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他们一个小小的向导。




[1]
 洪大容（1731—1783）的如下表述颇有启迪意义，试看其原文：“孔子，周人也。王室日卑，诸侯衰弱，吴楚猾夏，寇贼无厌。《春秋》者，周书也。内外之严，不亦宜乎？虽然，使孔子浮于海，居九夷，用夏变夷，兴周道于域外，则内外之分、尊攘之义，自当有域外《春秋》。此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也。”（《湛轩书》Ⅰ，第92页）洪大容认为如果孔子生活在夷狄的世界，就会根据那个夷狄世界的名分来编写历史。由此可见，洪大容已经承认夷狄世界的正当性，并且似乎已经模糊地认识到也可以存在除中国之外的另一种国际政治秩序。不仅如此，他在上引原文之前的部分还阐释了著名的“华夷一也”命题，主张要克服所谓华夷思想。

译者注：洪大容（1731—1783），字德保，号湛轩，朝鲜王朝时期著名实学家，曾经作为朝贡使行的书状官出使清朝首都北京，著有《湛轩记》《干净笔谈》《医山问答》《刘鲍问答》《湛轩燕记》《林下经纶》等。


[2]
 译者注：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与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自由、权力与民主设计》《时代诊断》《知识社会学论集》《社会学系统论》等。


[3]
 关于国际政治学中的“圈域”概念，参见李用熙（1962）第2章，关于西欧社会的“文明”与“野蛮”概念到近代社会则成为“教化”指针的内容，则参见卢在凤（1982），第342页。


第一章　欧洲公法的本质

一　罗马法与万民法

1.外国执政官

中世纪秩序理论上的破坏者就是所谓均势。这一均势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在欧洲至少应当共存着五个左右的强大国家以统治欧洲，而且这些强大国家中的任何一国都不能强大到足以称霸其他所有国家的程度。为均势原则提供理论基础的就是佛罗伦萨的著名历史学家圭恰阿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1]
 ，其背景则是因为在意大利北部当时已经出现作为独特政治集团形式的“近代国家”（lo stato）。这种均势原则从16世纪起就开始适用于西欧，从而表明西欧也开始出现了新的政治集团。

对于当时仍是习惯于中世纪秩序的理论家们来说，根本无法接受要否定更高一层的政治性存在进而将一定的空间（Raum）确定为排他性统治区域的所谓近代国家所共存的新国际政治现象。而且，这样一种政治现象也具有非常革命性的意义[2]
 。因此，如何将这种新的国际政治现实加以名分化，以及如何命名这些近代国家之间的法律体系，就成为中世纪末期学者们所苦恼的问题。于是，他们从自己所熟悉的罗马法体系中找出了其名称，就是被译为万民法的jus gentium。

不妨来考察一下这一概念的问题。当罗马帝国通过对外扩张获得了许多海外殖民地之后，便有许多异民族往来于罗马甚至居住在罗马，因此需要一套规范这些外国人与罗马人之间关系的法律体系与制度。于是，公元前242年作为最高法官的执政官（praetor）一职被一分为二，其中城市执政官（praetor urbanus）专门负责罗马人之间的问题，而外国执政官（praetor pergrinus）则负责罗马人与外国自由人之间的问题。随着这个外国执政官所承担的新业务，也出现了与适用于罗马自由人之间的市民法（jus civile）不同的新的法律体系，是西塞罗（Marcus Tu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最早将这种法律体系称之为万民法（jus gentium）[3]
 。

由此可见，万民法（jus gentium）与近代国际法属于不同的层次，是包括国际私法所有领域在内的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即便如此，直到中世纪末期，国际法学者们一直都在借用这个罗马法的概念。然而，在西塞罗以后直到公元2世纪前后著名的罗马法学者盖厄斯（Gaius）出现之前的近两百年间，据说罗马法学者们几乎就没有使用过诸如万民法（jus gentium）或自然法（jus naturale）等概念。至于其理由，也许是由于当时的相关资料已经失传，或者是因为那些实用的罗马法学者们认为没有必要纠缠于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哲学争论[4]
 。

2.盖厄斯

盖厄斯的名著《法学提要》（Institutes）相传完成于161年，而其原本直到1816年才被发现于维罗那（Verona）。不过，该书的相当部分内容已经包含在公元529—534年间根据查士丁尼（Justinianus）皇帝的命令而编纂的《罗马法学说集》（Digest）与《法学概要》（Institutes）之中，因此从6世纪到18世纪一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盖厄斯在其《法学提要》中有关万民法概念的定义在后世不断被人引用，兹再征引如下：

“通过法令与习惯来被统治的所有的人们（omnes populi），一方面适用他们所特有的法；另一方面也在适用所有人类共同的法。各国的国民为他们自己而制定的法就是他们所特有的法，因为那是那个国家（civitas）所特有的法而被称为市民法（jus civile）。然而，由于自然理性是将为所有人类而制定的法同样地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且这个法又适用于所有的国民（gentes），因此又称之为万民法（jus gentium）。于是，罗马人一方面适用他们所特有的法；另一方面也适用所有人类共同的法。”[5]


其实，盖厄斯的上述定义是照搬了亚里士多德有关法律的概念。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曾经将法律区分为所有人类共同的法与各国所特有的法、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关系到事物本质的法与关系到人类意志的法等。盖厄斯称万民法的特征为人类共同的法律、任何实在法的内容都未曾规范的不成文法属性以及根据自然理性之自然法的法律秩序，就是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由此可见，盖厄斯的上述定义与其说是罗马式的，毋宁说是希腊式的。不过，盖厄斯的特征就在于并没有使用自然法一词，而是采用了西塞罗最早使用过的万民法一词。其实，罗马人几乎是将万民法与自然法一视同仁。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别，就是自然法依据其自然理性，万民法则是将这种理性普遍适用于现实世界的法律，自然法是所有人类都必须适用的法律，万民法则是目前所有人类所适用的法律。然而，应当适用的当然命题并不能一定导出正在适用于现实的存在结论，因此上述区分本身已经违背了逻辑[6]
 。

3.乌庇安

不过，还是有人试图将万民法与自然法加以区分，如著名法学家乌庇安（Ulpian，拉丁名：Domitius Ulpianus，170？—228）。他认为，自然法是不仅适用于人类同样也适用于所有生物的法律秩序，而万民法则是仅仅适用于人类的法律规范。只要不属于市民法（jus civile），就都是一种共同法（jus commune），而共同法就是由自然法与万民法来构成的[7]
 。乌庇安的上述观点，对于托马斯•阿奎纳斯（Thomas Aquinas）等后世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罗马的法学家们认为万民法是基于自然理性的不成文法，是适用于所有人类的法律秩序。如盖厄斯和乌庇安，就认为万民法的主体并非国民（gentes）或人民（populi）而是个人，并非国民之间的法（jus inter gentes）或人民之间的法（jus inter populi），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法（jus inter homnes）。换言之，万民法的主体是世界上所有的自由人，而市民法的主体则是具备市民资格的个人[8]
 。

二　中世纪与万民法

1.伊西多尔

关于万民法的概念，值得关注的学者是曾是塞维利亚（Seville）大主教以及当时西班牙的著名学者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拉丁名：Isidorus Hispalensis，560？—636）。与乌庇安一样，伊西多尔也是将法律区分为市民法、自然法与万民法三种。不过，伊西多尔有关万民法的概念定义相当独特，曾被当做中世纪百科全书的其名著《词源学》（Originum Seu Etymologiarum Libri XX）就在该领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试看该书有关万民法的概念：

“万民法包括占领、居住地建设、构筑要塞、战争、俘虏、奴隶、恢复战前状态权（postliminium）、和平条约、停战、大使不可侵犯权以及禁止与外国人结婚等内容。由于几乎所有的国民都在援用这个法，所以称之为万民法。”[9]


由此可见，伊西多尔认为万民法包括了如下的三个范畴，一为有关政治权力的法；二为有关战争及其结果的法；三为有关条约与大使的法等。伊西多尔有关万民法的概念与近代国际法的内容十分相似，因此如何解释其概念一直是众说纷纭。毫无疑问，伊西多尔是依据罗马法学者们的著述来阐释自己的理论。既然如此，推测罗马时代的万民法概念中就已经包含目前我们所理解之国际法内容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10]
 。

2.格拉丁、巴托路斯、阿奎纳斯

伊西多尔的万民法概念被12世纪初教会法学的创始人意大利的格拉丁（Gratian，拉丁名：Francisco Gratianus）在其著作《法令集》（Decretum Gratiani，原名为Concordia Discordantium Canorum）中完全接受，从而对中世纪教会法学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1]
 。在13世纪到14世纪有关万民法的讨论中，一方是以法学家们为中心；另一方则是以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斯（Thomas Aquinas，1225？—1274）为中心。以齐诺•达•皮斯托阿（Cino de Pistoia，1270—1336）、巴托路斯（Bartolus de Saxoferrato，1314—1357）及其弟子巴尔托斯（Baldus de Ubaldis，1327—1410）等人为代表的当时的法学家们，将万民法分为如下的两种：

一种是一次性万民法（jus gentium primaevum），被认为是存在于人类发生初期阶段的法律秩序；

另一种是二次性万民法（jus gentium secundarium），即人类分裂为各自不同的国民（gentes）之后的法律秩序。[12]


当时的神学家们几乎不谈论万民法，只有阿奎纳斯是个例外。不过，阿奎纳斯在其名著《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中只是简单地提及这一概念，认为万民法尽管是人类共同的法，并以不成文法的形式而存在，但只有人类的理性才能对此有所认识，而且只是大体认定万民法与自然法不同，是作为一种习惯而存在[13]
 。其实，对于阿奎纳斯而言，战争法要比万民法更为重要。对他来说，神圣罗马帝国就是罗马帝国，《神学大全》则是“为了思想的神圣罗马帝国”。因此，他只是关注究竟什么才是属于这一帝国的君主们所能发动的正当的战争[14]
 。

三　国际法的英雄时代与万民法

1.维多利亚

从16世纪以来，有关万民法的讨论才开始活跃起来。因为随着近代国家萌芽的出现，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法律秩序来规范这些新型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这就是万民法被重新提起的背景。

提到16世纪的万民法，就不能不谈及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1480？—1546）。除了暂时任教于巴多利亚德（Valladolid）大学期间外，维多利亚终其一生都是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任教[15]
 ，而他关于托马斯•阿奎纳斯的讲义则是在他去世后的1557年才得到了出版，书名为《神学特别讲义》（Reflections Theologicae）。该书收录了维多利亚有关国际法的两次重要讲义，一是自1539年1月1日起开始讲授的《关于最近发现的印度》（De Indis recentes inventis，又称De Indis，简称《关于印度》），另一个是自同年6月18日起开始讲授的《关于西班牙人对野蛮人的战争法》（De jure belli hispanorum in barbaros，又称De jure belli，简称《关于战争法》）。

根据上述著作的内容，可以归纳出维多利亚有关国际法基本观念的两大特征：（1）主张设立一个由平等和独立国家组成的国际共同体；（2）认为国际法就是在战时与平时用来规范这个国际共同体的法律秩序[16]
 。如果强调上述的两大特征，维多利亚就会被看做是真正的“国际法始祖”[17]
 。然而，维多利亚并没有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或博丁（Jean Bodin）那样将独立与平等视为一种绝对的概念，而是认为国家仍属于一个“全世界”（totus orbis），从而将其看做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此处所谓“全世界”，是指具有一定权限的拟人化的法律主体，实际上是指作为具有“共同善”（bonum commune）之上层共同体的国家、国民以及个人的总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维多利亚与西塞罗、奥古斯丁及阿奎纳斯一脉相承，而且还成为后来沃尔夫（C.Wolff）“大国家”（Civitas Maxima）说的先声[18]
 。

诚然，维多利亚的“全世界”概念并没有包括所有世界的人们。尽管他确实为西班牙人野蛮地对待新大陆的印第安人表示了愤怒，却并不意味着他将那些印第安人也视为国际法的主体。相反，维多利亚强调指出，如果印第安人等非基督教的人们妨碍基督教徒的贸易行为与经济活动或阻碍基督教传播，就意味着发动战争之权利（jus ad bellum）的产生。就是说，他的所谓“全世界”（totus orbis）概念，实际上是指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基督教世界”（totus christianus）[19]
 。

2.苏亚利兹

有关万民法的概念，直到苏亚利兹与格老秀斯时期才变得更加明确。西班牙著名的国际法学者苏亚利兹（Francisco Suarez，1548—1617）毕业于萨拉曼卡大学，而后是在葡萄牙的科英布拉（Coimbra）大学长期讲授神学。在他的有关国际法著述中最为重要的有如下三种：

（1）《关于法律以及神作为立法者论》（Tractatus de legibus ac Deo legislatore，1612）；

（2）《拥护针对英国国教会派之错误的天主教信仰》（Defensio fidei catholicae et apostolicae adversus anglicanae sectae errores，1613.其中与国际法直接相关的内容依次为第三卷第5章、第23章及第六卷第4章）；

（3）《论神学上的三德——信仰、希望和爱》（Opus de triplici virtute theological fide，spe，et charitate，1621.其中有关慈善的论述即第13章关于战争［de bello］的部分为有关国际法的重要内容）。

有关万民法的内容则详见上述第一项著述，且看其中有关万民法概念的特征。苏亚利兹将万民法区分为国内的法（jus intra gentes）与国家之间的法（jus inter gentes），而这正是他的一个独创性分类。所谓国内的法是指尽管各个国家各自适用于其国家内部，却仍具有共同性的法律，如伊西多尔（Isidore）有关异民族的土地占领、要塞建设、货币使用的内容，都可以包含于此。相反，作为国家之间的法律之万民法是指各个国家要在相互关系中所必须严格遵循的法，亦即指严格意义上的万民法，有关大使、贸易、奴隶、和平条约及停战等内容均包含于此。同时，苏亚利兹指出为了让基于自然理性的万民法更加富有实效，应当使其成为一种习惯法。到16世纪以后，像苏亚利兹一样将万民法从自然法中分离出来，而将其纳入实在法范畴的观点已经成为大势所趋[20]
 。

3.格老秀斯

直到格老秀斯，万民法的概念才变得明确。被誉为“国际法始祖”的格老秀斯是一个绝代天才，其生平也极具戏剧性。[21]
 作为国际法的创始人，格老秀斯的主要成就大体如下：

（1）《捕获法》（De jure praedae）。撰于1604—1605年间，直到1864年才在海牙发现该书手稿，并于1868年出版，是最早出版的格老秀斯著作。著名的《自由海论》其实就是对《捕获论》第十二章的内容进行了若干修订，《战争与和平》也是根据《捕获论》第三章至第十章有关正义战争的理论而展开。

（2）《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1609年匿名出版的仅有80页的小册子，1618年以后才开始正式署名出版。

（3）《针对威廉•威尔伍德（William Welwod）批驳〈海洋自由论〉第五章的辩解》（Defensio capitis quinti Maris Liberi oppugnati a Guiliemo Welwedo）。该书是与前述《捕获法》一起于1864年被发现，并在1872年作为穆拉（Samuel Muller）《闭海论》的附录而发表，才开始为世人所知。

（4）《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众所周知，该书是格老秀斯的代表作，1625年出版第一版，是最早将国际法确立为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

那么，格老秀斯有关国际法的认识又是如何呢？首先，格老秀斯正确地指出不能将罗马法中的万民法等同于国家之间的法律。他认为，罗马法学者们是称“特定人民之间的法或者并非由于同意，而是由于模仿或纯粹的偶然而导致内容相同的法为万民法”，[22]
 因此“这种万民法严格说来并不是国家之间的法律”。[23]
 同时，格老秀斯还指出罗马法学者们混淆了自然法与万民法。值得注意的是，格老秀斯依然用万民法一词来表示国家之间的法。尽管他仍在使用罗马法的概念，其内容却已经具有国家之间法律意义的近代性质。

其次，格老秀斯明确地区分了万民法与自然法。关于这一点，他在《战争与和平法》绪论40中指出的如下内容就经常被后世的学者所引用：

“许多人在不同的时期与场所认定同一种事物，是因为该事物与普遍的理由（causa）有关。不仅如此，从推论的过程来看，这个理由要么是基于自然原则的正确结论，要么就是出自共同的合议。其中，前者属于自然法，后者属于万民法。区分自然法与万民法……应是基于事物的性质。即便不能通过确实的推论过程而得之于一定的原则，却仍然能够随处进行明确的观察，就是因为其渊源在于人类的自由意志（voluntas libera）。”[24]


既然如此，可以说，能够从渊源来推论的是自然法，而能够归纳性地推论的则是万民法。[25]
 格老秀斯主张万民法的渊源来自人类的意志，可以说是相当近代的观点，至于如何理解这个人类的意志，却是众说纷纭，分歧就在于是专指国家的意志还是指普遍人类社会（humana socie-tas）的意志[26]
 。格老秀斯生活的时代恰好是被称为近代历史时期刚刚开始的阶段，因此他在叙述方式与用词方面当然不能不保留着一些前近代的特征。不过，他的万民法概念中已经开始出现近代的因素，因此如何解释这些近代因素就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其实，即便格老秀斯已经将国际法界定为国家之间的法律，他仍采用了罗马时代以来的旧名词——万民法来作为称呼这一现象的用词。至于用国家之间法律（jus inter gentes，jus inter potestas）一词来称呼国际法，则是开始于苏支。

4.苏支

作为牛津大学市民法教授的苏支（Richard Zouche，1590—1661）在法学方面著述颇多，其中有关国际法的著作则是1650年以相当长的书名出版的著作，通常被简称为《外事法》（jus feciale）。外事法（jus feciale）是指古代罗马时期有关战争与条约的法律[27]
 。在该书的开始部分，苏支就指出“国家之间的法律（jus inter gentes）是指被具有主权的君主或人民的共同体所承认的法律”，从而将自然法与万民法加以如下的明确区分：

“正如盖厄斯所指出的那样，基于自然理性而成立于所有人之间并得到所有人及所有国家承认的法律，就被称为万民法。首先，这个法是指在属于一个国家的人民之间所适用之法律的共同因素……其次，是指不同国家的君主与人民所共同遵循的法律……对于后者，我要称之为国家之间的法律（jus inter gentes）。”[28]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苏支的著作是最早确立国际法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

5.jus gentium，droit des gens，international law

尽管万民法在法文中至今仍被译为droit des gens，而当时就已经有人指出这种翻译并不准确。早在1716年，曾任路易十世时期财政大臣的阿盖索（Francios d'Aguesseau，1668—1751）就对自己的儿子说道：“之所以称droit des gens，是因为droit des gens另有其他的意思，更加准确地说应该是研究国家之间的法律，即droit entre le snations。”在1740年，以永久和平提案而著名的圣•皮埃尔（L'abbe de Saint Pierre，1658—1743）也曾说过类似的话[29]
 。

英文的情况也是大体相同。众所周知，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就认为万民法不能翻译为law of nations，主张改称为international law，从而发明了一个新词即international。关于边沁发明这一新词的动机，则有不同的解释。一些学者认为，边沁是在将拉丁语jus gentium翻译为英文之际不慎误译为international law，至于将当时已经惯用的internal一词改为一个新的形容词international，是由于他认为国家法与国际法在原则、概念、方法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菅波（Hidemi Suganami）[30]
 曾经指出，甚至像诺塞芝（F.S.Northedge）、哈特（H.L.A.Hart）、布尔（H.Bull）等著名的学者也都毫无批判地援用了上述解释。

菅波则认为，边沁并不是要将jus gentium翻译为英文，而是因为当初对拉丁文jus gentium的英文翻译之law of nations并不正确，所以才发明了新名词即international law。试看菅波所征引的边沁著作的原文：

“international一词尽管相当类似与易懂，却是一个新词。这一新词是要用更加有意义的方法来称呼过去被称为law of nations的一个法律分支。不仅如此，law of nations一词没有任何特征，因此如果不是（使用该词的）习惯的力量，这一名词应是更加适合于指称国内法的学问。”[31]


边沁之所以称international一词为“类似”，是因为它与internal一词十分接近，而且是为了指称与国内法迥然相异之主权国家之间法律的国际法，发明了international law一词。事实上，在边沁所生活的时代，近代国家已经确立，因此称规范这些近代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体系为international law，已经广为流行。

6.17—18世纪欧洲公法的特征

被称为国际法的这种17—18世纪的法律体系，具有如下的几点特征。首先，应当指出这是一种基督教的法律体系[32]
 。国际法英雄时代的各种著作，都是将基于《圣经》内容的理性秩序视为最高层次的秩序。究竟是基于视这种秩序为神的秩序之神学角度来解释国际法的规范，还是摆脱神学的束缚而将其视为理性的秩序，正是这样一种差别导致了不同的国际法概念与用语的产生。众所周知，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也是以建设基于其独特教会理论的国际社会为目的。当然，也有像瓦特尔那样具有实在法主义倾向的先驱性成就，而其主流仍是自然法学派的理论。

正因为如此，对于异教徒的态度也几乎完全相同。真提利（Alberico Gentili，1552—1608）就认为可以允许与异教徒进行通商，而与他们签订平等的条约或结成同盟则不能视为合法。格老秀斯认为根据自然法，固然可以允许与异教徒签订条约，同时又指出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有义务加入到针对基督教敌人的同盟[33]
 。维多利亚之所以批判西班牙侵略新大陆，是因为愤怒于他们野蛮地对待印第安人，而不是承认印第安人的土地所有权以及他们的法律能力。维多利亚就曾说过，异教徒们不信仰基督教的事实本身并不能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而一旦威胁到进出海外之欧洲人的“安全与和平”，就足以成为导致战争的原因。[34]


因此，国际法意味着欧洲“大国”（civitas maxima）乃至“基督教世界”（totus christiana）的法律，实际上就是保护上述世界的贸易、旅行乃至传教自由的一种法律秩序。以1602年荷兰船队在马六甲（Malacca）海峡扣押葡萄牙船只事件为契机，格老秀斯撰著了《海洋自由论》，葡萄牙瓦拉多里大学教授弗列塔斯（Franciscus Seraphim de Freitas）则撰写反驳格老秀斯的著作，从而开始了双方的争论[35]
 。格老秀斯反对葡萄牙对东亚国家的垄断性贸易权，主张贸易与航行的自由应当优先于这些国家的主权。对此，弗列塔斯则反驳道，葡萄牙之所以能够首先接近这些东亚国家，是根据1492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关于将海外传教权分别授予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敕令。换言之，正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葡萄牙才拥有了进出这个地区的自由[36]
 。

17—18世纪欧洲公法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如实地反映了尚未达到近代国家完成阶段的历史特征，换言之，就是尚未提出有关国际法主体的明确理论。当时，只是在观念上模糊地认为是有关“基督教世界”及“欧洲世界”的法律规范，并认为这种法律规范包含着诸如欧洲国际社会以及构成欧洲国际社会之各个国家等多种形态的政治单位乃至个人等所有的因素。到19世纪时，欧洲公法的上述特征发生了新的变化，进而沦为将欧洲的世界性扩张加以合理化的法律工具。

四　19世纪欧洲公法的本质

1.实在法主义

关于19世纪欧洲公法的特征，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即实在法主义（positivism）、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扩张主义（expan-sionism）、形式主义（formalism）等。其实，上述诸要素相互维系而不是各自独立地存在，因为都是出自如下的一个大前提，即为保障欧洲国际社会利益之法律秩序的国际法。

首先来看实在法主义。法学领域的实在法主义，是指将法律归结为纯粹合法性范畴的一种法律观点，是受到康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所代表时代的精神世界以及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而形成。根据这样一种法律观点，所谓合法性其实就是国家立法者的意志。因此，实在法主义是指只承认法律上合法性的态度、学说以及立场。[37]
 在国际法领域，这样一种态度就自然地归结为国家意志至上主义，而此处所谓的国家是指近代国家，亦即欧洲的近代国家。因此，国际法上的实在法主义是与欧洲近代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世纪前半叶是自然法主义与实在法主义相混合的时期，而19世纪后半叶则是实在法主义的全盛时期。

在国际法领域最早使用形容词“实在法的”来撰写著作的是著名国际法学者哥廷根大学教授马顿斯（Georg Friedrich von Martens，1756—1822）。[38]
 马顿斯有关国际法的著作曾用多种语言来出版，其中最早使用“实在法的”一词的著作是1796年出版的德文版。[39]
 至于马顿斯本人，也是将国际法区分为自然法与实在法，而其特色就在于大大降低了自然法的重要性。马顿斯认为实在的国际法可以根据国家之间的惯例而加以改变，而格老秀斯等马顿斯之前的学者却认为现行的惯例不过是适用自然法规则的一种证据，也许这一点就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区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马顿斯是实在国际法理论的创始人，并主张将他作为一个新时期开始的标志[40]
 。

从此，国际法学界开始重视国家之间明示或默示的合议。毋庸赘述，1814—1815年间的维也纳会议对这样一种趋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出现了马顿斯认为不可能发生的现象，即欧洲列强坐在一起形成了即将适用于他们彼此之间的法律规范[41]
 ，而马顿斯曾经断言近期内不可能召开这样的国际会议。在此一一列举马顿斯之后国际法学界有关实在法的诸多观点已然失去了意义，因为这种观点早已成为欧洲国际法学界的主流[42]
 。另外，随着近代国家进入完成阶段，只承认条约与习惯为国际法的渊源而否定国家之上的任何更高层次秩序的实在法主义成为国际法的主流，也导致了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如果国家的意志具有最高地位，则如何理解国际法的约束力？如果国际法是作为一种法律规范而存在，则国家又将如何说明自己一直是被约束的现象？这些问题的提出正是由于近代国家的完成以及自我矛盾的脉络。

为此，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1851—1911）提出国家的自我局限说或自由约束说，试图解决上述的问题。换言之，认为国际法的规则并不具有绝对的效力，并因为国家的存在而不完整，而且当国际法的规则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国家利益处于优先的地位。这样一种观点后来在德国就进一步发展为否定作为国家对外法律之国际法的主张[43]
 。另一方面，耶利内克试图给国际法赋予法律效力的努力被后来的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1868—1946）、安齐洛迪（Dionisio Anzilotti，1868-1950）等学者所继承，并发展为国家一旦达成了合议则其自身的意志就已经改变为更高一个层次的所谓“普遍意志”（Gemeinwille）及“协调意志”（concorde volonta）的观点，从而预示了新自然法理论的产生。总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责任被归咎于均势亦即国家意志的恣意行为，19世纪的朴素的实在法主义遂告寿终正寝。尽管如此，19世纪国际法的主流仍是承认国际法的渊源只有近代国家的意志，即条约与习惯的观点。

2.欧洲中心主义

其次，应该指出19世纪的欧洲国际法在本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在国际法的英雄时代也曾使用“万民法”一词，而到19世纪后半叶则已经盛行将国际法称为“欧洲公法”。如摩塞尔（Johann Jacob Moser，1701—1785）和马布利（Gabriel Bonnet de Mably，1709—1785）的著作[44]
 以及前述马顿斯的著作，都是使用了“欧洲的公法”或“欧洲的国际法”等书名。从此以后直到整个19世纪，国际法一直是被称为“欧洲公法（droit public de I'Europe，European public law）”。

“欧洲公法”一词，意味着它反映欧洲的价值观，至于其核心当然就是基督教的伦理观。进入19世纪以来，在表面上则又变为文明（civilization）标准。因此，欧洲公法被认为是“文明国家之间的法律”，而欧洲以外的国家则被认为是半文明或野蛮国家，从而并不被当作是国际法的主体，至多是被认为有限意义上的主体而已，甚至连这样的认定也仅限于极其特殊的情况。这样一种状况已经形成19世纪欧洲国际法学界的主流，只需列举其中代表性的若干学者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为此只需要记住惠顿（Henry Wheaton，1785—1848）、霍尔（William Edward Hall，1835—1894）、韦斯特累克（John Westlake，1828—1913）、劳里默（James Lorimer，1818—1890）、马尔顿斯（Feodor Feodorovich Martens，1848—1909）、霍兰（Thomas Erskine Holland，1835—1926）、李斯特（Franz von Liszt，1851—1919）、伯伦智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1808—1881）等著名学者就足矣[45]
 。

关于文明的标准，19世纪的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主张，根据龚（Gong）教授的整理结果，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五种：

（1）文明国家保障生命、权威以及财产等基本权利与旅行、贸易尤其是外国人的宗教自由。

（2）文明国家是作为这样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官僚体而存在，即在运营国家机构方面具有一定的效率，并保持一定的自卫能力。

（3）文明国家遵循包括战争法在内的被普遍承认的国际法（规则），同时具备向属于其管辖之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所有人保障法律正义的裁判机构、法典以及公布法律的国内制度。

（4）文明国家为外交领域的相互交换与沟通而保持适当与常设的手段，以履行国际制度的义务。

（5）文明国家大都遵守“文明化的”国际社会所承认的规范与习惯，如妻子殉夫、一夫多妻、奴隶制度等被认为是“不文明”的，因此不能被容许[46]
 。

毋庸赘述，上述标准都是反映了起源于基督教社会习惯的欧洲文明的规范。欧洲公法将政治集团区分为（1）如欧洲国家的文明国家；（2）如摩洛哥、波斯、暹罗（Siam）、阿富汗和中国的半文明国家；（3）野蛮国家，已经是包含着根本的不平等性。一部世界外交史已经表明，野蛮国家成为被侵略与占领的对象，至于半文明国家则通过所谓不平等条约而发生联系，进而被当作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剥削对象。[47]


3.欧洲扩张主义

再次，还要指出欧洲公法是将欧洲国家对世界的扩张行为加以合理化乃至进一步推动的法律工具。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本质就是来源于上述的实在法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特征。为了解欧洲公法作为扩张与帝国主义法律的性质，只需介绍所谓创造性效果论与无主地（terra nullius）概念就足矣。

所谓创造性效果论认为判断某一政治集团是否为文明国家是现有的这些已是文明国家的权利，而相当吊诡的是创造性效果论的创始人正是惠顿（H.Wheaton，1785—1848）。惠顿的国际法著作被中译为《万国公法》从而对东洋三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该书的著者正是帝国主义扩张理论的创始人。不妨就此进一步展开论述。关于承认问题，理应提到爱丁堡大学教授劳里默（J.Lorimer）。劳里默是因作为其导师的国际著名学者尼斯（E.Nys）而开始为世人所知，而西方国际法学界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几乎没有人去征引他的著作，直到近年才开始被受到重视，甚至令人觉得有些不安。劳里默是国际法学界的一个异端，他基于神学来解释国际法，主张国家在本质上是相互不平等的，因此对于文明国家要给予完全的政治承认，对于半文明国家则只给予部分的承认，对于野蛮国家则只有自然的和人间的承认而已[48]
 。

至于无主地的概念，其前提就是由于土著人是野蛮人，因此并不具备保有财产权的法律能力。至于有关无主地领土所有权的发现以及先占、传教等诸多观点，不过是反映了欧洲国家不同的国家利益而已。试举其一例。在19世纪欧洲外交史上就曾有过一次关于领土获得所有权的寡廉鲜耻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并不是因为发生了纷争而召开，而是准备将来侵略的未来指向性会议，即1884—1885年间炮制“骗子协议”的柏林会议[49]
 。正是在这次柏林会议上，特别制定了关于分割刚果盆地的国际法原则。

由此可见，19世纪欧洲公法的特征可以归纳为：“具有地理基础（为欧洲的法律）、宗教与伦理的灵感（为基督教的法律）、经济的动机（为重商主义的法律）以及政治目的（为帝国主义的法律）的一系列规则。”[50]


4.惠顿

惠顿、伯伦智理、伍尔锡、马顿斯等人的著作都曾被翻译为中文，从而对东洋三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现出19世纪欧洲公法的上述特征，至于惠顿更是进一步发展了上述的特征。首先来看惠顿的情况。美国罗德岛（Rhode Island）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出身的惠顿，先后在这个地区以及纽约担任律师直到1816年，而后直到1827年担任美国大法院的书记官（reporter），后来又当上了外交官。就在担任美国驻丹麦代理公使（1827—1835）以及驻普鲁士全权公使（1835—1846）期间，惠顿开始有关国际法的研究[51]
 ，并先后发表了两篇重要的研究成果。

首先是1836年在伦敦与费城发行第一版的那部著名的《国际法原理》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而作为附录的《国际法学史概论》却仅见于第一版，此后的版本则删除了这一部分。这一部分的内容原本是他在1820年年底纽约历史学会上发表的演讲稿，到后来惠顿出版有关国际法学史的专门研究著作时，就将曾作为第一版附录的这一部分内容收入了正文。惠顿的这部著作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先后被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中国、日本、西班牙等国翻译出版[52]
 ，从而广为世人所知。其中，惠顿本人在生前亲自完成的最终修订本是1846年第三版与1848年的法文版。尽管在他死后出版了各种版本，而较为著名的版本则是曾任英国驻美国代理公使并曾出版惠顿传记的劳伦斯（William Beach Lawrence）的1855年版本以及达那（Richard Henry Dana）的1866年版本，其中被后世广为征引的达那版本则被称为第八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卡耐基财团资助出版的《国际法丛书》（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中收录的惠顿著作，就是达那的版本[53]
 。几乎可以确定《万国公法》的底本就是1855年的劳伦斯版本，因此本书中也将经常引用该版本。

其次，则是1841年在莱比锡（Leipzig）出版的法文著作，是关于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维也纳会议的国际法史研究成果[54]
 。这本著作原本是提交法兰西科学院的获奖论文（《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之后欧洲国际法获得了怎样的发展？》），因此第一版为法文版，到1845年惠顿用英文出版了该书，第二年又对该书内容进行了大量的增订。该书也是进入19世纪以来最早有关国际法史的研究著作，因此也受到了相当的评价。

惠顿的时代正是由自然法主义向实在法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因此他的国际法理论也是立足于所谓的折中主义。尽管惠顿继承了自格老秀斯以来认为国际法的两大因素为自然法以及国家之意志法（volitional law）或实在法的观点，而对于自然法的理解却是与格老秀斯并不相同，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格老秀斯主张自然法就是意欲遵循被认为是神的秩序之国际正义的普遍合议，惠顿则是立足于实用性或效率原则，并在国际道德性（international morality）中寻找其根源。换言之，认为自然法就是能够最好地推动人类幸福的国际行为规则，而推论的办法则在于对事实的确认以及分析这些事实之原因与效果的思考[55]
 。于是，格老秀斯的自然法在惠顿这里就成为需要从实在法来推论的一种国际道德。不过，惠顿仍认为文明国家所应遵循的道德性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制裁手段。

惠顿格外强调国际法是欧洲以及基督教的产物，是文明的基督教国家的法律，因而格外地否定国际法的普遍性。鉴于这一点十分重要，试看其本人的论述：

“或问万国之公法，皆是一法乎？曰非也。盖此公法，或局于欧罗巴崇耶稣服化之诸国，或行于欧罗巴奉教人迁居之处，此外奉此公法者无几。夫欧罗巴之公法，与他处所遵之公法有别，公师早有言矣。”[56]


“服化之国所遵公法条例，分为二种。以人伦之当然、诸国之自主，揆情度理与公义相合者一也，诸国所商定辨明随时改革而共许者二也。”[57]


19世纪欧洲公法学的特征就在于视欧洲公法为文明国家之间以及基督教国家之间的法律，惠顿不仅强调了上述特征，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特征。上述的引文内容在惠顿著作的1836年第一版中就已经出现，到1846年的第三版则又列举了土耳其、波斯、埃及、野蛮国家（Barbary States，指北非的古老国家们），认为这些国家放弃了自己特有的习惯，开始接受基督教世界的惯例，同时又指出土耳其的独立是维持欧洲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重要条件[58]
 。而且，在第三版中最早开始提到了中国：

“（上述国家放弃自己特有习惯的做法）也将适用于中华帝国与欧美基督教国家之间的最近外交交往。届时，中国将不得不放弃其慢性的反贸易与反交往的原则，并在战争与和平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承认其他国家的独立与平等。”[59]


惠顿用相当长的篇幅来论述作为文明国家及基督教国家之间法律的欧洲公法具有六大渊源（source）[60]
 ，这也应是在国际法学界有关渊源问题的最早明确论述[61]
 。所谓六大渊源具体如下：

（1）国际法权威学者们的意见；

（2）确认、修订或规范现存国际法（pre-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62]
 的各种条约；

（3）个别国家的法令尤其是捕获法院的规则；

（4）如仲裁法院或捕获法院那样的国际法院的判决；

（5）各机构向政府秘密提交的正式法律观点；

（6）有关战争、和平条约以及其他国际关系的各种协定的历史。

如同当今的国际法学界一样，关于所谓渊源究竟意味着什么，在19世纪当时也是众说纷纭。至于惠顿，则主张应当将渊源理解为国际法的“起源”、“原因”、“基础”以及“证据”。接着，再来总结一下惠顿本人对于国际法学又有怎样的重要作用或贡献。首先，惠顿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在欧洲国际法学史上重新发现与复原了格老秀斯的历史地位。其实，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在出版后立即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直到18世纪末格老秀斯仍未受到欧洲学界的重视。格老秀斯是埃拉斯默（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的忠实信徒，终其一生都是在追求埃拉斯默称之为“基督哲学”（Philosophia christi）的基督教的真正原理。他的国际社会论也是立足于这种基督教统合原理，因此就被列为“禁书”。

尽管对于究竟是谁在19世纪重新复原了格老秀斯的问题仍有不同的见解，而大多数观点还是认定为是惠顿。已如前述，在1820年12月28日的纽约历史学会一周年纪念讲演中，惠顿在美国最早提及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于惠顿的上述观点，美国前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现任总统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以及肯特（James Kent）教授、马歇尔（John Marshall）大法官等著名人士都表示了赞同[63]
 。总之，正是由于惠顿的影响，东洋三国也出现了将格老秀斯评价为国际法之父的神话[64]
 。他的国际法著作的出发点就是格老秀斯的万民法概念。

惠顿的另一个代表性观点就是提出了所谓创造性承认说。惠顿是将黑格尔的观点结合到了有关承认的主张。黑格尔在《法哲学》的结尾部分有关国际法的讲义中曾经指出，国家是一种绝对的存在，而这种绝对性应当得到其他绝对性存在的承认[65]
 。惠顿正是将黑格尔的上述观点结合到承认说，从而提出了创造性效果论。因此，惠顿也是最早提出法律（de jure）承认与事实（de facto）承认的词汇[66]
 。且看惠顿本人的论述：

“已经存在的新生国家并不需要其他国家的承认来确认其内部的主权。在这一点上，只要存在事实上的国家，就足以确立其法律的主权……另一方面，为了使国家的对外主权完整和充分，就需要其他国家的承认。其实，如果新生国家将其行为只是局限于其市民以及其领土内部，也可以不需要这些承认。然而，如果想要进入到所有成员承认相互赋予之权利与相互遵循之义务的国家之间的大社会，新生国家就在本质上需要这些承认，从而以完全的形态参与到这个大社会的所有利益。至于新生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允许或者拒绝这种承认，则是完全自由的。”[67]


毫无疑问，这样的创造性效果论是在支持19世纪欧洲各国的世界扩张行为。由此可见，惠顿不仅表现出19世纪欧洲公法的所有特征，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特征。尽管他的代表作《国际法原理》一书在当时是最为著名的国际法著作，而这样一部宣扬所谓文明国家世界扩张的国际法著作经过汉译之后传播到东洋三国，并在东洋三国知识分子社会一度广为流传，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5.马顿斯

继惠顿的著作之后，在中国被翻译的第二本国际法著作就是马顿斯（Charles de Martens，1790—1863）伯爵的著作。马顿斯是主要在今德国内的各国历任代理公使的普鲁士外交官，早年受到其叔叔马顿斯（G.F.de Martens）的影响而开始关注国际法，尤其为国际法史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1827年，马顿斯出版了Gauses célèvers de droit des gens一书，到1832年出版了其代表作Guide diplomatique.Précis des droits ed des fonctions des agents diplomatiques et consulaires一书[68]
 。马顿斯的这一代表作在他去世后的1866年，由汉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各城驻普鲁士外交官、著名国际法学者葛福根（M.H.F.Geffcken）进行了大量的增订，而1876年由丁韪良翻译为中文并题名为《星轺指掌》的著作就是上述的增订版。与惠顿的著作不同，马顿斯的著作主要是记录和说明了日常的外交行为，因此即便对于当时东洋的知识分子也应是不难理解的。

6.伍尔锡

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伍尔锡（Theodore Dwight Woolsey，1801—1889），在国际法学界是一个奇异的人物。他的著作于1877年被丁韪良翻译为中文并题名为《公法便览》，从而对东洋三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伍尔锡早年曾在欧洲各国的多所大学先后攻读希腊语和古典文学，并想成为这些领域的教授，到1831年成为耶鲁大学的希腊语及文学教授，直到1846年担任耶鲁大学校长时仍是埋首于上述领域的研究。就在担任耶鲁大学校长之后，他将研究领域转向历史、政治学以及国际法学，并开始承担这些课程的讲授，1860年在纽黑文（New Haven）出版了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至于1878年出版的Political Science一书，则被批评为立足于神学的非科学性著作[69]
 。事实上，他的国际法著作的确具有这种倾向。

伍尔锡的《国际法导论》继第一版之后又继续出版了增订版，其中由他本人亲自整理的最后一个增订版是1879年出版的第五版，而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的却是1890年由他的儿子（Theodore Salisbury Woolsey）整理的第六版。至于丁韪良中译本的底本则应是1874年出版的第四版，详见后文。令人称奇的是，伍尔锡是在实在法主义已经成为国际法学说史主流的19世纪后半叶，出版了立足于彻底的自然法理论的著作。他在该书序文中指出，国际法研究最为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探索“如同向全人类传播普遍福音那样的普遍国际法的可能性”[70]
 。因此，他也是彻底的基督教国际法的传播者：“我们将国际法定义为被基督教国家认定对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相互臣民之间的关系是义务性的规则的总和。”[71]
 同时，他认为这些国际法规则并不适用于基督教国家对野蛮或半文明国家的关系，欧洲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是需要“遵守大体相当于他们的政策或正义观念的国际法义务”[72]
 。可见，伍尔锡用朴素的事实说明了欧洲公法的精髓。

那么，国际法为什么会发源于基督教国家？按照伍尔锡的观点，一是因为宗教所具有的高度的道德标准；二是由于从古代以来继承的哲学与法学传统；三是由于罗马帝国之后密切的历史联系被断绝[73]
 。可见，他是一个彻底的自然法论者，强调国与国之间的惯例应当是基于“真实与正义”[74]
 。毫无疑问，此处所谓真实与正义是指基督教立场的真实与正义。至此，伍尔锡的国际法观点也就十分清楚明白了，即视国际法为基督教国家之间的法律以及将欧洲以外地区视为不能适用公法的地区的观点，还有对野蛮及半文明国家的战争与干涉权等。其实，伍尔锡有关国际法学的学术水准远不及惠顿。至于丁韪良之所以翻译伍尔锡的著作，就是因为在他暂时回国研究国际法之际恰好与伍尔锡建立了联系，详见后文。

7.伯伦智理

1880年被丁韪良翻译为《公法会通》的书就是苏黎世出身的伯伦智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1808—1881）的著作。其实，伯伦智理是一位学术造诣极深的法学家，其名声在当时的东洋也已是广为人知。伯伦智理早年更多地关心现实政治而不是神学，因此进入苏黎世的政治学校（Institut politique）学习，接着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并获得了波恩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1830年，他回到苏黎世开始官僚生活，却依然对现实政治抱有强烈的关心，终其一生都徘徊于教授与政治家之间。按照其友人的话来说，他“4/7是政治家，3/7是大学教授”。[75]
 从1836年起，伯伦智理成为苏黎世大学主讲罗马法、法史以及德国私法的正教授，却在竞选苏黎世市市长失败后于1848年转任慕尼黑大学教授。就在这一阶段，他的关心领域从私法转到公法，到1851—1852年出版了受到盛赞的名著Allgemeines Staatsrecht。后来，他又与布拉特（Karl Brater）一起编辑出版了Deutsches Staatswortebuch（1857—1870），而这一政治法律词典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是利用率最高的词典。到1860年，巴登（Baden）政府向他提议担任海德堡大学教授并兼任巴登第一院（相当于上院）议员，伯伦智理立即接受了这一提议，从而成为海德堡大学的教授。[76]
 。

从此以后，伯伦智理开始了国际法领域的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代表作就是被丁韪良翻译为中文的Das moderne Völkerrecht der civilisierten Staaten als Rechtsbuch dargestellt一书。该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868年，到1872年和1878年就已经出版了第二及第三版，后来又被翻译为多种语言。1869年由拉迪（M.C.Lardy）翻译的法文本出版了第一版，而后不断得到增订，到1895年时已经出版了第五版。丁韪良翻译的中文版的底本就是该书的法文本，至于究竟是根据法文本的第几版译出则不详。此外，该书还曾被译为俄语、西班牙语、日本语等文本。伯伦智理的出发点就是要将国际法从基督教中解放出来[77]
 。他指出国际法的适用地区早已从欧洲扩大到全世界[78]
 ，同时仍是根据文明而不是基督教的尺度，主张国际法是文明国家之间的法律。[79]
 尽管伯伦智理的著作并不是如赫夫特（August Wilhelm Heffter）及马顿斯（Feodor Feodorovich Martens）那样的一流著作，却用清晰明快的语言来向大众普及了国际法的本质，而且不仅指出“现存的法律”（lege lata）还指出“应当存在的法律”（lege ferenda），也是他的一大特色。总之，虽然伯伦智理在担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期间曾发表了许多有关国际法的著作与论文[80]
 ，而其代表作仍是1868年出版的那部代表作。

19世纪欧洲公法的本质，就是只承认欧洲国家为其主体，并将其当作为它们向世界扩张的殖民政策提供支持与名分的法律工具。在其著作先后被译为中文从而在东洋广为传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惠顿、马顿斯、伍尔锡、伯伦智理等人的著作中，上述的特征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恰恰就是这些著作一度被视为所谓“开化”的向导，则不能不说是世界观的冲突所导致的一种讽刺现象。至此，我们不妨再考察一下西洋公法传入东洋之前以中国为中心的所谓“天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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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事大秩序

一　中国古典与天下

1.儒教圈的国际秩序

众所周知，儒教圈的国际政治秩序具有与近代欧洲的国际秩序完全相对立的性质。欧洲近代国际政治秩序的构成单位是主权与独立的所谓“近代国家”，因此不可能承认一个超越近代国家的更高层次的存在，从而是一种相互承认对方为绝对存在之近代国家之间的并列型国际政治秩序。这样一种秩序与欧洲的中世纪秩序也是截然不同的。

与欧洲近代的并列型秩序不同，儒教圈的秩序则是由天子而诸侯而陪臣的序列与垂直型秩序，换言之，就是宗主国与朝贡国之间的不平等国际政治秩序。这样一种不平等关系的名分就是事大字小的礼，至于诸侯之间的关系则被规定为交邻之礼。近年来已经出现有关事大秩序的若干优秀研究成果，而李用熙教授的如下概念界定仍可以说是一个明快的向导：

“这个圈域的政治形态渊源于儒教的政教观念，如同其国内法律秩序与统治秩序为唐—明律系或立足于忠孝思想的家长式专制一样，国际政治秩序则是以儒教为本，其圈域则被笼统地称之为‘天下’，并被观念化为奉有天命的中朝天子之德所施及的范围。因此，这个‘天下’就不能不是中朝文化影响之所波及的‘场所’，不能不是礼教的‘名分’所维系的地区，而且只能是按照身份制的儒教礼思想来形成的一种序阶形结构。”[1]


因此，中国与儒教圈内部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所谓朝贡关系相连接，至于其特征则大体如下：

（1）朝贡国的国王由中国来册封，而朝贡国国王的变化则要以中国的承认为前提条件。朝贡国家的国王之所以能够自称国王的名分就是出自中国的承认，此之谓册封关系；

（2）朝贡国要接受并遵行中国的历法，此之谓奉朔；

（3）朝贡国要向中国定期朝贡。各诸侯的国王要向中国皇帝呈献表与贡，皇帝也会给这些贡使以回谢，此之谓朝贡回赐。

由此可见，儒教圈的国际政治秩序与欧洲迥然相异。既然如此，不妨来考察一下这样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儒教圈域国际秩序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

2.华夷之区别

早在最古老的经典《尚书》亦即《书经》中，就已经出现了称古代中国为“中国”、“夏”、“华”等并认为其他地区并不存在国家而只有夷狄的观念。这样一种华夷区分，直到《春秋》与《左传》才形成一种体系，借用当今的表述，就是确立了文明—野蛮的观念，即只有中国才是文化的中心，此外的地区则不过是禽兽的领域。其实，对于异质文化圈的如此蔑视和贬低，是在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以及直到最近仍存在的共产主义世界中都可以见到的现象。

首先，仅从“夷”字的本义就可以了解到其中的歧视意味。夷字意为尸，是指生活在死者区域的人们。也有认为“夷”字在金文中类似“低”字因而系指矮子[2]
 。总之，这个字本身包含着轻蔑的意思。众所周知，后来中国与西方势力接触之际称呼他们的用语就是这个“夷”字。西方势力在侵略中国获得成功之后就立即反对使用该字，也说明了这一点。据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的规定，在中国的中央机关以及地方官署有关英国官民的公文中禁止使用“夷”字。

对华夷的如此区别，在《左传》中尤其有详细的说明，试举其若干代表性的例句。当闵公元年（公元前660）狄人来侵邢时，管仲向齐桓公力陈狄戎为豺狼，就是经常被人引用的名句[3]
 。当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5）周襄王试图联合狄来进攻曾经属于夏的郑国时，富辰的谏言中就曾指出郑国有勋、亲、近、贤四德，相反狄有聋、昧、顽、嚚四奸[4]
 。至于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8）条中指责戎的饮食衣服与华不同，而且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就是指文化方面相互隔绝[5]
 。想要引用中国古典中有关区别华夷的内容，可以说是难以穷尽[6]
 。

因此，这些四夷即南蛮、东夷、西戎、北狄被认为是野蛮世界，并不认为乃至称呼它们为外国。即便与它们发生武力冲突，也不称之为“战”，也不称它们为敌国。且看中国古典的相关事例。“中国与夷狄不言战，皆曰取之。”[7]
 对于与夷狄的冲突，“此皆战也，何以不言战？《春秋》敌者言战，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8]
 。又《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征之为言正也。”[9]
 由此可见，对于夷狄的武力行为并不称为“战”，而是使用“讨”、“伐”、“取”、“征”等用词。尽管也有将诸侯与夷狄之战记录为“战”的事例，却毕竟是一种例外而不是原则。“战”是指同等政治集团之间的武力冲突，“敌国”一词也仅用于诸侯之间。

而且，对于夷狄之君来华，也是只称“来”而不作“来朝”。《春秋》僖公二十九年（公元前640）春记事称介葛鲁来，而《左传》则称“来朝”，至于严格区分华夷的《公羊传》则明确指出：“介葛鲁来。介葛鲁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10]
 如此明确区分华的世界与夷的世界的思想体系与天下观念究竟出现于什么时期，一直是学界的争论问题。[11]
 如上所述，有关华夷的论述并不见于《尚书》，而其思想体系的基本架构则应是形成于从春秋战国时代到秦汉统一时代。总之，这样一种思想观念的架构长期以来成为中国人世界观的核心。

3.天下秩序观

中国古典并不是将整个世界简单地区分为中国即周及诸侯与夷狄的世界从而加以二元论的认识，而是以中国的中心之王畿为中心并根据文化水准的程度以及地理之远近来将世界分为几个地区。早在《尚书》禹公篇中就已经出现了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等所谓五服论。甸服是指周王直接统治的中央地区，据记载为距王城四方五百里。侯服是诸侯所管辖的地区，绥服则是侯服之外的地区，亦即被周王征服与平定的中国的国家。要服与荒服是指绥服之外的地区，就是野蛮人所居住的地区。至少在观念上，要服是仍在接受中国统治的蛮与夷所居住的地区，而荒服则是各自拥有统治者的戎与狄所居住的地区。狄与戎也就是中国人所认识之世界的尽头[12]
 ，详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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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所记载的九服乃至六服，也是出于同一脉络的世界观。[13]
 如此区分整个世界固然是一种理想型的观念，却也不无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秦朝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反映上述世界观的记载还是采取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史实的方式。如《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昔者五帝地方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14]
 云云，便是其中一例。还应注意到，到汉朝时期这样一种世界观已经影响到了现实的外交政策。汉宣帝时期的公元前51年匈奴曾要求朝贡，汉却以匈奴属于荒服为由加以拒绝。[15]
 因为根据五服论，属于荒服的夷狄之君一生中只能朝贡一次。[16]
 重要的是，对于天子的朝觐次数要根据距离中国中心地区之远近以及文化水准而有所不同，这已经形成为一种观念。这样一种认识态度一直得以持续，[17]
 进而在明清年间的各种会典中得到了法典化。

4.事大秩序观

如上所述，世界被区分为不同的地区来认识，而且在属于相同地区的政治集团之间以及属于不同地区的政治集团之间曾经存在着一定的行为规范。这样一种行为规范就是礼，而有关礼的具体思想则开始形成于周代以后的历史时期。礼不仅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十分广义的概念，关于该词的词源问题，不妨来听听李用熙教授的如下访谈内容：

“侍奉上天或鬼神的方式就叫做‘礼’，所以才会说‘礼’即为‘履’。人所要履行的事情，即‘礼’的本义是侍奉上天或鬼神，因此也将其侍奉的方式称之为‘礼’，后来又进一步引申到将人与人之间的重要的行为方式也称为‘礼’。”[18]


诚然，礼并不仅仅局限于人所应当遵守的方式之狭义，而是包含着贵贱上下之区分、国家的法制、一切事物的统一法则等十分广泛意义的一个概念。换言之，礼是规定个人与个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乃至周室与诸侯之间关系的一个广义的规范，套用西方的词汇则可以说是相当于自然法（jus naturale）一词。总之，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将礼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周室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以及中国与夷狄之间的一种规范，其基本原理就是事大字小。

当齐宣王询问交邻国之道时，孟子的回答就是事大的本质，且看孟子的说明：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唯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唯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也。”[19]


字小的本意为怜爱小者，其来源则当然是“字者乳也”的原义[20]
 。正所谓“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21]
 ，事大字小是构成维系周—诸侯—夷狄之中国式天下概念的基本原理。不妨再来听听李用熙教授的如下访谈内容：

“本来‘字小事大’的‘字’就是‘慈’。不过，按照事大之礼的典范已经形成的先秦时期儒家的主张，事大就是信，而字小就是仁。大国要以仁来宽待小国，小国则要以信来对待大国而不能背叛，从而将其解释为国际间的一种信义。孟子曰事大为畏天，字小为乐天，则是将事大之礼阐明为上天的意志。”[22]


有关这些事大之礼的各种形式、程序以及规范等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而关于这些规范的研究则详见有关古代中国国际法的各项研究。[23]
 不妨简单考察一下作为这些规范之核心的朝觐与聘问的内容。

5.朝觐与聘问

拜见天子、霸主以及大国，就称之为朝。起初，是将诸侯拜见天子谓之朝，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24]
 。所谓述职，就是向天子汇报自己所承担的职务内容。起初是称春天朝觐为朝，夏天为宗，秋季为觐，冬季为遇[25]
 ，而所有这些行为则统称为朝或朝觐。至于朝觐的次数则是根据与王畿中心的距离以及文化水准来分别有不同的规定，已如前述。而且，如果诸侯疏懒于朝觐，则不仅是一种非礼，甚至能够成为征伐的对象，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地”[26]
 。

随着周室衰弱和天下实权转归霸主，来朝霸主也就成为一种义务，一旦违反就会成为问罪的对象。据《左传》记载，晋文襄取得霸权之后，就“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27]
 有关聘的内容，详见后文。又如晋文公末年因卫成公不来朝而伐之的记事以及欲伐鲁的记事，也都说明了这一点[28]
 。即便是对于曾经是夷狄出身如今已成霸主的楚国，也要尽朝觐之礼，[29]
 而且小国对于并非霸主的大国仍要进行朝觐。

至于不是由国君亲自朝觐天子或霸主而是派卿或大夫代行，就称之为“聘问”。诸侯之聘问天子有两种形式，一是当天子有事之际随时派遣大夫；二是到朝觐之时派遣卿以代行，前者称为小聘，后者则称大聘。这样的聘问也实行于诸侯之间，天子向诸侯派遣卿或大夫之事也是屡见不鲜[30]
 。由此可见，在垂直与序列的古代中国国际社会中，朝觐与聘问就是国际交往的一种基本规范。而且，这种交往的背后还有奉献土产的所谓贡礼，因此后来将中国的世界秩序统称之为朝贡秩序。此外，还确立了许多有关各种程序与形式的礼，详见有关古代中国国际法研究的各项成果。

二　明清年间的事大秩序

1.事大秩序的形成时期

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中国的世界秩序被称为事大秩序或朝贡秩序，而这样一种世界观在摆脱长期异民族统治的明朝之后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确立。然而，对于这种朝贡制度究竟形成于什么时期则是众说纷纭，大体说来分为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与秦汉以后形成的两种观点。对此，国内学界也有不同的观点[31]
 ，而这些观点的差异其实并无多少现实的意义。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既反映当时的政治状况同时又是过去历史的产物。即便朝贡制度形成于汉代，也离不开先秦时代的历史经验，至于汉代以后的朝贡制度则又随着不同的历史阶段而呈现出不同的性质与形态。与其强调这些历史性的区别，不如去考察中国各正史中如何规定和认识同外国的关系[32]
 ，应更有借鉴意义。

问题在于，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将这个朝贡制度的名分与起源求之于夏殷周三代，《大明集礼》（1530年）宾礼总序[33]
 的内容就是如此。这一点，与伊斯兰世界是从《古兰经》，欧洲公法是从《圣经》中寻找统治的名分，其实应是同一脉络。我们在此前所列举的有关先秦时代的诸多事例，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2.明朝时期的事大秩序

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是从夏殷周三代寻求其名分，因此一旦遇到异民族统治中国，就会陷入大混乱。对于中国的史家而言，尽管也曾有过辽与金朝之例，而如何看待蒙古统治整个中国的元朝历史，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难题。《元史》的编纂先后持续七十余年，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朱元璋在1367年开始北伐之际，即登基前一年向中国北方居民所颁布的宣言中，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基于华夷思想的世界观[34]
 。明太祖在即位第二年就向海外派遣使节，宣谕要“朝贡奉表称臣”，并指出“夷狄奉中国，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体”[35]
 。曾被明太祖动员来创造新王朝的名分的一群儒学家们致力于借鉴《书经》《左传》等汉唐时代的先例以重建中华秩序，而太祖本人就是这一秩序的热烈支持者。就是这样一种中国的世界秩序，通过《明会典》[36]
 而得到了法制化[37]
 。关于《明会典》中出现的所有朝贡国，费正清与邓嗣禹教授（1960）曾经列出一份表格。然而，由于该表是以《万历会典》为中心来编制，因此还应与《明史》等资料进行对照。为此，我根据《万历会典》《明实录类纂——涉外交涉》《明史》以及费正清教授的表格等资料，重新编制了表格，并作为表一附录于该章。

值得注意的是，在表一中的所有政治集团并不都是明朝的实际朝贡国家，其中相当部分是自明朝成立以来曾经有过交往的国家。然而，《万历会典》与《明史》的相关记载包括从非洲东海岸经由阿拉伯半岛直至跨越喀什米尔的中亚地区，以及印度沿岸地区乃至今马来西亚、苏门答腊、菲律宾等辽阔的地区，足以证明中国中心的世界观。关于《万历会典》有关朝贡的内容，费正清和邓嗣禹教授曾作过详细的说明与分析[38]
 ，至今仍未见到超越其分析水准的新成果。关于朝贡国的朝贡次数及其意义，且根据费正清和邓嗣禹两教授的分析而做如下的整理，至于各政治集团的名称则可以参考表一。

（1）从明朝建立（1368）到郑和开始经营南海（1405）：中国与邻近地区的朝鲜、琉球、安南、占婆、柬埔寨、泰国以及西藏保持频繁的朝贡往来，并已经定例化，与东南亚地区的往来也十分活跃。很早以前，中国就已经与上述地区有着贸易关系，而且蒙古还曾远征过上述地区，因此在明朝建立之后自然能够保持密切往来。表一所见与占婆、浡泥、彭亨、须文达那、苏门答腊等地区的关系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期间中亚地区的朝贡次数相当之少，只有撒马尔罕（Samarkand）三次以及别失八里（Bashibalik）一次的记载。

（2）郑和经营期间（1405—1433）：如表一所见，来自印度洋地区的朝贡十分频繁，这无疑是由于郑和远征的影响。来自中亚地区的朝贡使节增加，也是一个特征。据记载，从1421年到1453年间，瓦剌（Oirats）几乎是每年都有朝贡，而且八答黑常（Badakshan）、失剌思（Shiraz）、亦思弗罕（Ispahan）等在1419年以及哈烈（Herat）在1415年和此后，还有亦力把力（Ilibalik）在1426年都有过朝贡。另据记载，作为中亚贸易中心的哈密（Hami）自1415年以来被要求定期朝贡，土鲁番（Trufan）也有相同的记载。

（3）从1433年到15世纪末：关于与西藏等中国邻近国家的朝贡关系有着定期的记载，却不见有关朝鲜的记载，其原因据说是过于理所当然而没有记载。至于日本，这一期间只有6次往来记录。在印度洋与南海的政治集团之中，只有占婆与马六甲湾有1439年至1481年间派遣10次使节的定期记录。锡兰即斯里兰卡则只有1445年与1459年的两次朝贡记录。至于哈密则有35次，土鲁番与撒马尔罕为4年一次，亦力把力为6次。由此可见，朝贡国家正在从南方的海岸国家转为中国西部大陆的国家。

（4）16世纪：这一期间有关朝贡使节的记载在逐步减少。其中，琉球有50次，安南为19次，占城为4次（1543年结束），日本则只有7次记录。相反，来自中亚地区的朝贡却相当频繁，其中乌思藏有26次，哈密为19次，土鲁番为24次，撒马尔罕为16次，天方为13次，位于小亚地区的鲁迷则有6次。

（5）明朝末年的1600—1643年间：来自各地区的朝贡次数在减少，反映了明朝末期的政治状况。琉球的朝贡次数为15次，安南为7次，暹罗为9次，乌思藏为9次，土鲁番为3次，哈密为3次，此外撒马尔罕、天方和鲁迷各为1次。

3.清朝与事大秩序

随着明朝建立而确立的事大秩序或朝贡秩序，到清代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备。清朝先后重修了五次《会典》，分别为《康熙会典》（1690）、《雍正会典》（1732）、《乾隆会典》（1764）、《嘉庆会典》（1818）和《光绪会典》（1899）。上述各《会典》对朝贡制度做了详细的规定。令人称奇的是，《光绪会典》完成编纂之年正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国的事大秩序早已瓦解，而作为法律制度其秩序却依然存在。这一点，固然可以看做是作为中国法制之特征的虚文之例，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名分世界所具有的持续性。

清朝早在入主中原之前，就十分重视与蒙古的关系，并设立了主管与他们关系的独立机构即蒙古衙门。到1638年，则又设立一个新的官署理藩院来掌管蒙古事务，从而开始用传统的中国朝贡制度来管理与蒙古的关系。尽管清朝通过理藩院来统治和监视着蒙古，事实上仍对蒙古采取了宽大的态度。以内蒙古为例，将当地贵族分为三班，要求他们每年依次入贡清朝，而这些贵族每年可以根据不同的等级而接受清朝的一定官禄。到19世纪时，类似的规定进一步适用到外蒙古、哈密与土鲁番以及西藏。以西藏为例，西藏（中央西藏）要每年一贡，前藏（东西藏）与后藏（西西藏）则要三年一贡。至于理藩院开始掌管中亚地区的事务，还是《雍正会典》（1732）以后的事情。值得关注的是，与明朝不同，在清朝时期与这些地区的关系中，经济的内容已经消失，从而出现了与一般朝贡关系所不同的性质。[39]
 不仅如此，从18世纪以后有关中亚的记载已经很少出现，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征。

据《光绪会典》，蒙古地区被分为如下几个部分来加以治理。

（1）大漠，即戈壁沙漠以南，称为内蒙古，由24个种族的部与四十九旗组成；

（2）戈壁沙漠以北地区称为外蒙古，有六部八十六旗；

（3）青海地区称青海蒙古，有五部二十八旗；

（4）阿尔泰山与金山、天山山脉之间的地区，有十一部三十四旗；

（5）回部，由哈密一旗以及土鲁番一旗等组成。

各会典中对于上述各部和旗的地位有着详细的规定，当然也有朝会天子的各种规定[40]
 。对于礼部所主管各国家的关系，通常称之为朝贡关系，各会典中对此都有详细的规定，不仅规定了朝贡国家、朝贡程序、入贡路程、宾仪式礼以及朝贡与回赐的品目，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制裁内容也有详细规定。兹将各会典中有关朝贡国家与朝贡次数的内容编为表二，附录于该章。

表二中有关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内容，也是饶有趣味。如葡萄牙、荷兰、俄罗斯（由理藩院一直主管到1858年）、罗马教廷以及英国等，在观念上是被纳入到朝贡国家的范畴，其实从1655年到1795年间这些国家的使节们成功谒见中国皇帝总共不过17次。其中，俄罗斯为6次，葡萄牙为4次，荷兰为3次，罗马教廷为3次，还有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rcartney）等，除马葛尔尼之外，都是行了谒见清朝皇帝的叩头礼。诚如众所周知，马葛尔尼由于拒绝行叩头之礼而导致了摩擦，而中国的文献仍是记载他行了叩头之礼[41]
 。重要的是，在观念上这些西方国家都被认为属于朝贡秩序，由此可见中国式思考方式之一斑。

4.广东贸易制度

清朝与这些西方势力的一般关系采取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形式，即所谓广东贸易制度。在1683年以台湾为根据地的郑氏灭亡之后，清朝就解除海禁，开放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四个港口，重新开始了与外国的贸易。到1757年，清朝再度封闭上述四个港口，只开放广州港以承担对外贸易。不过，外国商人也不是自由地往来广州，而是在时间上仅限于贸易季节的10月至翌年1月期间，活动场所则限定在外国人居住地区，而这个外国人居住区域就叫做factory。Factory本来是指由外国垄断公司用军事力量来保护的要塞化的外国人居留地，而这一制度被引入到中国时则去除了其中军事力量保护的内容。

这样的贸易制度有相应的管理机构与官吏。在中国方面的负责人是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其下则有粤海关监督（外国人称之为hoppo），而实际上与外国商人交易的却是公行商人。所谓公行商人是指获准与外国交易的特许商人，而这些公行商人又组成了被称作广东十三行的一种行会组织。他们不仅垄断着对外贸易，还要负责广州地区外国人的行为，并承担包括关税在内的所有税收事务。在外国方面也有相应的机构。以当时在对华贸易中占据优越地位的英国为例，作为特许公司的东印度公司垄断着对华贸易，在广州当地的机构则有管货人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f super-cargoes）。由三四个管货人组成的该委员会设有首席（president），中国人则视这个首席为外国人的总负责人。然而，英国（兰开夏）（Rancashire）地方的纺织业资本一直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从而在1834年终于结束了该公司的垄断。从此以后，英国政府为监督对华贸易而派遣了贸易监督（superintendent of trade）。原来管货人委员会的首席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而这个贸易监督则是代表英国的国家官吏，这一点遂成为中英关系的一个新问题，从而预示了朝贡秩序的变化[42]
 。

5.朝贡秩序的瓦解

众所周知，中国的朝贡秩序是随着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新条约[43]
 的签订而开始崩溃的。从此直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辛亥革命的历史时期，既是朝贡秩序崩溃的过程，也是中国的世界秩序与西方近代秩序相互对立与冲突的时期。一系列修好条约都是一开始就明确规定了传统朝贡秩序的瓦解。公行制度被否定，根据修好条约及《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各处的贸易口岸相继对西方势力开放。不仅如此，华夷之别也被禁止出现在国家公文。根据1858年6月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天津条约》第51款的规定，在此后所有的公文中禁止使用“夷”字。然而，在现实中称外国为“夷”的传统仍在持续。

清朝皇帝与外国君主在法律上同等的国家平等观念也开始列入条约的正文，如中国与英国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天津条约》对此有详细的规定。然而，对清朝来说，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将直接违背中国的世界观。正如众所周知，尽管在《天津条约》中已经规定该条约的批准文本“以一年为期，彼此各派大臣于大清京师会晤，互相交付”，却因为进京问题而再次引发了战争。直到1860年10月签订的《北京条约》，才就常驻外交使节问题达成了完全的协议。

由于朝贡秩序归礼部管辖，所以就需要建立掌管新的国际关系的制度，这就是1861年1月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总税务司与同文馆则是其下属机构。总税务司掌管中国所有的海关，具有莫大的权力，而让英国官吏来主管这一机构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文馆是负责引进与教育外国文化的重要机构，对此将在此后的部分经常提及。作为总署的地方机构，则有所谓北洋大臣与南洋大臣。北洋大臣是指天津的通商大臣，自1870年起由直隶总督兼任该职，李鸿章强大的势力则成为其制度性的保障。南洋大臣是指上海的通商大臣，自1866年起由两江总督兼任该职。

尽管朝贡秩序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开始崩溃，而作为一种意识的中国的世界观却不会轻易地消失。1880年农历八月，沈桂芬、董恂等十二人的奏折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这是在完成《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之后上报皇帝的奏折，其中他们按照传统的事大秩序的观念来阐述了世界秩序[44]
 。


表一　明朝时期朝贡国家及其朝贡年度[45]


[image: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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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万”，第573页；“实”，第827—833页；“史”，第8394—8396页。

⑦“万”，第573页；“实”，第834—865页；“史”，第8396—8400页。

⑧　位于越南南部的古国，2—14世纪时曾兴盛。“万”，第573页；“实”，第552页以下内容；“史”，第8383—8394页。

⑨　爪哇曾有多种称呼，元朝以前曾被称为“闍婆（She po）”，到明朝以后称为爪哇，又称“噶喇吧（Ka la pa）”或“葛刺（Zhia ci）”。“F”，p.198；“万”，第573—574页；“实”，第973—1006页；“史”，第8402—8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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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马来西亚南部地区。“万”，第574页；“实”，第945—963页；“史”，第8426页。

[image: img]
 “F”pp.202-203称位置不详，陆次云在其《八紘绎史》（1683）中记载为Coromandel附近地区。“万”，第574页；“史”，第8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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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苏门答腊。14世纪末时爪哇占领该地区并称之为“旧港（Jiu gang）”。“万”，第574页；“实”，第973—1006页；“史”，第8407—8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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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时期称“浡泥”，到明代则称为“文莱（Wen lai）”。“万”，第574—575页；“实”，第964—972页；“史”，第8411—8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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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门答腊东海岸地区。“或称须文达那即苏门答剌，乃洪武年间所变。然其贡物与王皆不相同，无可详考（核对原文）。”（“史”，第8422页；“万”，第575页）

②　马六甲以西地区，其具体位置则参见《两种海道针经》（1961）第39页注2。“万”，第575页；“史”，第8420—8422页。

③　琐里是位于印度东南部Coromandel沿岸的国家，西洋琐里则是琐里附近海岸的国家。“万”，第575页；“实”，第1020—1023页；“史”，第8424页。

④“万”，第575页；“实”，第1020—1023页；“史”，第8424页。

⑤　“F”p.200称该地区位置不详，而《两种海道针经》第275页则记载览邦同览傍、南枋，即曾位于今印度尼西亚南苏门答腊南部地区的Lampong。“万”，第575页；“史”，第8425页。

⑥　“F”p.208称位置不详，并介绍了分别推定为旧狼牙锋（Ceylon）地方或马来（Malay）半岛北部地方的两种观点。“万”，第575页；“史”，第8425页。

⑦　菲律宾西南部的苏禄群岛（Sulu Archipelago）。“万”，第576页；“实”，第547—561页；“史”，第8423—8424页。

⑧“F”p.200称位置不详，“万”则记载位于东南海。“万”，第576页，“史”则无记载。

⑨　印度西海岸的Calicu。t“《两种海道针径》”，第219页；“万”，第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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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第576页；“实”，第945—963页；“史”，第8416—8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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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第576页；“实”，第964—972页；“史”，第8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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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位于Sumatra东北沿岸的国家，又称哑鲁。“万”，第576—577页；“史”，第8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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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印度西南端。“万”，第577页；“史”，第8443—8444页。

②“万”，第577页；“史”，第8446页。

③“万”，第577页；“实”，第1007—1019页；“史”，第8444—8446页。

④“万”，第577页；“实”，第1007—1023页；“史”，第8447—8448页。

⑤“万”，第577页；“史”，第8457—8458页。

⑥　印度西南部Malabar沿岸的国家。“万”，第577页；“史”，第8441—8443页。

⑦　非洲东岸的地方。“万”，第577页；“史”，第8451—8452页。

⑧“万”，第577页；“史”，第8370—8373页。

⑨“万”在吕宋国内容之后只是列举了多达三十多个国家的名字，主要是在永乐年间（1403—1424）有过一两次朝贡的国家，其具体名称如下：（1）碟里（Die li），“F”p.208称不详。（2）日罗夏治（Ri lo xiaji），“F”p.198称不详。（3）合猫里（Ho mao li，Marinduque）（4）古里班卒（Gu li ban zu，Pansur），苏门答腊以西海岸。（5）打回（Da hui），位置不详，“F”p.207.（6）忽鲁谟斯（Hu lu mo si），波斯湾的Hormuz。（7）甘把里（Gan ba li），印度东南部的Coyamapadi？（8）加异勒（Jia i le），Cail，印度南部。（9）祖法儿（Zu fa er），Djofar，阿拉伯南部某地。（10）溜山（Liu shan），印度西南方的Maldive群岛。（11）阿哇（A wa），Burma，同缅甸。（12）南巫里（Nan wu li），苏门答腊以北，Lambri。（13）急兰丹（Ji lan dan），马来半岛东岸的Kelantan。（14）奇剌尼（Qi la ni），位置不详，“F”p.195.（15）夏剌比（Xia la bi），Arabia？（16）窟察尼（Ku cha ni），位置不详，“F”p.200.（17）乌涉剌踢（Wu she la tang），位置不详，“F”p.209.（18）阿丹（A dan），Aden.（19）鲁密（Lu mi），小亚细亚的Rum。（20）彭加那（Peng jia na），Bengal.（21）舍剌齐（She la qi），Shulistan？（22）八可意（Ba ko i），位置不详，“F”p.203.（23）坎巴夷替（Kan bai ti），印度东西？？地方的Coyampadi。（24）黑葛达（Hei ga da），位置不详，“F”p.196.（25）剌撒（La sa），阿拉伯或非洲某地。（26）不剌哇（Bu la wa），非洲Mogadisho以南的Barawa。（27）木骨都束（Mu gu du shu），非洲东海岸的Mogadisho。（28）喃渤利（Nan po li），苏门答腊以北的Lambri。（29）千里达（Qian li da），推定为Maldive群岛以北，“F”p.195.（30）沙里湾尼（Sha li wa ni），印度东南沿海的Cananore。至于这些国家的情形则参见“史”的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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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万”于北狄项中记载了西至哈密东至兀良哈（Urianghai）北达瓦剌地方之范围内的各种族。“万”，第578页；“史”，第8463—8509页。

②　鞑靼为该地区最强大的种族，到隆庆年间（1567—1572）其酋长俺答被封为顺义王后开始朝贡。

③　兀良哈的三个部族。

④　东满洲地区。

⑤　位于新疆省，嘉峪关（Jia yu guan，Jade Gate）以外称为西域，根据“万”记载该地区大体分为7个地方。“万”，第579页；“史”，第8511—8527页。

⑥“万”，第579页；“史”，第8550—8553页。

⑦“万”，第579页；“史”，第8562—8564页。

⑧“万”，第579—580页；“史”，第8554—8555页。

⑨“万”第580页只是列举了如下的名称，至于其朝贡年度则依据“F”。（1）哈烈（Ha lie，Herat），位于阿富汗，1402，1409，1437。（2）哈三（Ha san），位置不详。（3）哈烈儿沙的蛮（Ha lie er sha di man），位置不详。（4）哈失哈儿（Ha shi ha er，Kashgar），位于新疆省。（5）哈的兰（Ha di lan），位置不详。（6）赛兰（Sail an，Sairam），位于塔什干东北地方。（7）扫兰（Sao lan），位置不详。（8）亦力把力（Ilib a li，Ilibalik），位于新疆省Kuldja附近。“万”记载亦力把力又云别失八里，而别失八里为古乌鲁木齐地方，即Moghulistan古国，参见“F”p.193。（9）乜克力（Mie ko li），哈密以东。（10）把丹沙（Ba dan sha，Badakshan），Kabul地方，同八答黑商。（11）把力黑（Ba li hei），中亚的Balkh。（12）俺力麻（An li ma），新疆省北部的Almalik。（13）脱忽麻（To hu ma），中亚的Togmak。（14）察力失（Cha li shi，Chalish），Ilibalik附近。（15）幹失（Kan shi），位置不详。（16）卜哈剌（Bu ha la），Bukhara？（17）怕剌（Pa la），位置不详。（18）失剌思（Shi la si），波斯的Shiraz。（19）你沙兀儿（Ni sha wu er），波斯的Nishapur。（20）克失迷儿（Ko shi mi er），Kashmir。（21）帖必力思（Tie bi li si），波斯的Tabris。（22）果撒思（Guo sa si），位置不详。（23）火坛（Huo tan），Kokand的Khodjend。（24）火占（Huo jan），Khodjend。（25）苦先（Ku xien），新疆省Kucha。（26）沙六海牙（Sha liu hai ya），Khodjend。（27）牙昔（Ya shi），位置不详。（28）牙儿干（Ya erg an），新疆省的Yarkand。（29）戎（Rong），位置不详。（30）白（Bai），位置不详。（31）兀伦（Wu lun），位置不详。（32）阿速（A shu），Caucusus的Alani。（33）阿端（A duan），新疆省的Khotan？（34）耶思成（Ye si cheng），位置不详。（35）坤城（Kun cheng），Kunduz。（36）舍黑（She hei），阿拉伯南部沿岸地方。（37）摆音（Bai yin），位置不详。（38）克癿（Ko zhie），位置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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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430年以后包括火州（Huo zhou，东Turfan的Karakhodjo，1409，1430）和柳阵城（Liu chen，Karakhodjo以东地方，1430）。“万”，第580页；“史”，第8527—8537页。

②“万”，第580页；“史”，第8597—8603页。

③“万”，第580页；“史”，第8527页。

④“万”，第580页；“史”，第8621—8624页。

⑤“万”，第580—581页；“史”，第8525页。

⑥“万”，第581页；“史”，第8613—8614页。

⑦　“万”在此后部分只是列举了如下七个国家的名称：（1）日落国（Ri luo），不详，永乐年间（1403—1424）朝贡。（2）八答黑商（Ba da hei shang），Kabul地方的Badakshan，同上。（3）俺都淮（An du huai，Bukhara），Balkh以西的Andkhui，同上。（4）亦思弗罕（I si fu fan），波斯的Isfahan，同上。（5）黑娄（Hei lou），阿富汗的Khorassan，1432。（6）额即癿（E ji jie），不详，嘉靖年间朝贡。（7）哈辛（Ha xin），不详。

⑧“万”，第581页；“史”，第8571—8575页。

⑨“万”第581—583页于此后部分记载了十余个西藏边境种族与僧侣团的名称。


表二　清朝时期朝贡国家及其朝贡次数[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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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用熙（1962），第71—72页。


[2]
 小仓芳彦（1987），第146页。


[3]
 “狄人伐邢，管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


[4]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5]
 晋国范宣子谴责戎的驹支暗通楚国，驹支反驳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左传》襄公十四年。


[6]
 关于这方面内容，参见小仓芳彦（1987），第131—161页及堀敏一（1993），第3—60页就足矣。


[7]
 《谷梁传》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


[8]
 《公羊传》解释《春秋》庄公三十年（公元前664）齐人伐山戎记事曰：“此皆战也，何以不言战？〈春秋〉敌者言战，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


[9]
 《孟子》尽心章上。


[10]
 “介葛鲁来。介葛鲁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11]
 安部健夫（1956），第521—522页；小仓芳彦（1987），第158—159页；堀敏一（1993），第45—52页；尹乃铉（1988），第46—49、189—190页。


[12]
 堀敏一（1993），第54页；Yü（1986），p.379.


[13]
 九服是指以王畿为中心的如下九个地区，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此处所谓侯服与甸服相当于五服中的侯服，男服与采服相当于五服中的绥服，卫服与蛮服相当于五服中的要服，夷服与镇服相当于五服中的荒服。至于六服，则分别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上述种种，无一不是在反映着认为世界是根据周室—诸侯—周边中国—夷狄等文化水准来形成的观念。小仓芳彦（1987），第153页。


[14]
 “昔者五帝地方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景仁文化社，第236页。


[15]
 《汉书》78卷，景仁文化社，第3282页。


[16]
 根据记载，甸服为每天，侯服为每月，绥服为三个月，要服为每年，荒服为仅一次。另据《周礼》秋官记载，侯服为每年，甸服为两年，男服为三年，采服为四年，卫服为五年，要服为六年，至于藩服为一生仅一次。Yü（1986），p.380；李春植，第135—136页。


[17]
 对于中国人的这种天下观，安部健夫早就提出过尖锐的批判。他指出，无论是西方人还是日本人，甚至包括矢野仁一这样的中国学大家，通常都认为中国人并无近代的国家观念。然而，安部健夫认为对于中国人而言天下并不是指世界而是意味着中国本身，并通过中国的诸多文献资料证明了这个天下是对抗异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具有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性质的一种强烈的观念。详见安部健夫（1956）尤其是其中的第522—526页。


[18]
 李用熙（1972），第26页。徐灏笺称“礼之言履，谓履而行之也。礼之名，起于事神，引申为凡礼仪之称”，就是此意。


[19]
 《孟子》梁惠王篇。


[20]
 “字，乳也”。译者按：该句出自《说文解字》序段玉裁注。


[21]
 《春秋左传》哀公七年：“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


[22]
 李用熙（1972），第35页。


[23]
 关于近代国际法产生于西欧的通说，伊斯兰、印度以及东方的部分学者早已提出过反对意见。仅就中国而言，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产生并通用近代国际法所包含的那些基本规则。兹介绍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主要研究成果。最早通过学术性研究指出古代中国也曾存在国际法痕迹的是丁韪良W.P.Martin）。他在1881年9月柏林的东方学者大会上就发表了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详见后文论述。而后，在清朝末年也曾出版过两部著作（Wang，1990，p.207，note 12），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才开始出现，即张心澂，《春秋国际公法》，北京，永华印刷，1924；徐傅保（Siu Tchoanpao），（1）Le droit des gens et la chine antique，partie 1，les Shanghai，1931；（2）Tra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China，Shanghai，1931；陈顾远，《中国国际法溯源》，商务印书馆1931年；洪钧培，《春秋国际公法》，中华书局1937年等书。然而，上述的著作只是局限于将中国古典的词句与近代国际法的原则进行了平面的对照与介绍。关于上述内容，可以参见傅启学编《中国古代外交史料汇编》上、下两册（台湾，1980）。Wang（1990）的研究尽管并不仅限于古代中国却也可资参考。有关古代中国国际法的研究，值得注目的是已故早稻田大学教授入江启四郎的研究成果，参见其代表作《中国古典ト国际法》（东京，成文堂，1966）。20世纪60年代海牙国际法研究院曾就各种宗教对国际法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问题举办过一系列讲座，其中有关儒教与国际法的讲座就是由入江启四郎来担任（“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nfucianism”，Receil des cours，1967-1，pp.5-57）。其实，这个讲义只是简单地概括了其代表作的内容。还可以参照他在早稻田大学退休时的纪念讲座《古典的平和论ト战争法》，《早稻田法学》50-1，2，第1—81页。还有一些英文的研究成果，而其水准却都是不及Wang和入江启四郎，兹举其代表性成果如下：Cheng Tehsu，“International Law in Early China”，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Review，Ⅺ，1927；Roswell Britton，“Chinese Interstate Intercourse before 700 B.C.”，AJIL，35，1941；Richard Louis Walker，The Multi-Sta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Connecticut，1953；Karen Turner，“War，Punishment，and the Law of Nature in Early Chinese Concepts of the Stat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53-2，1993，pp.285-324.


[24]
 《孟子》梁惠王下。


[25]
 《周礼》春官大宗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


[26]
 《告子章句》。《左传》桓公五年条称“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也是指不朝之非礼。


[27]
 《左传》昭公三年（公元前538）：“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


[28]
 《左传》文公元年（公元前625）：“晋文公之季年，诸侯朝晋，卫成公不朝……晋襄公既祥，使告于诸侯而伐卫。”又《左传》文公二年（公元前624）“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条，也是同样的内容，只是由于《左传》是鲁国史书，所以不称“朝”而称“如”。


[29]
 《左传》襄公四年（公元前568）条因陈国不来朝而楚伐之的内容，就是指此。


[30]
 《谷梁》隐公九年“聘诸侯，非正也”云云，不过是在说明一种原则，其实有许多天子聘问之例。


[31]
 通常认为朝贡制度是由先秦时期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制度发展而来。不仅是研究古代中国国际法理论的许多中国与日本学者持有这种观点，国内学界的李春植（1969，1970）也曾就此发表过多篇论文。然而，全海宗（1976）和金翰奎（1982）则认为朝贡制度与其说是由先秦制度发展而来，毋宁说是秦汉统一以后作为统一国家的中国在对外关系领域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制度。


[32]
 高柄翊（1970）；Yang（1961）；Wang（1961）.


[33]
 参见《大明集礼》卷三十，宾礼一，藩王朝贡　总序。


[34]
 Wang（1968），pp.34-35.这一宣谕文以“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等句开始，号召驱逐夷狄之蒙古族。《明太祖实录》26：10-11b。


[35]
 关于宣谕的内容以及洪武年间向海外派遣使节的情形，详见黄枝连（1992），第95、第101—102页。


[36]
 被称为《大明会典》的《明会典》有正德本（1509）与万历本（1587）两种，此处则依据万历本的相关内容。万历本在1936年被收入万有文库刊行为活字本后广为普及，该活字本在1988经过重新校勘后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本书就用了这一版本。


[37]
 到明朝时期，已经确立了有关朝贡国与朝贡次数以及有关朝贡的详细程序与规定。如东南亚国家要到广东、宁波等指定港口向中国的市舶司提交表文与勘合，至于护送到中央的程序、有关北京会同馆的各种程序、进献贡物以及回赐等，也都有详细的规定。表文当然是指朝贡国国王献给中国皇帝的外交文书，至于勘合，则需要一番说明。勘合是一种割符，也可以看做是表明真正的朝贡国船只的证明书，对于日本而言则是与倭寇等海盗船相区别的文件。将“日本”两字一分为二，其中写有“日”字的勘合100张与写有“日”字的底簿一张以及写有“本”字的底簿一张要交由内府保存，写有“本”字的另一张底簿则交由宁波的市舶司来保存，并将写有“本”字的勘合100张与写有日字的底簿一张交给日本。于是，当日本贡船到达宁波时，中国官员要对照所保存的“本”字底簿与日本贡船所带来的“本”字勘合，以确认其真伪，到北京的会同馆时还要重新履行一次上述程序。对于朝鲜与琉球等国家，则不要求上述的勘合，只是对东南亚的国家才做如此的要求。关于日本的情形，参见佐久间重男（1992），第6页。


[38]
 Fairbank ＆ Teng（1960），pp.148-157.


[39]
 参见《清会典事例》第六及第十册有关礼部及理藩院的内容；《清会典》（1991）六十七卷；Fairbank ＆Teng（1960），pp.133-134.


[40]
 《清会典》六十三卷。


[41]
 参见Wills（1984）；Widmer（1976）；Viraphol（1977）。


[42]
 金容九（1997），第204—205页。


[43]
 从《世界外交史》1997年全订版开始，我就在有关清朝与朝鲜的部分不再使用“开国条约”一词。因为将19世纪中叶以来儒教圈国家与欧洲世界的国家所签订的条约称之为“开国”（opening），其背后隐含着将封闭与野蛮的国家加以文明化的欧洲价值观。不仅如此，“开国”一词在汉文中原本是指创建新王朝，而将这一词汇用在与西方势力签订的修好条约，则是始自幕府末期的日本。日本在清朝建立之后就一直处于朝贡秩序以外的化外之域，因此日本使用“开国条约”一词倒也无妨。因此，对于朝鲜与清朝，本书将使用“修好条约”或“新条约”等表现。


[4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2页。该奏折的文字十分晦涩难懂，至于其英文摘译则参见Fairbank（1968），p.265.


[45]
 关于编制该表时常用的资料，分别作如下简称：《万历会典》简称为“万”，《明实录类纂》简称为“实”，《明史》列传外国篇简称为“史”，Fairbank ＆ Teng则简称为“F”。


[46]
 关于编制该表时常用的资料，分别作如下简称：　（1）　《康熙会典》作（康）；（2）《雍正会典》作（雍）；（3）《乾隆会典》作（乾）；（4）《嘉庆会典》作（嘉）；（5）《光绪会典》作（光）［《光绪会典》引用《清会典》1991年版，所标注页码即《清会典》页码］；（6）《清会典事例》作（事）；（7）《清史稿》作（稿）；（8）Fairbank ＆ Teng（1961）作（F）。至于朝贡国顺序，则依据《康熙会典》。


第三章　欧洲公法传入中国

一　东西方的早期接触与西洋公法

1.耶稣会神甫与《尼布楚条约》

与传统的中国世界秩序观相对立的欧洲的世界秩序观，也就是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论述的欧洲公法，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中国所知晓？众所周知，从17世纪以来，以利玛窦（Matteo Ricci，1621—1685）为首的一群耶稣会（Society of Jesuits）神甫，就已经开始渗透到中国上层社会并致力于传播西洋文化。然而，他们很快就遇到了明清交替时期。作为这样一种政治上混乱时期的反映，这些神甫之间也出现了对立与冲突。到康熙皇帝即位（1661）之后，耶稣会内部的对立开始有所减缓，而随着康熙皇帝积极采纳耶稣会神甫的意见，耶稣会的活动也开始大大活跃[1]
 。

那么，当时的耶稣会神甫对于西洋国际法理论的了解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首先，他们是否已经知道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的大作《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出版？）鉴于西欧与中国的地理距离，至少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前，这些神甫应该没有接触过格老秀斯的著作。即便是接触过这个著作，这些耶稣会神甫也不可能去认真阅读和宣传格老秀斯的著作，因为格老秀斯的这一著作早在1626年就被罗马教廷列入了《禁书目录》，其原因就是由于格老秀斯是基督教各个教派理论的统合论者，并基于那样一种统合而提倡国家之间的和平。[2]


另据皮斯特的著作，有记载表明马提尼（Martino Martini，1614-1661）神甫大约在1648年开始用中文翻译了苏亚利兹（Francisco Suarez，1548—1617）的著作[3]
 。尽管并没有指出究竟是苏亚利兹的哪一部著作，而如果确有翻译之事，则应是苏亚利兹三大代表作中的一部。所谓三大代表作就是《法律以及神作为立法者论》（1612）、《拥护针对英格兰教会派之错误的天主教信仰》（1613）、《论神学上的三德——信仰、希望和爱》（1621）。也许皮斯特的主张确为事实，而至今仍未发现该汉译本，因此还不过是一个历史的推论。

既然如此，欧洲公法是否有可能是在《尼布楚条约》　（Nerchinsk，1689）签订之际通过耶稣会神甫而传入呢？自从17世纪以来，俄罗斯的探险队不断地渗透到阿穆尔（Amur）地区，从而在清朝与俄罗斯之间出现了领土纷争，《尼布楚条约》就是为解决这一纷争而在两国之间达成的最早协议。对于中国而言，这个条约是第一次将野蛮人之外国人当作平等交涉对象的国际协议，因此从中国的世界观以及对外观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外。在贝加尔湖附近的尼布楚这样的国外偏僻的地方，康熙不能不去尝试条约的交涉，因为在中国国内是不允许与“野蛮人”进行平等立场上的外交交涉的。

为了圆满地完成与俄罗斯的近代性外交交涉，康熙决定接受两个耶稣会神甫的帮助，他们是法国人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与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张诚的详细日记已经收入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著作的第四册[4]
 ，而徐日升的葡萄牙文日记也被约瑟夫•塞比斯翻译为英文，他还曾出版过有关当时俄清关系的优秀研究著作[5]
 。上述两人的日记中有几处提到了有关国际法的内容，主要就是要从平等互惠的立场来对待作为对方的俄罗斯[6]
 。从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来看，这些内容本身就十分特异。

当时，耶稣会神甫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传统的观点认为他们的作用就是翻译人员而已。事实上，这些神甫通过拉丁语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对话，而且《尼布楚条约》的原本也是使用的拉丁语。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神甫充当了将清朝代表的举动秘密报告给康熙的间谍角色。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专家塞比斯却对后一种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主张大体如下：

（1）康熙之所以要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签订这一条约，就是为了放弃传统的中国式态度而基于平等互惠的立场来签订条约；

（2）仔细查阅徐日升与张诚的日记内容，就可以发现他们的作用只限于解除中国人对俄国人的不信任并向中国人转达世界的知识，从而推动条约的签署[7]
 。

事实上，《尼布楚条约》的起草、签署、交换等程序，都是遵守了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以来形成于西欧的国际法原则，条约的原本也是拉丁文。然而，如前所述，就中国的对外认识而言，《尼布楚条约》毋宁说是一个例外与异端，因此此后的中国文献有关该条约的记载也是寥寥无几。正因为如此，耶稣会神甫们有关该条约而起到的传播国际法的作用，也不过是一个插曲而已。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以后直到1839年鸦片战争的近150年期间，中国的所有公私文献中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欧洲公法及西洋国际法的内容[8]
 。其实，在1840年以前的中国，不仅对于西洋国际法这一特殊的领域，甚至对于整个西洋的关心与研究也是微乎其微，相关的主要著作只有如下三种：（1）谢清高等《海录》（1820）；（2）陈伦炯《海国见闻录》（1730）；（3）王大海《海岛逸志》（1760）。相传林则徐最早获得有关英国的信息，也是通过上述的《海录》一书[9]
 。

不仅如此，根据皇帝之命从1751年开始编纂并在1760年完成的《皇清职贡图》，就混淆了法国与葡萄牙，甚至记载这些国家在信仰天主教之前曾信奉佛教[10]
 。连在鸦片战争以后先后与英国、法国与美国直接进行缔约交涉因而在当时最为精通外国事情的耆英，在1844年的一份奏折中也分不清法国与葡萄牙[11]
 。由此可见，西洋国际法之正式传入中国的时期，还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2.林则徐与瓦特尔

为解决与英国之间的鸦片问题，林则徐（1785—1850）以钦差大臣之衔到达广东是在1839年3月。据记载，林则徐在到达广东之后经过袁德辉的推荐，就已经了解到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1714—1767）的著名国际法著作[12]
 。袁德辉早年曾在槟榔屿（Penang）的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学习拉丁语，还曾就读于马六甲（Mallaca）的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College）。后来他担任了理藩院的译员，到1838年时为购买外国书籍而恰好来到广东，便在林则徐手下临时工作[13]
 。在到达广东之后，林则徐就想了解瓦特尔著作中有关禁止外国商品的内容。于是，他委托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翻译滑达尔著作的相关内容，又委托袁德辉重新翻译该部分内容并进行核对。伯驾是美国最早的在华传教士与医生。关于林则徐委托伯驾进行翻译的背景，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据伯驾的1839年《广东眼科医院第十次报告》记载，林则徐患有疝气，并曾委托他人向伯驾寻求治疗方法。对此，伯驾指出还没有可以完全治愈疝气的药品，并建议使用疝气带，结果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不过，据这份报告的内容，林则徐向身为医生的他所委托的并不是医学问题，而是另一件事情：

（钦差大臣林则徐）在7月（向我）最早提出的并不是要求诊疗，而是要求翻译他手中的瓦特尔著作《国际法》中的若干摘引部分。这些摘引部分是通过一个公行商人带来，其内容是关于战争以及封锁、禁止出入港口等与战争相关的敌对性措施等，是用中国毛笔来抄写的。[14]


至于林则徐摘引并由伯驾翻译的瓦特尔著作，究竟是哪一个版本？那无疑应是英文版，王维俭推断为奇蒂（Joseph Chitty）的英译本[15]
 ，程鹏则对此表示赞同[16]
 。奇蒂的英文翻译本，初版是在1833年，而新版是在1834年分别出版于伦敦。然而，伯驾的中文翻译晦涩难解，林则徐应该很难看懂，所以才会再请袁德辉重新翻译，而袁的翻译显然要比伯驾更为正确。伯驾与袁德辉的译文都被收入到了魏源（1794—1856）的《海国图志》[17]
 。1841年6月下旬，从钦差大臣一职离任的林则徐在镇江与魏源话别，当时林则徐对英国可怕的海军力量以及中国的海岸警备表示深切的忧虑，两人还曾为此彻夜长谈。于是，林则徐将自己搜集的资料交给魏源，并鼓励他撰写呼吁警惕西方势力入侵的著作[18]
 ，这就是伯驾与袁德辉的译文后来被收入《海国图志》的背景。

伯驾的译文题为“滑达尔各国律例——米利坚医生伯驾译出”，计3页，袁德辉的译文题为“法律本性正理——袁德辉译”，计5页，都是简短的文字。先看其形式。伯驾的译文在序言性质的有关禁止货物的简单说明之后，为第37章第292条，结尾部分则由一当者、二职、三或、四守法、五公法、六或、七不论、八或等组成。据王维俭与程鹏的考证，伯驾是将该页注释第37条误译为第37章，将第292页误译为第292条，至于从第一到第八的内容则不见于原著，极有可能是伯驾在阅读瓦特尔原著之后写下的简单评语。袁德辉的译文由第39条、第172条、第292条组成，其中第39条系对瓦特尔原著第90章及注释第37条的翻译，至于第172条和第292条则是伯驾将原书页码错误地翻译为上述各条，袁德辉则未经确认而一错到底[19]
 。

从内容上来看，两个译文都指出国家可以禁止特定外国商品的进口，如有违犯，则要依法接受审判。如仅见于袁德辉译文的第172条就指出，尽管中国与日本禁止外国人入港，欧洲各国却允许自由往来，不过外国人一旦进入他国就要遵守该国的律例，因为“国家抚有天下”[20]
 。所以，即便犯人是外国人，也要按照中国律例来加以处罚。伯驾与袁德辉的译文中都包括了第292条，而袁德辉的译文显然更加清楚，其中有关与外国人纷争的内容如下：“欲与外国人争论，先投告对头之王，或有大权之官，设或都不伸理，可奔回本国，禀求本国王保护。”[21]
 两个译文都指出，至于国王是否具有战争的权利，各国并不一致，如英国倘无议会（巴厘满）同意便无法得到预算，因而无法动员兵力。在伯驾擅自添加的内容第3条中，指出如果外国输入鸦片以传播毒害而谋利，可以禁止他们进入却不能告发他们。

对瓦特尔上述原文的翻译，无疑对林则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他正是按照瓦特尔著作的内容而做出了行动。1839年，他宣布禁止鸦片的进出口，并下令销毁鸦片，还要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下令禁止鸦片贸易[22]
 。总之，1840年林则徐退出钦差大臣一职，到1842年中英之间的鸦片冲突也告一段落，对国际法的迫切关心也随之消失，西洋国际法的正式传入还要有待于传教士丁韪良对国际法的翻译。

二　丁韪良与西洋公法

1.翻译西洋国际法著作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最早将西洋国际法著作加以汉译，从而对近代国际法知识传入东洋三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自己也曾自诩其翻译可以与汉译《圣经》相媲美。丁韪良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到1850年22岁之际以长老会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宁波开始从事传教活动，此后就在中国度过了一生[23]
 。据说他在来华之初就开始学习汉语，五年就读完了四书三经。不过，无疑应是按照西方人的水准而言，因为后来恭亲王在阅读他所翻译的《万国公法》初稿之后曾说过无法理解其译稿的内容。总之，丁韪良从1858年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William B.Reed）及华若翰（John E.Ward）的中文翻译，被公认为美国公使馆的中国通。

除了翻译国际法以外，丁韪良还亲自讲授同文馆的国际法课程，后来则成为同文馆总教习。在开始讲授国际法之后，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国际法，丁韪良于1868年至1869年间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专攻国际法，并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回到了中国。在1881年9月柏林的世界东方学者大会上，他还发表了题为《中国古世公法论略》的论文，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有关中国国际法的最早的专门研究，详见后文。根据丁韪良的回忆，自己之所以决心翻译西洋国际法著作，完全是出于想要帮助没有国际法知识的中国的私人动机：

“这个翻译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于上海，认为这一工作对于相信为自己所传教的国家谋求福利乃其义务的人来说是一个适宜之举，从来就没有期盼过官方的支援。”[24]


起初，丁韪良是想要翻译瓦特尔的著作，后来根据华若翰公使的提议而选择了惠顿（Henry Wheaton，1785—1848）的著作[25]
 。另据前引《万国公法》第一版所载英文序言，丁韪良指出瓦特尔的著作尽管是一个优秀的研究成果，作为针对现实问题的指南却已经陈旧，如果翻译了该书，就等于是向中国人传授天动说而不是地动说。而且因为惠顿的著作已经成为当时欧美外交官们的必读参考书，所以才决心翻译该书[26]
 。

到1863年夏天，从个人角度开始的翻译工作与中国当局发生了联系。当时，中国正在因柬埔寨问题而与法国出现了外交纷争，总署试图援用外国事例以反驳法国的主张，却苦于无法了解外国的事例。为此，总署王大臣文祥请求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代为推荐权威的国际法著作，蒲安臣则推荐了惠顿的著作并答应代为翻译其中的部分内容。当时蒲安臣之所以推荐惠顿的著作，固然是因为该书相当有名，同时也是因为当时美国公使馆恰好藏有此书。早在1855年，美国国务院就向美国驻华公使馆寄出了惠顿的著作，可惜未能收到，于是1857年由列卫廉（William B.Reed）公使出资购买了惠顿著作并收藏在公使馆。总之，当蒲安臣公使向驻上海领事西华（George Seward）通报自己与文祥的会谈内容时，西华领事便报告了丁韪良正在翻译该书的消息[27]
 。

经过蒲安臣公使的介绍，丁韪良于1863年6月在天津会见了办理三口通商的大臣崇厚。崇厚在阅读丁韪良的译稿之后，感到应能有助于中国建立新型的对外关系，于是向丁韪良承诺将报告给总署王大臣文祥[28]
 。由于崇厚的报告和蒲安臣坚持不懈的努力，丁韪良终于在1863年见到了总署的王大臣们。然而，关于此次会见的氛围，丁韪良本人的记录[29]
 与王大臣们的奏折[30]
 却是大相径庭。根据丁韪良的记录，他似乎受到了隆重的款待，总署的王大臣们对自己的译稿也是颇为赞叹。王大臣们看到放在桌子上的译稿，尽管还不了解其内容，却仍是十分高兴，文祥则问到译稿中是否包含了“二十四节”（twenty four section）。所谓“二十四节”，是指在丁韪良开始翻译之前由时任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Lay）辅佐官的赫德（Robert Hart）翻译的内容，就是惠顿著作中有关派遣使节的部分。当丁韪良介绍该书的简要内容时，文祥表示该书对中国派遣海外使节会有所帮助。于是，丁韪良表示自己宁可希望获得勋章却不愿意接受金钱的报酬，并提出为早日完成而请求补助出版费用以及提供中国人的帮助。

恭亲王等人奏折的语气却与丁韪良的上述回忆内容大不相同，表现出中国式的思考方式，其内容如下：

“窃查中国语言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其中尤为狡黠者，更于中国书籍潜心探索，往往辩论事件，援据中国典制律例相难。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而同文馆学生通晓尚需时日。臣等因于各该国彼此互相非毁之际，乘间探访，知有《万国律例》一书[31]
 ，然径向索取，并托翻译，又恐秘而不宣。适美国公使蒲安臣来言，各国有将《大清律例》翻出洋字一书，并言外国有通行律例，近日经文士丁韪良译出汉文，可以观览。旋于上年（1863）九月间，带同来见，呈出《万国律例》四本，声称此书凡属有约之国，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参酌援引。然文意不甚通顺，求为改删，以便刊刻。臣等防其一书尝试，要求照行，即经告以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据丁韪良告称，《大清律例》现经外国翻译，中国并未强外国以必行，岂有外国之书，转强中国必行之理，因而再三恳请。臣等窥其意，一则夸耀外国亦有政令，一则该文士欲效从前利玛窦等在中国立名。检阅其书，大约俱论会盟战法诸事，其于启衅之间，彼此控制钳束，尤各有法。第字句拉杂，非面为讲解不能明晰，正可借此如其所请。因派出臣衙门章京陈钦、李常华、方浚师、毛鸿图等四员，与之悉心商酌删润，但易其字，不改其意，半载以来，草稿已具。丁韪良以无资刊刻为可惜，并称如得五百金，即可集事……臣等公同商酌，照给银五百两，言明成印后，呈送三百部到臣衙门。”

于是，《万国公法》第一版于1864年问世，后来该书对东洋三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初，总署对刊印《万国公法》持有消极的态度，之所以很快同意刊印《万国公法》则是与俾斯麦有关，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插曲。1864年，俾斯麦正在由于施勒苏益格—赫尔斯坦因（Schleswing-Holstein）公国的问题与丹麦进行战争。就在这一年3月，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Guido von Rehfues）在由大沽前往天津途中，发现并扣押了停泊在海面的三艘丹麦商船[32]
 ，而且为此与中国发生了外交摩擦。此时，总署正好用到了还未付印的丁韪良翻译稿：

“臣等查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即如本年布国（译者按：指普鲁士）在天津海口扣留丹国（译者按：指丹麦）船只一事，臣等暗采该律例中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词，似亦一证。”[33]


总署抗议在中国海域的扣押行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其实就是援引了惠顿的上述著作。总之，这一事件促使总署加快了刊印《万国公法》的步伐。俾斯麦的战争在西方国际法理论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推动力，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插曲。[34]


惠顿的著作能够在1864年就被翻译，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正如本书第一章已经指出，惠顿的著作有许多版本，而且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也是相当之大。那么，丁韪良翻译时所依据的底本究竟是哪一种版本？当时丁韪良本人无疑会持有惠顿的著作，如果该著作版本与当时美国公使馆所藏版本有所不同，当然也会比较这两个版本。由于美国公使馆是在1857年购置了惠顿的著作，因此应该是1846年出版的第三版或1855年出版的劳伦斯版。而且，丁韪良曾短暂回国并于1862年返华后开始了翻译，因此我认为如果他是在此次回国期间购买了惠顿的著作，则应是1846年出版的第三版或1855年出版的劳伦斯版（1857年再版）。[35]
 经过将劳伦斯版的目录及其内容与《万国公法》加以对照，显然可以断定丁韪良当时所依据的版本就是这个劳伦斯版。继翻译《万国公法》之后，丁韪良又于1876年将马顿斯的著作翻译为《星轺指掌》，于1877年将伍尔锡的著作翻译为《公法便览》，于1880年将伯伦智理的著作翻译为《公法会通》。关于上述著作的内容及其版本情形，详见本书第一章。从此，西洋公法开始真正地传入到东洋。

2.丁韪良翻译中的问题

当然，在如此庞大的翻译工作中，丁韪良无疑会遇到许多困难，而且在其翻译态度方面也存在着若干的问题。首先，丁韪良已经指出在翻译过程中首重畅达：

“如今面世的这一翻译，尽管删除了惠顿在普鲁士公使任上关于其住宅豁免权的若干烦冗议论以及有关莱茵河、圣劳伦斯河、密西西比河等并非重要的庞杂而又烦琐的规定，却并不是一种摘要。在必要情况下，我为了删除不必要和烦琐的内容而进行了简略，有时则为了更加明确而增添了说明。”[36]


然而，最大的问题不仅来自东西方“语言结构”的差异，更在于汉文中缺乏足以表现西洋公法诸多概念的“学术用语”（technical terms），而后者显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当时对西洋公法毫无任何背景知识的中国与朝鲜，显然无法去正确地理解《万国公法》等译著的内容。何况《万国公法》前言的相当部分内容是介绍国际法学者们的各种学说，想要去理解这些生疏的内容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丁韪良翻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意比原著更多地突出国际法的自然法性质。身为牧师的丁韪良是一名自然法主义者，并具有要将基督教及其文化传播到中国的历史使命感。他将自己的国际法翻译工作公然比作《圣经》翻译，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万国公法》的最初译本并未如此，而在后来的《公法会通》与《公法便览》中，他在卷首部分专设一个原著中并没有的“凡例”一项，以强调“公法以理义为准绳”，亦即公法的基准在于理性与正义，从而表明在国家意志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秩序。这样的认识恰好符合了具有自然法传统的东洋法律意识，无疑也成为促使东洋世界一开始就对西洋国际法产生好感的一个契机。

3.丁韪良有关古代中国国际法的研究

西洋国际法著作的翻译，是始自1860年的洋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洋务，是指一方面维持中国的传统体制，另一方面通过西学来进行改革的运动或思想。通过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而认识到中国的改革没有革命就无法完成，洋务运动也就随之告终。

中国的官僚们当初对于最早翻译的《万国公法》一书的出版，采取了十分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尽管要求将初版300册分发到各地方官署，却没有得到认真的落实，甚至对拥护西方制度的著作进行了抵制，对郭嵩焘（1818—1891）的批判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如后文所述，郭嵩焘将担任驻英公使期间的见闻整理为日记上报总理衙门，其中对西洋文化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并高度评价《万国公法》，却因此遭到了弹劾。正是由于中国知识层内部所形成的抵制西方国际法理论传播的这种氛围，丁韪良开始关注对古代中国国际法的研究。换言之，就是要通过告诉中国人《万国公法》的内容其实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从而要消除他们对西方国际法理论的抵制心理。如前所述，丁韪良早在1881年9月柏林的世界东方学者大会上就曾用英文简要介绍古代中国的国际法，这应是有关中国古代国际法规范的最早的学术发表。

随着丁韪良的上述发表内容逐渐广为人知，遂出现了全文发表其内容的要求，于是丁韪良将其内容翻译为法文发表在当时法国的著名国际法学术杂志上[37]
 ，其内容大体如下。尽管不能说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存在一个完整的国际法体系，却可以找到当时已经存在有关国际法规范的如下证据：

（1）当时已经存在国与国之间的商业与政治关系，而这些关系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原则显然无法存在；

（2）当时已经有使节往来，而他们所遵循的是代表先进文明的仪典；

（3）当时的条约已经按照一定的格式来起草，并经过庄严的签署后保管于盟府；

（4）当时保持了良好的势力均衡状态，强者受到牵制，而弱者的权利受到了保护；

（5）职业外交官之间已经存在阶层差别；

（6）中立国的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

（7）没有正当名分的战争则被禁止；

（8）非战斗人员的生命与财产得到了保护。

丁韪良的上述论文后来被译为中文并收录到《西政丛书》，其中又添加了丁韪良在1884年为该文所撰写的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丁韪良更是进一步讨好中国的知识阶层，称西洋公法不过是产生于一两百年前，而中国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存在国际法，并指出：“中国文教之兴，先于泰西，犹如日之始于东而后及于西也。”[38]
 然而，无论丁韪良的意愿如何，西欧国际法理论传入到中国，实际上导致了将当时中国的不平等国际关系加以固定化的结果。众所周知，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条约，导致中国走上了一条半殖民地化的道路。然而，西欧国际法理论的核心就是“约定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国际条约不可因单方面的力量而毁弃，其实就是一种维持现状的逻辑，从而也不能不成为将中国的隶属化加以合理化的一种工具。至于认识到这一点，则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了。

三　洋务运动与西欧公法

1.郭嵩焘

在主张积极接受西方文物的洋务运动中心人物中，对国际法提出一定见解的代表人物有郭嵩焘（1818—1891）、薛福成（1838—1894）、郑观应（1842—1922）以及马建忠（1845—1900）等人。且来看看他们关于欧洲公法的观点。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1847年进士，后来与曾国藩一同组建湘军，而后历任署理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署理兵部侍郎等职。1875年马嘉理（A.R.Margary）事件后，作为对这一事件的谢罪使而远渡英国，担任驻英公使直到1878年。[39]
 他被认为是最早试图去了解西方国际政治秩序的本质并认识到中国改革必要性的人物之一。郭嵩焘按照总署的指示将在英国的见闻整理为日记上报总署，而总署将该报告改题为《使西纪程》并且未经他的同意就加以刊行，[40]
 而恰恰就是这本书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并在清廷内部引发了一场大纷乱。郭嵩焘之所以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正面批判了当时官僚阶层所具有的保守观点以及浅薄的洋务思想。

当时统治阶层的洋务派认为，对西方夷人可以采取羁縻的外交方法，而且可以通过购买西洋大炮和学习若干西洋技术来继续维持中国的体制。郭嵩焘批评洋务派的这种态度不过是“舍本而逐末”，并准确地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节也……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41]
 不仅如此，郭嵩焘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政教优于夷狄的神话。这一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光绪四年二月二日（1876年2月26日）日记的如下内容，也是被经常征引的内容：

“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civilized，文明的）[42]
 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43]
 哈甫者，译言半也，言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比里安（barbarian，野蛮的），[44]
 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45]
 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渐，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46]


郭嵩焘还认为，如今西方列强之间的万国公法要远远优于春秋时代列强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西洋各国之立国，也是“有本有末”，只要能够得其“道”就能够达到富强。光绪二年初六日的如下记述早见于《使西纪程》，也是他遭受攻击的一个核心内容：

“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而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47]


正是包括上述内容的《使西纪程》，被认为是试图以夷变夏的观点，进而被弹劾为表明他有二心于英国的叛逆文件。于是，郭嵩焘在赴任英国一年七个月之后将公使职位移交给曾纪泽而回国，而后称病蛰居故乡，了其一生。他之所以没有被问罪，还是因为李鸿章的影响[48]
 。然而，郭嵩焘有关西洋的认识，在十年后得到了薛福成的积极评价。

2.薛福成

薛福成（1838—1894），江苏省无锡人，早年曾是曾国藩的幕僚。1875年光绪元年，皇帝下诏求献策，薛福成上长篇的《应诏陈言疏》并由此获得了名声。同年，他成为李鸿章的幕僚，承担各种重要角色，最为有名的一件事就是朝鲜壬午军乱时拘捕大院君之举即出自他的建议。1884年，薛福成出任宁绍台道，1888年任湖南按察使，到1889年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出使大臣，在欧洲驻扎了四年[49]
 。

上述的《应诏陈言疏》分为《治平六策》与《海防密议十条》两个部分，其中后者的十条之一便是请求将有关条约各书广泛下发到州县地方。在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出版已经十年后仍做如此主张，恰好可以反证当时的中国政府接受《万国公法》是如何地消极[50]
 。薛福成认为，只有负责与外国人交涉的地方官员熟悉条约等内容，外国人才无法提出无理的要求，也无法欺侮中国人，至于不了解条约而无端强硬或是过分软弱，前者会导致误事，后者则会失去体统。他强调：“西人风气，最重条约，至于事关军事，尤当以《万国公法》一书为凭……似宜将《万国公法》《通商条约》等书，多为刊印，由各省藩司颁发州县，将来流布渐广，庶有志之士与办事之官幕书吏，咸得随时披览。”[51]


就在中法战争开始的1884年，薛福成就任宁绍台道，因致力于地方防务，而没有遭受外侵。到1885年，他出版了一直未曾付印的有关海洋与外交问题的著作《筹洋刍议》。早在日本吞并琉球、俄国占领伊犁之后，中国内部就如何应对这些危机而众说纷纭。薛福成认为首先应了解外国之“道”，并就此撰著一书，书稿首先送到了李鸿章处，李鸿章则赞同该书的内容，还将该书稿转送总署参照。这就是《筹洋刍议》一书的初稿，时为1881年。迟至1885年面世的该书尽管要比后述郑观应著《易言》的内容更加简略，在结构上却是相同。《筹洋刍议》分为约章、边防、邻交、利器、敌情、藩邦、商政、船政、矿政、利权4篇、变法等计14篇，其核心内容应是最后的变法部分。如后文所述，这一部分的内容受到了郑观应的影响。

薛福成认为，当今之世正是由“华夷隔绝之天下”向“中外联属之天下”转变的一个转折期。中国在过去曾先后经历了两次这样的变化，一是圣人授礼乐于愚昧民众而由“鸿荒之天下”变为“文明之天下”；二是由于秦之统一而由“封建之天下”变为“郡县之天下”。自秦统一以来，中国虽然屡经盛衰，而当时的外患都不过是来自西北地区的各部族。如今的西洋诸国则是勃兴于海外的势力，中国当今所面临的变化与过去明显不同，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变法。然而，薛福成仍是主张从古代圣人之法的精意中去寻找变法的精神，从而并没有摆脱洋务派的一般水准[52]
 。不过，薛福成对于西方国际法的本质应是已经有所了解。在1890年所撰《预筹各国使臣和请觐见片》中，他已经严格地区分了“交际”与“交涉”：

“再查外洋各国风气，交际与交涉，截然判为两事。交际之礼节，务为周到，交涉之事件，不稍通融。唯其厚于交际，故可严于交涉。”[53]


此处所谓“交际”相当于国际法上所说的国际礼仪或礼宾程序，“交涉”则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外交交涉。薛福成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是在批判当时中国的外交现状。中国的传统外交形态，只是纠结于觐见皇帝等问题，对于真正关系国家利益的交涉却十分薄弱。薛福成认为，关于交际西洋也有礼节，因此无论是按照西洋礼节还是中国礼节都无妨。他还指出，雍正年间的罗马教皇使节以及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英国使节，都曾按照西洋礼节来觐见皇帝。他的这种观点在光绪十八年六月二十日（1892年7月13日）的《出使日记》中也有集中的反映。其中，他指出自己也曾认为到中国的西洋使节总是凡事威胁，品行暴烈而无礼，到了欧洲之后才发现并非如此。他认识到各国之间的交涉，自有一定的“准绳”即基准，而且也是有“礼”，那么为什么西洋总是威胁和欺负中国呢？薛福成认为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自身：

“且洋人之恣挟制中国也，其所由来，非一日也。始于道光年间之和战无定，屡战屡败，既为洋人所轻，继于咸丰季年为城下之盟，定吃亏之条约，益为洋人所轻。厥后虽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堂司各官皆未洞识洋情，因应不能得诀。每遇一事，大抵御之以多疑，示之以寡断，二者适与洋俗相反，[image: img]
 至格格不能相入，其刚者争非所争，柔者又让非所让。”[54]


换言之，是在强烈地批评中国外交在交际类事情上强硬却在交涉方面显得柔弱。因此，薛福成慨叹中国不了解万国公法并处于公法之外，因而导致了弊害莫甚。且看他论述中国处于公法之外害处的著名文章《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的观点：

“中国与西人立约之初，不知《万国公法》为何书。有时西人援公法以相诘责，秉钧者尝应之曰：我中国不愿入尔之公法，中西之俗，岂能强同，尔述公法，我实不知。自是以后，西人辄谓中国为公法外之国，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与。”[55]


薛福成慨叹中国承认治外法权也是由于这样的无知。当然，他并不完全信赖《万国公法》。就在上述文章的开头，薛福成就已经指出《万国公法》“所以齐大小强弱不齐之国，而使有可守之准绳，各国所以能息兵革者，此书不为无功”，然而“强盛之国……其取盈于公法之外者已不少矣”，从而准确地指出了《万国公法》的名分与现实相脱离。同时，他仍是主张大小强弱现实既然“万有不齐”，“弱小之国”就只能“藉公法以自存”。这样的认识也充分反映在他的《出使日记》之中。

3.郑观应

与薛福成处于相同时期对国际法提出系统观点的人，应是郑观应（1842—1922）。鉴于郑观应的观点对朝鲜也曾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更加仔细地去了解这一人物。早在1880年，修信使金弘集访问日本归来时带回的著作，除了那篇著名的《朝鲜策略》之外，便是郑观应所著《易言》。郑观应出生于号称买办之乡的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早年曾是外国商社的买办，后来成为供职于清政府洋务公司的企业经营者。正是这种背景，促使他撰写了有关清政府对外关系的著作[56]
 。当时，买办并没有被视为伦理上堕落的职业。由于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之间的《南京条约》，传统的广东贸易体制已经崩溃，从而开始了所谓自由贸易时代。然而，外国商社并不了解中国的习惯和语言，因此只能将与中国人的商业买卖交给这些买办来完成，买办遂成为一种令人艳羡的能够致富的职业。

关于郑观应的出生与死亡时间，一度曾是一个谜。关于出生时间，或曰1841年，或曰1842年，而死亡时间则或曰1922年，或曰1923年，一直是众说纷纭。直到夏东元的详细研究[57]
 ，才确定其生卒年为1842—1922年[58]
 。总之，郑观应从1858年担任柯化洋行（Over Weg ＆ Co.）买办开始，先后担任宝顺洋行（Dent ＆ Co.）、太古轮船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mpany）等买办二十余年。就是在担任买办期间，郑观应撰写了《救时揭要》和《易言》等小册子。

关于《救时揭要》的刊行年代，郑观应本人曾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中指出为同治元年，后世也都信以为真。后来，经过市古宙三及夏东元的考证[59]
 ，认定1873年出版的观点已经占据上风，佐藤慎一也遵从这一结论[60]
 。《救时揭要》的内容其实汇总有关四十二项个别时事性问题的断想，并无多少能够反映其世界观形成及国际法态度的内容[61]
 。反映郑观应对国际政治与国际法态度的划时代性的成就，可以说就是《易言》一书。《易言》之名取自《诗经》的“无易由言”句，意思是郑观应尽管明知有这样的格言，却依然在撰述自己所不熟悉的知识。关于《易言》的出版年代，也有不同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出现这些不同的观点，与他自己在《盛世危言》自序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中所记载的内容直接有关。上述两书有关《易言》出版年代的记述内容大体如下：

（1）《易言》系作为《救时揭要》的续编而撰著。

（2）《易言》分三十六篇本与二十篇本两种。

（3）三十六篇本是在同治元年（1871）由王韬刊印于香港，郑观应本人却认为此次刊行实出意外。

（4）二十篇本则经沈毂人等改删后刊印于光绪元年（1875）。

后世的研究者们毫不怀疑地相信了著者的上述说明内容。然而，市古宙三与夏东元却对此提出了异议，相继指出未能发现1880年以前的刊本。他们认为，《易言》的初版就是三十六篇本，因为王韬未经其同意便在1880年出版了此书，感到惊慌的郑观应在删除其中《议政》等过激的内容之后于1880年重新刊印了此书[62]
 。那么，怎样去理解上述自序及凡例中郑观应本人记录的内容呢？对此，佐藤慎一作出了如下的推断：郑观应大约从1871年开始撰著《易言》，到1875年即将刊印之际提前撰写了自序。而后，经过反复修改后到1879年完成初稿，并将其交给王韬，而王韬却未经郑观应同意就在1880年出版了该书，此即三十六篇本。于是，感到惊慌的郑观应在删除其中的过激内容后，于1882年或稍后的时间出版了《易言》二十篇本[63]
 。

上述推断显然是具有说服力的，因为很难想象三十六篇本能够在1871年出版。早在郭嵩焘尚未出使英国之前，在中国就已经出版了像《易言》这样具有近代国际政治知识的著作，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联想到《易言》传入朝鲜的过程，也可以认定上述的推断之有理。如前所述，1880年金弘集将《易言》传入朝鲜后很快就出现了韩文翻译本。这个韩文翻译本就是三十六篇本，究其原因应是当时二十篇本尚未出版。至于后来的二十篇本是否也传入了朝鲜，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在1881年11月与1882年秋，鱼允中与姜玮先后在上海会见了郑观应[64]
 ，他们当时是否谈到三十六篇本与二十篇本，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一个课题。

正因为1880年就已经出版了三十六篇本，郑观应本人对此感到不满，又于1882年刊印了二十篇本，因此有必要对上述两个版本的内容加以对比。目前介绍到国内学界的只有三十六篇本，因此首先要对照两个版本的目录内容。

三十六篇本：

序，自序。

（1）论公法

（2）论税务

（3）论鸦片

（4）论商务

（5）论开矿

（6）论火车

（7）论电报

（8）论开垦

（9）论治旱

——以上为韩文翻译本第一卷。

（10）论机器

（11）论船政

（12）论铸银

（13）论邮政

（14）论盐务

（15）论游历

（16）论议政

（17）论考试

附：论洋学

（18）论吏治

——以上为韩文翻译本第二卷。

（19）论边防

（20）论交涉

（21）论传教

（22）论出使

（23）论水师

（24）论火器

（25）论练兵

（26）论民团

——以上为韩文翻译本第三卷。

（27）论治河

附：浙江某君专事堤工似利有害议

（28）论虚实

（29）论廉俸

（30）论书吏

（31）论招工

（32）论医道

（33）论犯人

（34）论棲流

（35）论借款

（36）论裹足

跋珊溪生注

——以上为韩文翻译本第四卷。

二十篇本：

《易言》自序　甑山菜园下佣识

（1）公法

（2）通使

（3）传教

（4）贩奴

（5）交涉

（6）鸦片

（7）开矿

（8）铸银

（9）税则

（10）商务

（11）国债

（12）西学

（13）考试

（14）狱囚

（15）铁路

（16）电报

（17）船政

（18）水师

（19）火器

（20）民团

由此可见，上述两个版本的形式大不相同。佐藤慎一等人曾经指出，是在删除三十六篇本中过激的内容之后重新刊印了二十篇本，其实可以认为郑观应不仅改变了目录的用词，而且改变了全书的结构。同时，还应注意到上述两个版本在内容上的差异。试举三十六篇本与二十篇本中有关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内容作一比较。

首先，三十六篇本的《论公法》与二十篇本的《公法》，在叙述体系与内容上都大不相同。在《论公法》中，郑观应指出：“夫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自唐、虞迄夏、商、周，阅二千年莫之或易。洎秦始并六国，废诸侯，改井田，不因先王之法，遂一变而为郡县之天下矣。秦以后虽盛衰屡变，分合不常，然所谓外患者，不过匈奴、契丹西北之塞外儿。至于今，则欧洲各国兵日强，技日巧，鲸吞蚕食，虎踞狼贪，环地球九万里之中，无不周游贩运。中国亦广开海禁，与之立约通商，又一变而为华夷联属之天下矣。”郑观应的上述观点，是直接援引了薛福成在前述《筹洋刍议》中的相关内容。

郑观应强调为应对这样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必须要有大的变化。不仅要钻研公法，还要致力于兵器、轮船、矿务等。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特点就在于从当时历史转折时期的特性来寻找洋务运动的必要性，进而从公法中寻找这种转折之天下能够维持的依据，其前提就是各国系万国之一员的认识。“而各国之藉以互相维系，安于辑睦者，唯奉《万国公法》一书耳[65]
 。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胥受其范。”不仅如此，明许（明示的）、默许（默示的），性法（自然法）与例法（实在法），都是“以理义为准绳”即理性与正义为其基准。如前所述，上述的词语都是出自《万国公法》《公法会通》《公法便览》的凡例，并不是惠顿、伯伦智理、伍尔锡的原著，而是丁韪良自己所撰写和添加的内容。

郑观应认为，正因为中国如今也是万国的一员，“中国宜遣使会同各国使臣，将中国律例合万国公法，分门别类”，相同者要共同遵守，不同者则要经过比较而寻求妥协。对于破坏已经达成的合议者，应视为破坏万国公法而加以惩罚。因此，有道之国虽然是小国也能够自强，无道之国尽管富强也无法达到繁荣，这也是他的结论。那么，什么是道？郑观应对这一问题保持了沉默，这也应是他的一个特点，与薛福成在《筹洋刍议》得出结论为古圣人之法，形成了一个对比。事实上，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持有与薛福成相同的观点。

以上就是《易言》三十六篇本的内容，因为反映了郑观应真实的想法，才加以全部的引用。至于传入到朝鲜后很快就被翻译为韩文的《易言》也是这个三十六篇本，已如前述。然而，考虑到著者郑观应本人对上述的三十六篇本感到不满而重新刊印二十篇本的事实，三十六篇本中的《论公法》内容究竟是否郑观应的真实意图，也很值得怀疑。

至于二十篇本的《公法》首先在分量上仅有上述三十六篇本《论公法》的一半，叙述的内容也十分简练，并大大突出了中国在国际法方面的不平等遭遇。《公法》的内容大体如下：他认为自三代以来至春秋为“封建之天下”，自秦朝统一以迄于今则为“郡县之天下”，在这两个时期只存在着中国一个国家。此处并没有提到“论公法”中出现的“华夷联属之天下”，也没有值此转折时期应钻研公法等的内容。接着，提出了什么是公法的问题，并将其规定为“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可相统属之道”。此处提到了均势、会合、同盟之法，因此说：“公法者，万国之大和约也。”

尽管中国开设同文馆并翻译公法，致力于学习西学，却仍要遭受不平等条约，应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关税等所有问题都是中国应该自行决定的问题，因此应向各国宣告在某一时期聚集会议来交付讨论，并探讨中国自身的律例与万国公法之异同，相同者要共同遵守，不同者则各行其是，却不能贻害对方，进而取其中而折中解决。各国要声讨反对这种合议者，这一部分是与“论公法”相一致的内容。总之，《公法》的内容就是这些十分朴素的观点[66]
 。

1882年，郑观应结束买办生活后参与到轮船招商局，迎来了人生的一大转折。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于1872年设立的轮船公司，与郑观应此前供职的太古轮船处于竞争关系。到1884年3月，他又离开上海前往广东，是为了参与当时中国与法国因越南问题引发的战争事务。奉兵部尚书彭玉麟的秘密指令，郑观应于6月11日离开广东，前往西贡与曼谷两个月，去西贡是为了打探法国军队的动向，去曼谷则是为了会见泰国国王之弟利云王，以便说服泰国政府不与法国合作。关于此次南行的活动，他著有《南游日记》一书。

然而，在清国战败后，郑观应便隐居在澳门五六年，有关《盛世危言》的构想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经过直接参加战争，他开始怀疑自己曾在《易言》中提出的乐观论，也是理所当然。也许，他已经意识到，只要熟知公法并继续开展洋务运动，中国就可以作为万国之一员而达到富强的想法，是多么地单纯，进而认识到只有“体用兼备”才能富国。这一点与郭嵩焘的本末论一脉相承。《南游日记》7月11日（公历）条指出，西洋立国，根本在于体用兼备。书院育人，议院议政，为其体，而练兵制器为用。因此，他认识到中国如果舍体而取用，就很难达到富强。7月13日条则反省自己的《易言》，认为其中有许多不透彻之处[67]
 。正因为如此，他才决心撰著《盛世危言》，并在回国前的1884年冬提前得到了彭玉麟的序文。

到1891年，郑观应再次任职洋务公司，翌年则应盛宣怀（1844—1916）的邀请出任招商局帮办，直至1903年。据夏东元和佐藤慎一考证，《盛世危言》有多种版本，其中五卷本的初刊本刊印于1894年，增补版《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十四卷本刊印于1895年，而《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八卷本则刊印于1900年。[68]
 1894年初刊的《盛世危言》已经是《易言》所无法比拟的庞大分量，在当时影响重大，为许多人竞相传读。1891年康有为（1858—1927）出版的《新学伪经考》曾遭到禁止刊印的处分，相反《盛世危言》却是由总署印刷两千套并分发给官吏们去阅读。如此广为人知的《盛世危言》，在有关国际法的态度问题上却与《易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也是1894—1895年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一个共同特点，而郑观应是早在十年前的1884年中法战争中就已经体验过这样的挫折。

试看《盛世危言》中《公法》的内容。首先，他指出公法是“万国之大和约”，而各国“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是公法成立的根据所在，上述的内容与《易言》并无不同。然而，他接着就慨叹中国所处的不平等关系，指出“如何有种种不合情理之公之法”，认为英、法、俄、美四国已于1858年与中国签订条约并宣称不再视中国为公法之外，其实是一种欺骗。他准确地指出了西方国际法的本质：

“盖国之强弱相等，则藉公法相维持，若太强太弱，公法未必能行也……然则，公法可恃而不可恃者也……由是观之，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噫！”[69]


可以说，上述的内容是对本书第一章所揭示的19世纪欧洲公法本质的正确认识。如后所述，对西洋公法的这种怀疑态度，对于朝鲜的知识分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马建忠

马建忠（1845—1900）是与朝鲜具有密切关系的一个人物。众所周知，当朝鲜与美、英、德签订条约之际，他作为李鸿章的幕僚而来到朝鲜，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到壬午军乱爆发后，他再次被派到朝鲜，并在押送大院君一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70]
 。

马建忠为江苏省丹徒人，出生在一个自利玛窦来华以来就一直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他曾在上海郊外的天主教学校徐汇公学学习七年，而这也是他在中国接受的全部教育[71]
 。毕业后，他成为李鸿章的幕僚而掌管对外业务，很快又根据李鸿章的劝告，远赴法国巴黎去学习西洋公法。经过1877—1880年间的法国留学之后回国的他，成为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中国第一流的理论家。[72]
 高第就曾指出，马建忠是“在李鸿章手下掌管一切事务的杂役”。[73]


马建忠结束巴黎留学而回到天津，是在1880年五六月之间。1881年，他奉李鸿章之命，赴西贡、新加坡、槟榔屿、印度各地去调查鸦片问题，并著有《南行记》。1882年，则参与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条约，著有《东行三录》，在壬午军乱后成为押送大院君的主角，已如前述。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他还曾担任李鸿章的翻译[74]
 。

1884—1891年，他曾担任盛宣怀负责的招商局第二负责人级别的会办。他在中法战争时期为防止当时招商局所属船只被法国扣押，将船只出售给美国公司并在战争结束后购回的事情，就十分有名[75]
 。1890—1891年，他曾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在1895年为解决甲午战争战后处理问题的《马关条约》签订过程中还曾随同李鸿章渡日谈判。

第二年，在李鸿章游历欧洲时也曾随行，到1900年李鸿章因义和团事件而在上海与列强交涉时也曾加以辅佐。就在这一年的9月，马建忠因过度疲劳而去世。

堪称马建忠文集的《适可斋记言》是在1896年出版的木刻本[76]
 。不过，他的文章以艰涩难懂而闻名，因此普通研究者在利用该资料时感到格外困难。于是，1960年中华书局在添加句读与解题之后出版了活字本的《适可斋记言》，研究者们遂得以方便利用，不过其中却没有收录他的五种纪行文。

在他的作品中，有关国际关系的重要文章如下：

（1）《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1878年夏）

（2）《巴黎复友人书》（1878年夏）

（3）《玛赛复友人书》（1878年夏）

（4）《拟设翻译院议》（1894年冬）

首先，他对西欧社会有着十分锐利的观察。在向李鸿章报告自己外国学习状况的《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他指出美、英、法尽管号称民主国家，却具有朋党的性质[77]
 。《巴黎复友人书》的内容是要提交给总署做参考。这一作品的内容是介绍和批判西方的国际政治史、外交制度及外交官制度等，作为当时的中国人而能写出如此作品，恐怕也只有当时正在巴黎留学的马建忠。其中，首先是从希腊、罗马开始，概述了西方国际政治史[78]
 ，并指出由于“范斯法尼亚（即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开创的“均势之局”[79]
 ，“交涉之道”才得以开始发挥作用。西洋的均势，与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名异而事同”，而欧洲的“交涉之道”即外交就是“专注于此”。[80]
 他写道，经过“迂特来会议”和维也纳会议之后，均势扩展到整个欧洲，并开始确立了常驻外交使节制度以及外交官的等级。尽管“均势之局”已经形成，国与国之间却并无诚信，仍是取决于实力与利害关系，因此急需培养能干的外交官，并确立外交官培养制度。

在这一作品中，他尤其准确地揭示了西方国际法的本质：“故泰西之讲公法者，发议盈廷，非说理之不明，实所利之各异，以致源同派别，分立门户，上下数十家，莫衷一是，于是办交涉者，不过借口于公法以曲徇其私。”[81]
 在如此明确地认识国际法的政治性方面，他显然不同于其他洋务派人士。在1878年的当时，洋务派人士们大都积极评价公法并主张接受公法。在中国普遍出现对公法的政治性评价，还是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之后。

《玛赛复友人书》应能推断是为了答复阅读过上述《巴黎复友人书》之人士的进一步咨询而撰写。该作品的基础是《出使学堂章程》及外交官培训学校规则，因此一方面批评当时中国的驻外公馆及其外交官现状，并就确立培养外交官制度以及相关规则进行了详细的说明[82]
 。

至于1894年撰写的《拟设翻译院议》，应能推断为根据担任政府要职的人士之请而撰写，是关于主张设立专门机构来翻译外国书籍的一篇短文[83]
 。坂野正高曾将这一篇以艰涩难懂而闻名的文章加以全文翻译[84]
 。其中指出，西方势力早在明朝以来，就与中国接触，并将中国的经典乃至各种小说等必要的书籍，全部翻译为本国文字，从而十分了解中国。与此相反，中国甚至连士大夫也不了解外国的实情。尽管也设有同文馆，其宗旨在于与外国交涉，而不是“专译书”。有关外国法律与国际法的翻译，大都是简单的摘译，即便是全译，也是“文辞艰涩”，无法理解原著的本意，因此亟须设立专门翻译机构。

马建忠详细地列举了这个专门翻译机构的规定，其中值得关注的还是他主张应该翻译的内容。对此，他提出了如下三类内容：

（1）有关各国现代政治的书籍。有关外国内政，诸如上下议院之发言、有关外国外交之件，如外部往来文书、新订条约、外交使节会议记录等。这些内容都刊登在特殊的定期刊物之中，可以将其翻译并按照旬刊的形式发刊。

（2）官僚参考书。如有关外国行政、军事、经济、外交等，有许多必须翻译的内容，姑举其例，如有关罗马法的《罗马律例》，有关各国统治、行政、电报、铁路等行政法律大全的《诸国律例异同》与《诸国商律考异》，有关国际法审判案例的《公法例案》，可翻译为三四百卷的《条约集成》《东方领事便览》，世界各国地图集《方舆集成》，恺撒的《高卢（Galia）战纪》之《罗玛总王青撒尔行军日记》，拿破仑一世日记之《法王那波伦第一行军日记》等。

（3）外国大学所用教材各书，可以“次第译成”。

马建忠认为，仅仅通过部分地接受西方的知识，是无法完成中国的改革的[85]
 。他曾设想全面而有计划地接受西方的学问，还曾计划撰著包括各国政治、法律、教育、历史等的庞大著作，却未能实现。马建忠的上述问题意识，对于当今的中国与韩国仍可以说是尚未完成的一个历史课题。

四　变法派、革命派与欧洲公法

1.康有为

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老大中国败于一介岛国日本，给中国人造成了无法忍受的屈辱感以及极大的考验，并普遍认识到中国不经过一大改变就无法在国际社会生存。如前所述，早在十年前的中法战争之后，郭嵩焘、郑观应等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有了这些危机意识。然而，甲午战争以后的危机意识在其性质上已经与此前大不相同，按照康有为（1858—1927）的说法，就是要求“全变”。众所周知，正是康有为倡导了要将整个中国进行一大改革的变法运动的理论。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自幼涉猎中国古典，却在22岁那一年的1879年访问香港后，开始醉心于洋学。1890年，他与得意门生梁启超（1873—1929）一起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以培育人才，并致力于确立有关变法的理论。到1895年，他与梁启超一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会试，恰好听到签订作为甲午战争和约的《马关条约》的消息，遂与参加会试的人们一起开展反对条约运动，并组织了强学会。

康有为从1898年开始不断上书要求变法，促使光绪皇帝终于在同年公历6月16日接见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并让他们参与政治。然而，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肃清了变法派人士，康有为与梁启超则被迫流亡日本。康有为组织了保皇会，主张继续维护清王朝，从而与孙文对立，到1917年则开展宣统帝复辟运动，后来与共产党也发生了对立[86]
 。

在康有为的著作中，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重要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和《大同书》。《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在得意门生陈千秋与梁启超的帮助下完成于1891年的著作，其中提出了全新的经典阐释方法。康有为将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书全部视为伪作，并主张应重新实践以《春秋公羊传》为代表的今文经书[87]
 所反映的孔子的理念。他认为，孔子并不是单纯地记录事实，只不过是为了体现自己的理想而援用了这些事实而已。那么，《公羊传记》中所体现的孔子的理想究竟是什么？他的理念就是人类社会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的进化，而达到大同[88]
 世界。

《大同书》完成于1902年并在1919年出版，是康有为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康有为通过从孔子去寻找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根本，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抵抗欧美列强侵略中国的呼吁。康有为认为当今国际社会的特征就是“列国并立”的社会。尽管薛福成也曾提出过这一特征，而康有为的特色则在于将其视作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康有为认为，走向大同世界，就必须要经过三种形态的联合方式[89]
 。

首先是“据乱世”的方式，即指保障各国平等的联合方式。他指出，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过这种“列国并立”的联合世界：

各国平等联盟者，如春秋晋、楚，权力相等，订盟弭兵，而诸小国从之，若希腊各国之盟、近世欧洲维也纳盟后诸约及俄法之同盟、德奥意之同盟，是也。其政体主权，各在其国，并无中央政府，但遣使订约，以约章范围，即今者在和兰万国弭兵之会，是也。[90]


其中关于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过“据乱世”即“列国并立”世界的观点，不能不令人联想到丁韪良（W.A.P.Martin）。此前我们已经对丁韪良有关古代中国国际法的研究做过详细的考察。如前所述，康有为对丁韪良给予高度的评价，在变法派的学术杂志《湘学新报》与梁启超编辑的《西学丛书》中，也都曾翻译刊载丁韪良的论文。

第二阶段为“升平世”的联合，是采取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统一政府的方式。如夏商周三代以及齐桓公、晋文公的霸权时代就是这种方式。康有为认为，根据1871年德国宪法而建立的德国联邦属于这种方式的欧洲之例[91]
 。至于最终阶段的“太平世”、“大同世界”，国家以及国境都将消失，并在一个世界里形成一个世界政府。康有为认为美国与瑞士的联邦就是这种方式的模范之例[92]
 。

康有为在孔子的理想中寻找出消灭包括战争在内之所有痛苦而走向未来社会的根据，并高度评价了试图在各个历史阶段消除战争的万国公法的理念，因此积极接受万国公法正是符合孔子的理想。对此，佐藤慎一指出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可以比喻为格老秀斯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93]
 。

康有为与梁启超都属于改良派，因而不仅反对革命，而且主张要维护清王朝。他们通过自己的杂志《新民丛报》来与革命派的杂志《民报》进行理论对抗。改良派主张的要点是如果在当时中国爆发革命，列强就会干涉，中国的命运也会告终。革命派的观点却是相反，只有打倒清朝才能挽救中国，这是革命派的大前提。他们认为可以在不招致列强干涉的情况下推翻清王朝。从国际法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阐述的代表人物，就是胡汉民。

2.胡汉民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陷入了名副其实的四分五裂状态。由于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中国遭到了外国军队的蹂躏[94]
 。如今只有打倒清朝是革命之路的认识已经广为普及。于是，形成了革命派，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以孙文为中心的中国同盟会，11月则创办了其机关报《民报》。

早在《民报》创刊以前，革命派人士就通过小册子的形式来宣传他们的思想，其中值得关注的有1903年发表的邹容（1885—1905）的《革命军》、1903年与1904年分别发表的陈天华（1875—1905）的《猛回头》与《警世钟》。邹容认为革命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而真正的革命应是旨在恢复天赋人权的“文明之革命”。陈天华也将排外分为“野蛮排外”与“文明排外”，前者是指像义和团那样的排外运动，后者是指遵守万国公法的排外运动。他指出，只有“文明排外”才能取得成功，并且不会引起外国的干涉[95]
 。此处就体现了革命派与《万国公法》的联系。

与《万国公法》有关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文章，就是胡汉民在《民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胡汉民是广东番禺出身，1903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同盟会并担任了《民报》的编辑。参加辛亥革命之后，历任南京政府与国民政府的重要职务，晚年曾因与蒋介石争夺权力而入狱。

在《民报》第三号，胡汉民发表了确定《民报》方向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分别为：（1）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2）建设共和政体；（3）土地国有；（4）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5）主张中国日本两国家之国民的连合；（6）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等。在第四项主张中，特别指出破坏与无理的排外只存在于锁国时代，而他们颠覆清朝的革命则是立足于政策与人道，因此绝不是要妨害外国人。[96]


接着，他在《民报》第四号到第七号，分七次接连发表了有关排外及国际法问题的《排外与国际法》论文。他之所以要撰写这篇最终并未全部完成的论文，是因为当时欧美各国对中国革命运动抱有疑虑并出现对抗趋势，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明确革命与国际法的关系。[97]
 因此，他将“排外”分为两种，一种为基于“仇外贱外之观念”的“不正当之排外”，另一种为主张本国权利的正当之排外[98]
 。至于所主张的权利，应是国际法所允许的权利，因此必须要了解国际法知识。

对此，胡汉民提出了三个问题：（1）作为国际法权利，被满洲政府所抛弃和牺牲的有哪些？（2）我们应当主张的权利以及不必要的权利有哪些？（3）哪些行为是国际法所不允许因而应该回避的？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三个问题，他又从六个部分探讨了国际法问题：（1）领土主权[99]
 ；（2）国家平等权[100]
 ；（3）国际独立权[101]
 ；（4）国家自卫权[102]
 ；（5）干涉[103]
 ；（6）条约[104]
 。可以说，胡汉民的论文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家的宣传品水准，而是一种学术研究的产物，其中不仅介绍了著名国际法学者们的观点，而且也介绍诸多国际法事件，在当时中国的国际法状况下应是属于最高水准的成果。

然而，此后中国的命运却是朝着与胡汉民的预测恰好相反的方向发展的。1915年日本的所谓二十一条要求、1919年凡尔赛和会上中国的挫折、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徒有形式的决定等，都是在一步又一步地压制中国的自主权，反帝运动更加激化。结果，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权成立以后，中国就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学[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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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朝鲜与西洋公法

一　与异质文化圈的接触与西洋公法的传入

1.有关传入时期的问题

关于丁韪良在1864年翻译的《万国公法》一书是在什么时候传入朝鲜，迄今仍不是十分清楚。《倭使问答》《倭使日记》《善邻始末》等文献中有关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于1877年12月17日向礼曹判书赵宁夏[1]
 赠送《星轺指掌》与《万国公法》的内容，应是最早出现的文献记载。花房公使再次来到朝鲜，是为了交涉元山开港、日本公使驻留汉城以及日本公使上京路线等问题，却因为遭到朝鲜朝廷的反对而不得不回国。朝鲜方面出于元山开港地距离陵寝太近以及使节常驻汉城则“不堪烦费”为理由，拒绝了全部要求。于是，花房义质在归国前夕的1877年12月17日赠送了上述两书，并特别根据《星轺指掌》而强调了公使驻扎的必要性。首先，花房义质指出了《星轺指掌》的重要性：

“《修好条规》在我两国间，固醇正公明，未始不据宇内通行公法也。以何知其然，参照《星轺指掌》，亦足以会其理。该书系清国光绪二年北京同文馆发行，说方今宇内各国遵行通使之例规殊详。”[2]


接着，花房义质根据《星轺指掌》的内容指出使节驻扎与往来系国际法原则，并对此进行了冗长的说明：

邦国当有专管外国交际大臣，曰与各国使臣会晤商议，本系总理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3]
 分内之事，至国君欲将和约、联盟、通商、交战等之事宜，宣示各国，此等文件均由总理大臣缮办。遇庆吊等事，虽偶有国君自行函致邻邦，亦例应由总理大臣办理。外国公使欲与总理大臣会晤，必须专人面谒，或函请时日，方可以无碍。昔有遣使他邦，专通庆吊之礼者，自常川通使驻京之例开，则使臣专为保持两国和好，护庇本国商民，通报关系本国事件，是以使臣之职，不必专属一事矣。[4]


花房义质进一步指出：这些“即是各国现行例规，清国所裁取也”，朝鲜与日本“两国亦既认使臣职务古今不同矣”。《修好条规》[5]
 第二款“互约送驻京使臣，且指定专管交际大臣，加以使臣得与该大臣亲接商议之件”的内容，就是指此。然而，朝鲜却突然称使节驻京“不堪烦费”而拒绝，是不合事理。他指出所谓“不堪烦费”在昔日或许固然，而根据公法所创定条规，则全无此虑，倘要仍然“强辞且省之”，实际上是“蔑如两国金石之约”，进而提出两国使节往来驻留，一切可以从简，则“烦与费亦不足忧之”。

花房义质的这一照会，指出使节的任务已经是“古今不同”，是在强调事大秩序下的使节与现行公法所云使节的性质并不相同，进而试图用近代国际法的概念来说明朝日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两国有关国际政治问题话语方面的差距。

日本学者乃至部分国内学者，都是认为汉译《万国公法》之最早传入朝鲜就是在这个时期。对此，李光麟教授提出了反对意见，其观点如下：

“《星轺指掌》在中国被汉译出版是在此前一年的1876年，因此该书之传入韩国，最早有可能是由于日本方面的赠送，而《万国公法》则应是早在此前就已经传入，因为韩国政府一定会通过每年多次派往中国的使节来购读此书。在鸦片战争之后最早介绍西方地理与历史的《海国图志》，就是在1884年出版于中国几个月之后，由派到中国的使节传入朝鲜的。从《万国公法》出版的1864年到《江华岛条约》签订的1876年2月间，韩国先后向中国派遣了23次使节，《万国公法》也完全有可能在这个期间就传入了韩国。”[6]


同时，李光麟教授提出了一些间接证据，包括吴世昌的回忆录以及李建昌撰姜玮墓碑铭等，我也认为李教授的上述推论言之有理。朝鲜派到清国的燕京使[7]
 们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购买书籍。正如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1864—1876年间多达23次的燕京使节们，应该不会没有听闻和购读这一有关国际局势的新奇著作。也许是因为恰当1801年辛酉邪狱[8]
 以来严格禁止引进一切西洋书籍的局面，所以只是在文献中没有公开提及该书而已。对此，更是需要后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就是说，1876年被汉译的《星轺指掌》有可能是在1877年最早传入朝鲜。至于1877年被汉译的《公法便览》是在什么时候传入，则已是不详。据金允植在其《阴晴史》记载，他在1882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公历7月14日）从龚鲁卿那里得到了《星轺指掌》。当天，他去访问龚鲁卿并转交了马建忠从朝鲜捎回的尹泰骏（号石汀，1839—1884）的书信，龚鲁卿则“指案上数部书”说要奉赠尹石汀，“内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及《地球全图》各两部”，其中一部就赠给了金允植[9]
 。另外，1880年被汉译的《公法会通》，是在什么时候最早传入，也是此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随着该书逐渐广为人知，国内的需求也在增加，我国学部也在1896年刊印了此书，学部编辑局长李庚植则撰写了序言。

2.作为用语的“万国公法”

另一方面，“万国公法”一词作为新名词最早出现在我国公文中，也许就是《高宗实录》1876年农历一月二十日（公历2月14日）条所载申櫶的报告，是将两天前之十八日（公历12日）与日本代表黑田清隆会谈内容进行奏达的“问答句语”[10]
 。值得注意的是，《高宗实录》与《日本外交文书》有关此次会谈的内容尽管大体相同，却仍有用词上的差异。《高宗实录》的记载内容如下：

日本全权曰：两国之这间阻隔，即条例不明故也，不可不讲定约条，以为永久不渝之章程，则两国必无受阻之端，而此皆万国公法之不可废者也。[11]


然而，记录同一会谈内容的《日本外交文书》却没有使用“万国公法”一词，而是使用了“万国普通之例”及“万国交际之法”等词。当时，申櫶提出两国之间已有数百年通商，何必又有条约，黑田则指出日本所提出的条约草案是根据“天地之公道及万国普通之例”而起草。黑田再次重复了上述的话，并再次指出是“万国交际普通之例”。据《日本外交文书》记载，申櫶对此回答道：“（我国）迄无与外国通商之事，亦不知万国交际之法。”[12]


当天的会谈是由日本人蒲濑裕担任翻译，不过他的朝鲜语水准似乎不是很好。尽管他用朝鲜语逐项翻译和说明了日文的条约草案，申櫶却只是说大体了解，并要求将其翻译为汉文[13]
 。问题在于，《高宗实录》所收录的申櫶的报告内容中分明提到了“万国公法”，而《日本外交文书》却记载为“万国交际普通之例”及“万国交际之法”。很难想象，日方代表黑田说了“万国普通之例”及“万国交际普通之例”，而后是由翻译将其译为“万国公法”，因为即便翻译者的朝鲜语水准再不好，也不至于将这个汉文词翻译得如此走样。既然如此，就有可能是当时申櫶是听到了“万国普通之例”，然后在报告时则写成了“万国公法”。这样一种推断就与《万国公法》传入朝鲜的时期有着重大的关联，因为由此可以推定当时包括申櫶在内的朝鲜知识分子中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流传着“万国公法”一词[14]
 。

3.西洋公法的早期传入

（1）金绮秀

与日本签订的修好条约，也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冲突正式开始的一个标志。既有坚持传统世界观的势力，同时也出现了试图积极地了解新世界观之本质的势力。在修好条约签订后的1876年5月最早访问日本的修信使金绮秀[15]
 （1832—1894），在其《日东记游》中就留下了有关万国公法的如下内容：

其所谓万国公法者，诸国缔盟，如六国连横之法，而一国有艰，万国救之，一国有失，万国攻之，无偏爱憎，无偏攻击，此西人之法，而方规规奉行，不敢有失。[16]


金绮秀应是在访问日本期间听过有关《万国公法》的说明，或者至少阅读过张斯桂为《万国公法》而撰写的序文。张斯桂就是将世界四强国比喻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强加以说明，其中把美国比为秦，俄罗斯比为楚，英国与法国比为齐，奥地利与普鲁士为鲁、卫，土耳其与意大利分别比为宋与郑[17]
 。而且，他认为这些国家能够得以并存，就是因为其间所签订的条约“世世守之，长享勿替”。仅仅依据上述的记载内容，也可以认定《万国公法》是在1877年12月由花房公使赠送而最早传入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

关于新世界的认识态度，也见于金绮秀在1876年农历六月一日（公历7月21日）觐见高宗[18]
 时的问答记录。当时，高宗询问了日本的风俗、人品、军服等问题，并在询问美利坚在何处、鲁西亚为何不称俄罗斯等问题时，问到《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是否记载有这些国家。关于西洋诸国中哪个国家最为有才的询问，金绮秀回答为英吉利[19]
 。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最早派赴的外国使节，金绮秀一到日本就通过日本各方面的人士，获得了许多有关戒备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不断南下势力的情报[20]
 。换言之，应该注意到朝鲜一开始就被卷入到一种亲英国、亲美国的宣传活动区域。

（2）李东仁

在两种不同的国际社会相冲突的过程中，认清所面临的欧洲国际社会的本质，就成为当时朝鲜最迫切的任务。与此相关，最值得关注的，便是李东仁（？—1881）的活动。关于开化僧李东仁，学界一直抱着强烈的关注去进行研究，却由于缺乏直接史料，至今未能弄清许多重要的问题。有关李东仁的真正研究，开始于李光麟、李用熙教授[21]
 ，最近因为出现了有关李东仁的一些重要资料[22]
 ，应能期待此后有关该主题研究的进一步进展。

众所周知，李东仁曾经两度访问日本，其中第一次为1879年9月初至1880年9月下旬，第二次为1880年11月初至12月中旬。李东仁第一次渡日的动机是为了学习西洋公法，这在韩国外交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由李用熙教授最早向国内学界详细介绍的奥村圆心日记所载《东仁日本漫游事情》，就明确地记载了这一内容。此处将李用熙教授翻译的内容再改为汉文而摘录如下：

东仁本是僧侣，素为爱国护法之神经家。近来朝鲜国国运日衰，宗教已坠落于地，其时革命党朴泳孝、金玉均等愤于国家衰运，欲大力刷新，因与东仁意见相合，该两人遂引见及重用东仁。故（东仁）欲知列强之公法等，皈依我国宗门，而欲渡航日本。[23]


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克服一切困难而秘密派遣李东仁渡日[24]
 ，其首要的目的就在于学习列强之公法，便突出地表明了当时的开化派人士是如何地渴求并重视国际法的知识。之所以如此急切地需求《万国公法》的知识，当然有其相应的历史背景。自从《江华岛条约》签订以来，日本不断要求开放商埠与公使驻京，遂成为朝鲜朝廷的一大难题。作为《江华岛条约》的后续内容，《修好条规附录》及《贸易规则》也在1876年8月24日由赵寅熙与宫本小一签订。就在当天互换的照会中，双方确认此后两国贸易不征关税，从而开始了所谓“无关税时代”，日本商品涌入朝鲜，而朝鲜的粮食、黄金、铜钱则大量流入日本[25]
 。

朝鲜的朝廷也很快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经过向清政府多次咨询关税问题后，于1878年在釜山设立海关，开始征收关税。对此，日本要求撤销关税，日本商人与军人在釜山也不断地寻衅滋事。为要求赔偿征收关税所导致的损失以及解决仁川、元山开港问题，花房义质于1879年闰三月来到了朝鲜。于是，朝鲜朝廷在农历四月十日（公历5月30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当时，高宗慨叹倭人逼于海而无处不至，其弊日甚，领议政李最应则称待夷狄之道，自古不外驯化其性，置之度外，此番釜山之事不胜痛愤。高宗向各大臣询问意见却无人回答，因再询问金玉均，弘文馆副校理金玉均遂指出：讲对[26]
 久已停止，而今外国使臣与异样船来境日频，不得不讲求对策，并请选《春秋》《左传》《国语》等书，常召熟知之儒臣讲对，以寻求善邻与驱逐夷狄之方[27]
 。

李用熙教授曾指出，尽管金玉均作为弘文馆校理而引用了中国的古典，心中仍应是想从新知识以及依据《万国公法》之近代外交中去寻找其对策[28]
 。当时，他正在与朴泳孝一起秘密派遣李东仁渡日去学习近代国际法知识，就是因为认识到这是解决当前困局的迫切需要。开化派人士们学习《万国公法》等西方新知识体系的努力，已经积极到要秘密派遣李东仁渡日的程度。然而，在政治的世界里，越是如此就越会遭到反对势力更加强烈的抵抗。由于19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开化派的努力结果，到19世纪80年代时反映新的国际政治观的著作已经充斥于汉阳城。随着开化派的形成以及积极引进全新的世界观，政坛中反对势力的抵抗也随之急剧加强。

二　两种世界观的冲突

1.李裕元与李鸿章

在1876年2月与日本签订《修好条规》之后，两种世界观的对立便开始出现于现实的政治世界。将日本与西洋势力视为夷狄，并主张尽力避免与他们接触而闭关自守致力于内治的所谓卫正斥邪的世界观，就是其中之一。按照他们的主张，谈论西方理论以及日本的国际政治观本身，无疑是一种轻薄之举，就是要将国家陷于涂炭之中。对于主张签订《修好条规》并认为与外国通商不可避免的政治势力而言，了解“九州之外国”[29]
 之间的关系亦即洪大容早年所称“域外春秋”的本质，就成为当务之急。关于后者的立场，此前我们已经考察过与开化派之努力相关联的李东仁的活动情况。

其实，李鸿章与李裕元[30]
 （1814—1888）之间的书信往来，就很好地反映了前者的立场。这一书信往来的开始，是由于领中枢府事李裕元在1875年夏为奏请王世子册封而前往北京之际，通过直隶永平府知府游智开向李鸿章投递了一封书信。1876年1月9日（农历乙亥1875年十二月十三日），李鸿章收到这个人的第一封书信，第二天就给李裕元撰写了回信。从此以后直至1881年2月26日（农历一月二十八日）李鸿章书信为止，先后有过17次的书信往来[31]
 。这些往来书信，就当时朝鲜的外交政策方向交流了重要的意见。李鸿章希望与李裕元建立联系，以至于在收到李裕元的第一封书信后的第二天就写了回信，就是为了对朝鲜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32]
 。当时，李鸿章的主要观点就是为防止俄罗斯的觊觎以及出于世界大势，朝鲜不得不与西洋势力签订修好条约。起初，李鸿章还曾劝告与日本签订条约。到1879年4月日本吞并琉球事件之后，则开始批判日本，并主张为抵御俄罗斯的觊觎，应与西洋势力签订条约。

在这些往来书信中最早提及西洋公法，是在1879年己卯七月九日（公历8月26日）的李鸿章书信。其中，李鸿章指出从琉球事件来看日本并不可信，而且近来学习西方，国力大增，朝鲜恐难与之为敌，因此防日之策就是立即与西洋势力签订条约：

然日本所畏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间。[33]


接着，李鸿章进一步指出去年土耳其能够免于俄罗斯的侵略，就是因为这个公法，而比利时、丹麦等小国也能与各国立约并生存，就是强国与弱国“相维之明证”。对于李鸿章的这一书信，李裕元在同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公历12月24日）撰写回信，进行了详细的反驳。李裕元认为，尽管已经万不得已与日本签订条约，而从嗣后日本种种为害之事来看，与西洋通商，也只能是给朝鲜带来危害。因此，显然无法采用以敌制敌的“古昔”对策，而且朝鲜与俄、日两国国境相连，素来文弱，专心内治，并无外交之余力，也无法采用这样的对策。同时，李裕元还正面地反驳了李鸿章称赞《万国公法》的观点：

且泰西公法既不许无故夺灭人国，以俄之强而启兵于土国，则弊邦之无辜或遇吞噬之毒，亦庶几诸国之所共禁乎？惟独有懵懂怀疑而不释然者，日人之废琉王，即桀宋之行耳……救土于垂亡，则公法可仗，而兴琉邦于已灭，则公法有难行欤？抑日人之狡黠，轻视各国，虽纵恣专利，而公法莫能行欤？比利时、丹马以痣小之国，介于诸大邦，赖以强弱相维，而琉王以累百年旧国不得相维者，以其所处孤，另与各国隔绝，而公法有不及行而然欤？[34]


按照当时朝鲜的政治状况，李裕元是最保守势力的一个中心人物。据李东仁向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密报的内容，高宗与领议政李最应等几乎所有人都希望与西洋签订条约，反对者则只有原任大臣李裕元一人[35]
 。李裕元虽然是历任右议政、左议政及1873年任领议政、1875年任领中枢府事的势道家，却被评价为喜受人奉承而无明确政治见解的小人。因此，尽管他在当时是保守势力的一个中心人物，他的上述立场却不能直接影响到朝鲜的外交政策决定。

当然，李裕元对公法的怀疑也不无道理，后来朝鲜与清朝的知识分子在了解到西洋公法的核心之后，也陷入了国际法怀疑论。因此，李裕元在1879年就已经指出西洋公法所具有的政治性，应该得到一定的评价。总之，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一直到1881年2月26日（农历一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函而告终。在最后的书信中，李鸿章仍是强调朝鲜尽管不必近攻，却仍是需要远交，并指出《朝鲜策略》其实是有益于朝鲜的。

与李鸿章的书信往来，在朝鲜却遭到了批评，因为根据东洋的传统，这属于人臣外交，而臣子未经君主允许则不得与诸侯相交[36]
 。由于1881年9月7日司宪府、司谏院及两司、玉堂的弹劾，李裕元遂被流配平安道。

2.《朝鲜策略》与《易言》

众所周知，1880年8月至9月访问日本的修信使金弘集带回了《朝鲜策略》与《易言》，从而使两种世界观发生尖锐的对立，并在朝鲜政坛掀起了一大风潮。关于清朝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所撰《朝鲜策略》的内容，已经有许多的先行研究，因于此不赘。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英国与俄罗斯称霸世界政治的两极体制现实下，《朝鲜策略》的意图显然是要将韩半岛置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朝鲜策略》的核心内容就是要防止俄罗斯侵略的所谓“防俄论”，这一点无疑反映了当时因伊犁问题而极度恶化的清俄关系现实[37]
 。对俄罗斯的警戒心态，在金弘集的复命书及其与高宗的对话中更有集中的反映[38]
 。总之，要防备俄罗斯的基本目标，就要依靠所谓亲清、联美、结日的外交手段。如后文所述，有关联美—结日的主张，在传统的思想体系中完全是不可接受的。

《朝鲜策略》也提到了西洋公法，并主张积极接受。出于赞成均势与公法的立场，指出当今天下尽管有比战国时代更多的国家对峙，却仍能相互维持，就是因为有均势，而均势的核心就在于“欲保无事，必求无甚弱，无甚强，互相维持，而后可矣”[39]
 。据《修信使记录》记载，1880年农历七月十八日（公历8月23日），何如璋与张斯桂到金弘集的住处访问，当时何如璋谈到西洋有均势之法，金弘集随即回答均势二字曾见之于公法。在此前两天，金弘集在与何如璋公使会谈时就说过最近曾阅读《万国公法》序，而撰写这个序文的作者就是张斯桂。因此，在十八日的会谈时金弘集直接见到了序文作者，按照情理应当会出现有关《万国公法》的谈话内容，而在《修信使记录》及其他相关文献中却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这一问题的内容。

《朝鲜策略》当然也是在赞扬西洋公法：“泰西公法，无得剪灭人国。然苟非条约之国，有事不得与闻。”[40]
 就是说，西洋因为有公法，凡是签订条约的国家之间就要相互保障不被灭亡，因此朝鲜也应与西洋势力签订条约。《朝鲜策略》的上述内容，对于当时朝鲜的执政者们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金弘集回国后高宗与领议政李最应的对话内容，就突出地反映了这种影响，试举其中有关《朝鲜策略》的部分：

高宗：信使行中所来册子，清使所传，而厚意甚于日本矣。大臣亦见之乎？

李最应：日本犹此款曲，况清人乎？（对于该书）必有耳闻，故俾我国备之。而我国人心，本来多疑，将掩卷而不究矣。

高宗：见其册子，果何如乎？

李最应：臣果见之，而彼人诸条论辨，相符我之心算，不可一见而束阁者也。[41]


至于金弘集与《朝鲜策略》一同带回的郑观应著《易言》，已在本书第三章有过详细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一传入朝鲜就马上被翻译为韩文。随着国内对《易言》的需求急剧增加，到1883年农历三月又翻印了传入的汉文本《易言》[42]
 。至于韩文翻译本四卷是由何人在何时翻译，已是不详。曾有人提出可能是姜玮（1820—1884）的翻译，[43]
 其实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

关于这一问题，至少可以确认如下几点。如前所述，学界对于《易言》的版本一直是众说纷纭。然而，根据夏东元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考证结果，《易言》共有两个版本，一种是1880年出版的三十六篇本，分上下两册，另一种是二十篇本，不分上、下册，至于后者的出版时间，夏东元与佐藤慎一都推断为1882年。因此，《易言》的韩文翻译本无疑应是以三十六篇本的1880年版为底本。关于三十六篇本与二十篇本的内容，已详于本书第三章。

另外，也可以确定《易言》的韩文翻译本是在最早的民间出版社广印社出版，因为当时广印社是唯一有韩文铅字的出版社。广印社大约是在1884年3月创立，当时就已经有韩文字母的铅字[44]
 ，至于这些铅字的具体形状如今已无从了解。到1885年农历3月28日，高宗下令重新发行因甲申政变而曾被停刊的报纸，博文局[45]
 也随之迁到了广印社。不过，原定在广印社重新发行报纸的方案，很快就改变为扩大博文局规模的计划，估计是因为广印社的设施不足以承担报纸的发行工作。

于是，博文局的雇员井上角五郎被派到日本去购买印刷设备与活字。7日，井上角五郎起程赴日，之前还接到高宗的特命曰“嗣后新闻概用谚文”。[46]
 同年11月，井上角五郎带着机器设备和活字（汉文与韩文）回到了汉城，《汉城周报》才得以重刊。用井上角五郎买回来的韩文字母印刷的《汉城周报》采用了国汉文混用文体，而其中的韩文字母显然是与《易言》韩文翻译本所用字母相同。因此，如果和田五郎当初借给广印社的韩文字母与后来井上角五郎买回的字母确实不同，则可以断定《易言》的韩文翻译本系出版于1885年11月以后。如果《易言》的韩文翻译本是用当初和田五郎借给广印社的韩文字母来印刷，则应是在广印社开业的1884年3月以后，如此则又会出现如何解释姜玮死于同年4月5日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假设姜玮在去世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该书的韩文翻译。

总之，《易言》的传入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如1882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历1883年1月30日）尹善学的上疏就是一个代表性事例：

“臣看中国人所编《易言》册子，可谓治世之要诀，而达权知变之士矣，始知天下事不同于秦汉唐家之世。”[47]


3.对西洋公法传入的批判

金弘集带着全新的外交路线以及将这种路线合理化的书籍归国，使朝鲜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的动摇，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出现了尖锐的对立。有关《朝鲜策略》的批判声势浩大，以致人心汹汹[48]
 。从1880年到1881年，许元栻、刘元植、洪时中、黄载显、金祖荣、金硕奎、韩洪烈、洪在鹤、申[image: img]
 等人纷纷上疏，强烈反对《朝鲜策略》等西洋书籍的传入[49]
 。1880年庚辰农历十月一日（公历1880年11月3日），兵曹正郎刘元植上疏批判《朝鲜策略》，却不是从外交政策层面，而是从宗教层面进行攻击，所批判的内容就是《朝鲜策略》称耶稣天主之学“犹吾教之有朱、陆”句[50]
 。

众所周知，1881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公历2月26日）以李晚孙为疏首的岭南[51]
 万人疏，是全面批判《朝鲜策略》的一个典型事例。该万人疏分八条项目来批判《朝鲜策略》，其中颇有值得关注的内容。首先，批判了防俄论。其中，称“妆出无行迹之俄夷，簇起不系关之美国，日本强悍为其机关，脉络于中间”[52]
 ，从而指出了防俄论的根本虚构性[53]
 。如前指出，朝鲜自从1870年以来就在世界政治上被卷入了英国的影响圈，防俄论就是一个具体的表现，万人疏则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俄夷者，我之本无嫌也。空然信人间贰，损我盛重，靠远交而排近邻，举措颠倒，虚静先移，万一藉此为衅，来寻兵端，则殿下将何以救之也？此其利害之较然者四也。又况俄、美、日本国，一夷虏，难置厚薄于其间，而头满一带疆又相接，万一循日本已行之例，援美国新设之约，请地而来居，请货而交榷，则殿下将何以把之也？此其利害较然者五也。[54]


接着，万人疏进一步指出，尽管《朝鲜策略》借古代六国连衡故事来强调联美之事，然而“昔六国合纵以摈秦，而皆壤地相接，风俗相邻，未闻越界重阻，海涉万里之途而结唇齿之援也”。[55]
 因此，亲中国其实是理所当然的逻辑，联美国为不可能，结日本则简直就是亡国的主张。无论如何，万人疏的上述观点仍是值得关注的。

正是从万人疏开始，针对《朝鲜策略》等西洋书籍的批判开始日益高涨。1881年辛巳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公历4月21日），则有黄载显、洪时中的上疏。其中，黄载显指出当今形势为中国已经无法号令天下，俄、法、美、英等国则恣行不道，堪称一难局，黄遵宪之《朝鲜策略》却是完全不知其根本：“其意不过结连邻国，防御外患，有无通商，彼此适用而已，则善为之，似可富国强兵，不善为之，反容招寇致祸也。”[56]
 武科及第的洪时中的上疏内容则是十分激烈，并在冗长地批判对日本政策之失败以后，提出了烧毁一切外来书籍的主张：“所谓《万国公法》《公史》《地球》《瀛环》《申报》《兴亚会杂事诗续》《今日抄工业》《六学》等书、《黄遵宪策略》等许多文字，请一一搜出，钟街上付火。”[57]


到1881年闰七月六日，则有江原道儒生的伏[image: img]
 上疏，是以李恒老门生洪在鹤为疏首，其内容堪称最为激烈。其中，指出当今国内已经被洋人、洋物等“洋染”，进而慨叹当时的风潮曰：

所谓《中西闻见》[58]
 《泰西闻见》《万国公法》等许多异类之邪书，充满于国中，而所谓名士硕儒、好新尚奇之辈，沦胥而入，乐而忘返，更相称美。[59]


接着，又指责“夫所谓黄遵宪册子赉来，而达之于天陛，扬之朝班，而其言曰彼之诸条论辨，相符我之心算”的大臣们，其实就是“耶稣之腹心、欧罗之内应”，应当予以处刑。同时，又指责“古之交邻，所以保国，今之交邻，削祖宗之地”[60]
 ，因而主张废黜统理机务衙门[61]
 而恢复传统的五卫制[62]
 。在结尾部分，他对出于忠诚而上疏的许元栻、刘元植、洪时中、黄载显、李晚孙、金祖荣、金硕奎、韩洪烈等人被流配之事提出了抗议，并指出殿下可以将“臣等疏首若干人”刑之流配之，“若夫八路万姓家家而怨咨，人人而愤恚，殿下之力不得以制之矣”。就在同月二十日，洪在鹤因这次的上疏而在汉城西小门被处以斩刑[63]
 。

就在洪在鹤上疏的同一天，京畿儒生申[image: img]
 也上了一份同样内容的疏。申[image: img]
 指出：俄罗斯尽管壤地相接，却是恩怨初无，妄动干戈“岂有其理哉”，“夫美耶稣教国也，与之通商，往来密接，则邪教之渐染，必然之势”。因此，他指出当初李裕元“自犯人臣外交之罪”，同李鸿章议论与西洋通商，所以金弘集与李裕元分明是“表里相应”，郭基洛等辩护金弘集而称不接受《朝鲜策略》之罪“更大于受之”，“基洛、弘集，便是一体也”。尤其是李东仁与金弘集亲近乃众人皆知，“弘集敢曰不知乎？”[64]
 其实，李东仁与1880年访问日本的修信使金弘集志趣相合，关系密切，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65]
 。直到壬午军乱[66]
 以后，随着围绕朝鲜的国际局势的变化，这种反对舆论才得以消失。

三　壬午军乱与西洋公法

1.朝鲜与西洋公法体系

就在朝鲜朝廷因《朝鲜策略》的传入而喧嚣纷扰之际，高宗接受了开化派的建议而决心与美国签订条约[67]
 。在1882年5月22日朝鲜与美国签订的《修好条约》第十二款中，“万国公法”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条约中，其中称此系朝鲜第一次与西方势力签订条约，因此不无未尽之处，俟五年后，须酌照“万国公法”通例而商订新的通商章程[68]
 。在朝鲜所签订的修好条约中，只有这个《朝美条约》提到了“万国公法”[69]
 。

在儒教圈瓦解的过程中，朝鲜就遭遇了如同卫正斥邪论[70]
 所指出的那种政治性危害。如前所述，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韩日之间的无关税贸易。自从1876年《江华岛条约》以来，朝鲜对日出口总额的80％是大米，汉城的米价随之上涨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到壬午军乱当时，大米的价格已经比1876年暴涨了近两三倍，军人的俸米也就经常不能按时发放，下级官吏也开始在其中舞弊贪污。1882年7月19日，没有及时发放足额的俸米，就成为引发壬午军乱的导火线，从而迎来了一个逆改革的时期。不过，随着8月26日下午大院君被扣押，朝鲜的政局再度回到了原点[71]
 。

在壬午军乱结束后高宗所颁布的1882年9月16日（农历八月五日）传教，可以说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这份传教首先是以当今的情况与古代大不相同为前提：

挽近以来，宇内大势，迥异前古。欧美诸国，如英如法如美如俄，创其精利之器，极其富强之业，舟车遍于地球，条约联于万国，以兵力相冲，以公法相持，有似乎春秋列国之世。故以中华之独尊天下，而犹然平等立约，以日本之严于斥洋，而终亦交好通商，是岂无自而然哉？诚以势不得已也。[72]


中国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然过去，如今是列强并存的时代，而在这个新的时代维系列强之间关系的就是公法。这也正是丁韪良译《万国公法》所屡屡强调的内容。接着，又指出丙子年条约[73]
 的签订、三个港口的开放以及与美国、英国、德国新近签订的条约，或许引起国民的怀疑与批判，“然交际之道，均系平等，则揆以义理，无所碍也。留驻之意，本在护商，则参以事势，亦无虞也。交际之礼，揭在经典”，因此儒生不必多虑，亦不可再有斥和之论。议者又以与西洋签订条约，“谓将渐染邪教”[74]
 ，其实“尔等素习孔孟之训”，而且国家自有基础，“岂或一朝而舍正而趋邪乎？”签订条约与禁止基督教则要严格区别，并称“斥其教而效其器，固可以并行不悖也”，从而提出了所谓“东道西器论”。结尾部分，则指出“立约通商，此乃万国通例，非创行于我国，则绝非可惊可愕之事……勿复以曰洋曰倭”，并下令既然已经与西洋签订条约，要全部撤去斥洋碑[75]
 。

2.接受西洋公法

至此，已经可以在国家政策层面上议论公法，并表示要应对新的国际政治秩序。早在此前，高宗就已经从8月31日（农历七月十八日）起，连续颁发教旨，一方面安抚国民之动摇，承诺实施新的政治，并要求积极建言。于是，开化人士开始主张要积极引进公法，1882年10月5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的池锡永以及11月17日（农历十月七日）卞鋈的上疏便是其中的两个典型。

池锡永是最早在我国实施种痘法的著名人物[76]
 。他在上疏中指出朝鲜僻在海左，从来不知外交，交邻与条约“俱不知为何物”，因此建议搜罗国内外人士所著各种书籍，专设一院并陈列上述各书，选各地人才，令入该院两月，学习时务，其具体内容如下：

第伏念各国人士所著《万国公法》《朝鲜策略》《普法战纪》[77]
 《博物新编》[78]
 《格物入门》[79]
 《格致汇编》[80]
 等书，及我国校理臣金玉均所辑《箕和近事》、前承旨臣朴泳教所撰《地球图经》、进士臣安宗洙所译《农政新编》、前县令臣金景遂所录《公报抄略》等书，皆足以开发拘曲、了解时务者也。伏愿设置一院，搜集上项诸书，又购今日各国水车、农器、组织机、火轮机、兵器等贮之，仍命行关各道每邑，选文学闻望之为一邑翘楚者、儒吏各一人，送赴该院，使之观其书籍，玩其器械，而留院以两个月为期……兹岂非化民成俗之捷径、利用厚生之良法乎？民既解惑而安尊，则凡自强御侮之策，具载于中国人所著《易言》一部书。[81]


同年11月17日（农历十月七日）典籍[82]
 卞鋈的上疏也是请求将《万国公法》等书颁行全国，具体内容如下：

练武事勿问日制华制，但就其最长者而学习，轮船、大炮、电线，亦可做各国仿各国而设之。所谓《万国公法》，条贯并然，各国之所通行者，而我国之人，畏其染邪之指目，不暇究索，遽加论斥。斥邪之书，莫详于《海国图志》，而此辈岂肯一审其书乎？黄遵宪所赠杞忧子《易言》等书，为我国策略者，而斥为邪学，众惑难解，以此诸书，刊布于四都八道，则庶可明其不然。[83]


3.被纳入到公法体系及其国际政治影响

随着与西洋势力签订条约，朝鲜也被正式纳入到了欧美国际社会，同时朝鲜也陷入双重的桎梏。自从壬午军乱被清国的势力所平定，清国的朝鲜政策开始出现急剧转变，开始了仿佛要将朝鲜变为近代国际法上属国的计划。另一方面，朝鲜又被纳入到欧美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早日去了解这个社会的名分世界。

在壬午军乱之后，韩—清之间的宗属关系更加得到加强。传统的宗属关系不过是立足于传统儒教圈秩序的一种主从关系，如今清国要强加给朝鲜的却是近代国际法秩序上的宗属国地位。在李鸿章的周围，甚至出现了要将朝鲜编入东三省即满洲的极端主张，其代表人物就是张謇（1853—1926）、邓承修（1841—1892）、张佩纶（1848—1903）等[84]
 。其实，当时有淮军六营计三千名兵力驻扎朝鲜，清国已经在对朝鲜行使绝对的影响力。因此，对于开化派人士而言，壬午军乱之后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援用万国公法的逻辑来打破清国的上述绝对控制局面。于是，朴泳孝、金玉均、金晚植、徐光范等人在赴日本处理壬午军乱善后问题之际，广泛接触驻扎东京的英、俄、美各国公使，试图努力摆脱清国的控制。

他们曾访问驻扎东京的俄罗斯公使罗森（Roman Romanovich Rozen），在1882年11月13日（俄历11月1日）罗森致外长基尔斯（N.K.Girs）的报告中就收录了他与朴泳孝、金晚植、闵泳翊、金玉均的会谈内容。这些人都对清国的干涉表示愤怒，指出清军前来镇压壬午军乱绝不是根据朝鲜方面的请求，而是李鸿章的擅自行动，并对韩清关系进行了冗长的解释。他们指出“朝鲜是完全的自主独立国家，绝不是西欧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宗属国家”，并强调韩清关系只是通过“精神方面的关系如相同的宗教以及文字、历法”等来维系[85]
 。他们认为，只有朝鲜与俄罗斯不经清朝的干涉或者中介，而是通过直接交涉来尽早签订条约，才能保障朝鲜的独立与自主。对此，罗森从个人意见的角度指出俄罗斯也愿意与朝鲜友好，因此应当进行直接的会谈[86]
 。

朴泳孝一行在11月还曾访问驻扎东京的美国公使宾厄姆（John Armos Bingham），请求尽早批准朝美修好条约[87]
 。他们又访问了东京的英国公使馆。由于近来英国外交档案的公布，可以从中了解到他们与英国公使的接触内容。1882年12月29日，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曾向外相格兰维尔（George L.G.Granville）发出了一份长篇报告，其中报告了24日朴泳孝来访以及巴夏礼于26日回访朝鲜使节期间有关朝鲜局势的会谈内容。当时，巴夏礼对朴泳孝指出：“正如此前的会谈所曾指出的那样（as I had told him in our previous conversations）”[88]
 ，英国政府对于是否批准1882年6月签订的所谓韦力士[89]
 （George Willes）条约持审慎的立场。关于其中提到的“此前的会谈”则称详见1882年10月24日两份电报，而这两份电报在近年出版的《英国外交文书集》（1984）中也没有公开。

根据巴夏礼的上述报告，朴泳孝曾经多次会见了巴夏礼。朴泳孝指出《商民水陆贸易章程》[90]
 是在清国的片面压力下签订的，尚未得到国王的批准，而巴夏礼的报告如实引用了朴泳孝上述冗长的谈话内容。[91]
 朴泳孝在依次指出了上述的贸易章程不过是由清朝强加给朝鲜、清朝将条约的内容拟定为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朝鲜、如今清朝干涉朝鲜的内政与外交从而试图将朝鲜完全变为宗属国等问题，最后指出“对于清朝行为的残暴无理，我简直是无法自已的愤怒”。

当时，巴夏礼所坚持的是如何让英国也能享受像《韩清章程》[92]
 那样的特权尤其是5％的关税，从而反映了英国外交专注于追求实际利益的真实面目。对于巴夏礼应当签订一份新条约的主张，朴泳孝从个人意见的角度回答道，如果英国不经过清朝而进行直接交涉，朝鲜会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巴夏礼对朴泳孝的印象是十分贤明的人士，朴泳孝则即将离开日本，并推荐了金玉均作为自己不在日本期间的“联络渠道”。

1883年1月1日，金玉均访问了巴夏礼。金玉均也是像朴泳孝一样要求尽早批准韦力士条约，而巴夏礼还是主张要签订新的条约。对此，金玉均询问新的条约能否保障朝鲜的独立，巴夏礼则回答独立有诸多因素，而签订新的条约当然也就保障了朝鲜的条约签订权利。巴夏礼认为金玉均显然是相信了自己的上述话语[93]
 。

自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试图接受西洋公法秩序的改革和及作为其反作用而出现的壬午军乱之逆改革以及在军乱善后过程中再度出现的改革，朝鲜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国际政治危机。首先，清国的对韩半岛政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试图将传统事大秩序下的朝贡关系转变为近代国际法上的宗属关系，其具体表现便是1882年10月签订的《清韩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当时，正是朝鲜与西方势力签订条约，以期建立一个平等国际政治秩序的时期。因此，当时的执政者们不能不苦恼于如何克服这种二律背反的现实。开化派人士与外国公使们的上述谈话中，也是集中反映了这样一种苦恼。

问题在于要在两条道路之间做出抉择，是与主张宗属之清朝势力断绝关系，还是在这种国际政治现实的基础上积极接受西洋国际政治秩序？选择前者就必然要走向革命，从而意味着走向甲申政变[94]
 ，至于后者则是将上述二律背反的现实接受为“两截体制”并进行改革的路线。对此，后文将有详述。此处先要考察一下在上述畸形的国际政治现实下仍试图去了解西洋公法本质的正式努力，即《汉城旬报》与《汉城周报》的内容。

4.《汉城旬报》《汉城周报》与万国公法

《汉城旬报》创刊于1883年10月31日，到1884年10月9日的第三十六号为止，是因为甲申政变而被迫停刊。《汉城周报》则是创刊于1886年1月25日，到1888年3月12日的第一百二十六号为止。试看《汉城旬报》与《汉城周报》有关万国公法的记载内容。

《汉城旬报》在创刊号的序文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事大秩序已经瓦解，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已经到来：

“禹鼎示象，周官辨土，要荒之外，概不及焉。盖以山川限隔，书轨不同，匪可德孚，而力致此，先王所以不勤远略也。今风气渐开，智巧苍长，轮舶驰驶环瀛，电线联络四土，至于定公法，修聘问，筑港埔，通交易……”[95]


换言之，在传统的事大秩序之下，“九服”之外的野蛮人自然无须去关心，如今那样的时代早已过去，整个世界都已经通过《万国公法》而相连接，因此时务者亟须了解这样的局势。为此，《汉城旬报》宣称最为紧要的任务就是要了解新的国际政治秩序的本质，其创刊号也是首先介绍地球并逐一介绍了世界各大洲与大洋。关于《汉城旬报》与《汉城周报》有关万国公法的态度，试按照如下几项加以分别考察。

首先，有关国际法本质的文章[96]
 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些文章的突出特点，就是全部基于公法尽管重要却必须依赖于国力的共同认识。《汉城旬报》第三十四号（1884年9月19日）的《公法说》就对公法做出了如下的定义：

“昔我东洋诸国，皆自守一邦，不务远略，经邦之责，只重内政，而外交则未之遑也。迨至今日，万国相通，事务日剧，许多关系，比内政稍烦，不有法而处之，则层叠凡务，不可排解。是以欧美法律家裁成一书[97]
 ，推行于天下，谓之公法。谓之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焉，谓之法者，各国恪遵，与律法一体，是之谓公法。且其制非由一国，亦非一世，乃各国之人，历代往来，习以为常，及各国大宪审断之公案，他国援以为例者，与各国名士论定是非，阐明义理，使后世悦服，三者相参，所法始成。”[98]


该文有关公法的定义及其渊源的内容，其实是出自《公法便览》与《公法会通》的凡例[99]
 。《汉城旬报》和《汉城周报》的文章都是在指出有关公法知识的必要性的同时，强调援用公法需要有国力的支持。《汉城周报》第十七号（1886年5月24日）在《论西日条约改证案》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日本与西方改订条约的问题：

“虽有条约之义而不便于我，则强者独能夺理以为辞，虽有公法之力，而弱者不敢援例以为证，所谓条约也公法也，适足为富强者恕己克人之具，亦不过为富强者藉辞占便之方也。呜呼！自欧人东渡以后，虽云结条约奉公法，而究其所行，无非凌侮我要挟我，是可谓结条约而立天下之信，奉公法而行天下之公乎？”[100]


这篇文章接着论述了法权即治外法权与税权即自主课税权的丧失问题，并从相当近代的视角批判了与西方势力所签订之各条约的不平等性。当时，正是朝鲜因英国占领巨文岛而遭到主权侵害的时期。1885 年4月英国占领巨文岛之后，交涉通商事务衙门督办金允植于5月20日（农历四月七日）致电英国驻华代理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or），声明巨文岛为朝鲜重要的地方，因而断然不能接受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占领该岛的要求。同一天，他还给驻扎汉城的英国副领事贾礼士（William R.Carles）发去了抗议函。关于上述史实，详见后文。

其次，还可以看看对当时开化派人士产生相当影响的有关均势的说明。《汉城旬报》第五号（1883年12月9日）有关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三国同盟的文章《奥普意三国同盟》，就对均势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其内容也主要是依据《沪报》。该文通过解说1882年5月20日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指出了均势的核心所在：

“今欧洲建国者十有五，虽有大小之异、强弱之殊，皆不甚悬隔，故或两国交战，则诸国多助弱小，使一国无至于偏强，即万国公法所谓均势之法是也。”[101]


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说明内容可以说是相当熟悉和亲切，因为在《万国公法》等许多书籍中已经有过类似的内容。如前所述，丁韪良就是因为想到东洋人应该对这种均势逻辑感到十分亲切，所以在翻译《万国公法》之际添加了原著中所没有的相关内容。《万国公法》卷一第十节在说明土耳其依靠欧洲各国之间的均势而得以维持独立的一段内容之后，又添加了惠顿的原著中所没有的如下内容：“所谓均势之法，乃使强国均平其势，不恃以相凌，而弱国赖而获安焉，实为太平之要术也。”[102]


此外，有的文章还强调了外交的重要性，如《汉城周报》第三十一号（1886年10月4日）有关选任外交官之重要性的文章《论外交择其任》。该文指出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重视出国之使与守边之将，从而说明了内守与外交的重要性。或曰既有公法与条约便可放心，而从越南与缅甸之例来看，内政与外政之不善，都会走向亡国之路。即便在制度层面，外国之例也是重视外交衙门如同财政衙门，因此外交衙门所录用的人才应是熟悉“地球各国之地理、政治、风俗、物产以至古今之和战、通商之利弊”，而且能够“临机应变也，达时进退也，与夫外国语言文字，无不俱试而并验”[103]
 。同时，该文也指出目前在我国派驻使臣的国家已经有六七个，因此我国也应向这些国家派遣使臣。该文结尾部分的内容也十分值得关注，指出“今之纵谈开化者，徒把其名，而实则蔑如，谓识时务事，然遇事则动辄偾误”[104]
 。此处所警告的是，尽管在当时开化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话语，而真正正确地了解外国文化的人却是少之又少。这是距今一百年前的文章，而此后一个世纪以来韩国对外认识的水准其实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

《汉城旬报》第三十四号（1884年9月19日）的有关局外中立的文章《论战国与局外交际之例》[105]
 ，也是值得关注。该文其实是照搬了《公法便览》的相关内容[106]
 ，其中详细说明了局外中立、永久中立以及中立国的权利与义务。当时正是中国与法国在越南进行战争的时期。因此，《汉城旬报》的编者们应该是想到了要宣传并思考当时的战局将对朝鲜产生怎样的国际法影响，以及如何应对这种影响的问题。

此外，也有介绍国际法特殊制度的文章。《汉城旬报》第三号（1883年11月20日）的《美瑞两国共设调停法》一文，就详细地介绍了美国与瑞士共同设立的调停委员会的情况，同时还简单介绍了设立国际法庭以实现永久和平的运动，以及有关军备控制的动向。这一期还有介绍美国与比利时有关引渡罪犯协议内容的文章[107]
 ，又转载了《万国公法》有关战争开始以及公使召回的内容[108]
 。

《汉城旬报》与《汉城周报》有关国际法的文章是接受了此前早已出版的《万国公法》《公法便览》以及中国报纸刊载文章的影响，因而根本上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公法观。不过，应该看到，《汉城旬报》与《汉城周报》对西洋公法在朝鲜的普及与接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　“两截体制”与西洋公法

1.甲申政变

所谓“两截体制”是用来表现1882年壬午军乱以来，直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为止的近十年间朝鲜所处的独特国际政治地位的一个概念。这一用语出自后文将要详细考察的俞吉浚著《西游见闻》的《邦国之权利》篇，是指当时朝鲜同时处于两种形态的国际政治秩序之中。朝鲜对于清国的关系是朝贡国，对于其他国家的关系则是近代国际法秩序，因此朝鲜处于同时受到事大秩序与近代国际法秩序支配的特殊状态。其实，早在壬午军乱之后，朝鲜就已经开始了这种“两截体制”，甲申政变则是要打破这种畸形秩序的一种尝试。在甲申政变失败以后，朝鲜朝廷所面临的课题就是一方面在表面上承认这样一种畸形的秩序，另一方面实际上开展自主的外交。

首先，来看看壬午军乱之后出现的两截体制的国际政治现实。关于当时的情况，此前已经有过简单的论述。自从壬午军乱以来，清军三千人驻扎在朝鲜，北洋衙门甚至出现了要将朝鲜编入东三省的强硬主张，汉城的政局自然也是由清国所派遣的顾问以及亲清势力所控制。掌管外交的有作为外交顾问而派遣的马建常[109]
 ，掌管新设立的海关的也是作为顾问而派遣的穆麟德（P.G.von Möllendorff）[110]
 ，而亲清势力则在清军支持下同时掌握了财政权。当时财政的最大来源就是铸钱权，亲清势力就独占了这一权力。当时，朝鲜共有三处铸钱所，其中汉城三清洞的铸钱所是由闵台镐[111]
 掌管，平壤是由闵应植[112]
 掌管，江华岛铸钱所是由赵宁夏来掌管。

他们又借口要克服财政困难而强行铸造所谓“当五钱”[113]
 ，不仅引发了通货膨胀，同时在政治资金问题上给开化派造成了重大的打击。金玉均在其《甲申日录》开头部分提到的他与穆麟德之间有关当五钱的激烈争论，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理论纷争。

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之下，开化派人士编练新式军队、派遣日本留学生以及创办《汉城旬报》等近代报刊，从而积极应对新的国际政治秩序的诸多努力，理应得到高度的评价。壬午军乱之后访问日本的朴泳孝在1883年2月出任汉城判允[114]
 之后，积极推行编练新式军队等一系列的开化政策，却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排斥，结果被贬为广州留守[115]
 。不过，他依然强调设立特别军营的必要性并获得了高宗的同意，于是在汉城后营的基础上组建了大约一千人的新式军队。《汉城旬报》第七号（1883年12月27日）的文章，就报道了高宗检阅在广州受训的500名士兵后称赞他们的训令及武器与日本军队并无差别的消息[116]
 。至于派遣留学生，则是由金玉均筹措资金来进行，到1883年初以及同年7月，已经有相当多的留学生进入日本户山陆军士官学校以及庆应义塾去学习。另一方面，《汉城旬报》尽管是采取官报的形式，却在介绍世界各国情况并提高对新世界秩序的认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如前述。

在上述的国际政治环境下，金玉均、朴泳孝等开化派人士以断绝对清关系为大前提而付诸实践的甲申政变，理应得到高度的评价[117]
 。总之，《甲申日录》[118]
 1884年12月5日条所记十四条政纲的第一条就是“朝贡虚礼议行废止”[119]
 。由于当初山边健太郎怀疑这个政纲的真实性，李光麟教授还曾引用许多资料予以反驳。当时，日本人井上角五郎曾作为福泽谕吉的手下而常驻汉城，因而他的记录被认为是相当可信的，有关他的传记中就有如下的内容：

①将国王殿下改称为陛下，“传”改称为“敕”；

②对支那则废除岁聘之礼。向支那派遣全权大使，以告我国独立之事实，并请求放还大院君……如此以图确立俨然独立国之基础，并维持其体面。除上述条项之外，还起草了一份附带的奏文。派遣支那的使臣则拟任金允植[120]
 。

有关甲申政变政纲的其他资料，也都提到了要断绝与清国的关系。由此可见，在当时国际政治环境下，主导甲申政变的人士们认识到朝鲜要成为一个自主的行为者，最重要的就是与一直强迫朝鲜隶属于自己的清国断绝关系。将这样一种认识付诸现实政治世界的实践，当然应该得到高度的评价。

2.巨文岛事件与欧洲公法的本质

正如此前已经多次指出的那样，自从壬午军乱之后宣布正式编入西洋公法体系以来，朝鲜所遭受的公法方面的损害显然要多于公法的保护，而这种现象在甲申政变之后则更加严重。随着朝鲜被正式卷入世界政治的旋涡，也就沦为近代国际政治所特有的权力政治的对象，同时在东北亚国际政治结构中，朝鲜再度陷入了与壬午军乱之后相类似的处境。

为处理甲申政变的善后问题而签订的1885年4月18日中日《天津条约》，规定驻扎朝鲜的清军与日军同时撤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壬午军乱以来清国在军事方面的优势。然而，清国在外交领域对朝鲜则可以说是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其突出事例则有：（1）清国驻扎朝鲜公馆的特殊地位；（2）在条约与协定中插入表示朝鲜与清国之间特殊关系的内容；（3）清国干涉朝鲜派遣外交使节的地位与资格；（4）清国掌管朝鲜海关等[121]
 。

因此，当时日本对朝鲜政策的最大希望就是要获得与清国一样的发言权。1885年6月10日井上馨外相致驻扎清国公使榎本武扬的训令[122]
 ，就是共有八条的所谓朝鲜共同保护论，其具体内容如下：

①由李鸿章与井上馨秘密协商朝鲜外交问题，做出决定之后再由李鸿章照办；

②内官不得参与政治，国王应与大臣商议以执掌国政；

③选择朝鲜大臣之中最为忠贞者委任国政。在任用这些人时，国王要首先获得李鸿章的同意，李鸿章再与井上馨商议。金宏集、金允植、鱼允中诸人，皆可托以国事者也；

④外交、军事、内务等重要国务，均要委任给这些大臣去办理；

⑤选美国之有才者一人，令朝鲜政府委用，以取代穆麟德；

⑥更换驻扎朝鲜的清国大员（意味着撤换陈树棠）；

⑦上述美国人及清国大员在赴任之前，要访问井上馨；

⑧将来驻扎朝鲜之清国大员，须与日本公使密切协商处理诸事。

然而，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正是有利于清国积极推行对朝鲜政策，因此当然不可能去接受日本方面的上述提议。当时，英国出于抵御俄罗斯势力的立场而支持清国在韩半岛扩张其势力，俄罗斯也是要努力落实在朝鲜与清国保持步调一致的《天津协议》。这样一种局面，是当时英俄两国在世界各地尖锐对立的世界政治格局反映到东北亚的结果。

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下，李鸿章幕僚的少壮派中出现了韩半岛积极论、派遣监国大臣论，甚至合并朝鲜论[123]
 ，其情形与壬午军乱之后十分相似。于是，清国开始将重新寻求宗主国作用的政策付诸实践。1885年8月26日，袁世凯带着“驻扎朝通商交涉事宜”的职衔护送大院君而来到汉城[124]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西洋公法对于朝鲜的知识分子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当时的朝鲜再度卷入了世界政治的旋涡，这就是巨文岛事件（1885年4月—1887年2月）。英国占领巨文岛，是英国海军出于为准备与俄罗斯的战争而确保前进基地的长期战略付诸实践的结果。至于占领巨文岛的具体构想最早出现在《英国外交文书》，可能就是1875年7月20日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致外相德尔比（Edward Stanley Derby）的密电[125]
 。当时，正是朝鲜与日本因为建交问题而出现纷争的时期，因此想要趁机占领巨文岛。日本与俄罗斯甚至德国已经在侦察朝鲜沿岸，因此必须要占领巨文岛，何况当时的俄罗斯与德国不仅没有侵略朝鲜的实力，也没有那样一种军事上的需要。当天，巴夏礼再次发出电报，主张占领巨文岛。

同一天，正在日本横滨的莱德尔（A.P.Ryder）副司令也向海军部提出了主张占领巨文岛的报告，其中指出朝鲜是一个未开化的国家，因此不需要任何有关占领的仪式（ceremony）[126]
 。这就是本书第一章所曾指出的19世纪欧洲公法的本质，也就是薛福成所揭露的“公法之外”。对于来自当地的上述建议，德尔比外相在8月3日致巴夏礼的密电中予以回绝，并指出英国政府不能去占领没有任何所有权（title）的地区[127]
 。其实，英国外交部所反对的只是占领的时机，而不是其军事上的必要性。在1875年之际，英国与俄罗斯军事冲突的威胁，还没有达到需要去占领远在地球另一面的巨文岛的程度。到1885年时，情况已是大不相同。当时，英国与俄罗斯由于阿富汗问题而面临着军事冲突的危险，英国海军部遂开始实施了此前准备已久的占领巨文岛计划。

如此冗长地考察甲申政变后的八条建议以及巨文岛事件，意在指出朝鲜已经处于陷入国际政治旋涡的重大危机。试图将传统事大字小转变为近代国际法原理的清国政策，与为准备与俄罗斯的世界政治性冲突而要将朝鲜变为军事基地的英国的政策恰相契合，朝鲜遂处于一方面要实施事大政策，另一方面还要并行自主外交的极其艰难的处境。

清国与英国之间为解决巨文岛事件的交涉，分别开展于伦敦与天津两个地方。在伦敦的交涉是由清国驻英公使曾纪泽负责，而曾纪泽无论在个人角度还是政治上都是属于事大字小的宗主意识十分彻底的人士，与英国的交涉当然也是秉持这样的立场[128]
 。李鸿章却反对曾纪泽关于暂时默认英国占领而获得其承认清国对朝鲜宗主权的立场，坚持不能承认英国的占领，同时要趁机加强宗主国的立场。

至于朝鲜与英国在汉城开展的交涉，则具有如下的几点特征。英国方面利用了连接伦敦—北京—汉城的渠道，即汉城的阿须顿（William George Aston）总领事是根据驻扎北京的英国代理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er）的指示来开展交涉。不仅如此，英国方面一开始就没有把与朝鲜的交涉放在心上，其重点仍在于与清国的交涉，在通报占领的时候也没有最早通报当事国朝鲜。早在1885年4月17日，英国政府就已经指示各海外公馆向所驻扎国家通报占领的事实，却到4月23日才指示驻北京公使馆要通报朝鲜，而这一指示到达汉城则已是5月19日。与朝鲜的交涉，实际上是英国方面由于李鸿章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

然而，朝鲜的反应出乎意料地强硬和具有说服力，使英国政府也感到了惊讶。当时，朝鲜的外交反应大体有如下的三次：（1）在收到英国方面通报第二天的5月20日发送英国政府及各国公馆的文书；（2）朝鲜政府早在得到英国通报以前就已经了解到占领的事实，并为进一步确认此事而派遣严世永与穆麟德前往巨文岛，他们在考察巨文岛现场之后，向停泊在日本长崎的英国海军当局提出了抗议文件；（3）由于与英国方面的交涉久无结果，6月25日朝鲜政府再次向各国公使馆发出了文件。

5月20日交涉通商事务衙门督办金允植致欧格讷代理公使的抗议内容，就是十分强硬的语气：“查该岛系我国地方，他国不应占有，于《万国公法》原无此理……岂知如贵邦之敦于友谊，明于公法，而有此意外之举耶？”在同一天发送各国公使馆请求支持的公文中，金允植则是要努力唤起国际舆论的关注：“（此）事出意外，实公法之所不许，本大臣实深慨叹，贵公使视英国所为果何如耶？”不仅如此，严世永和穆麟德还曾去过巨文岛，在当地就已经对英国六艘军舰进驻该岛并在巨文岛陆地悬挂英国国旗提出了抗议。

于是，英国政府感到了惊慌，终于在5月22日下令驻北京公使馆准备与朝鲜进行交涉。然而，金允植与阿须顿的交涉却因租借巨文岛及设立煤炭补给站等问题而决裂。到6月26日，金允植再度向各国公使馆发出与5月20日相同内容的公文，试图寻求国际舆论的支持。由于汉城的交涉未能取得进展，交涉的地点再度转移到了天津。由于阿富汗问题的解决以及与俄罗斯的战云已经消失，直接占领巨文岛之后也发现该处的军事要塞价值其实不大，因此英国政府遂开始致力于获得撤出巨文岛之后的外交补偿，在天津的交涉当然也就失去了意义。

在不同文化圈的接触与冲突过程中，弱小国家的立场尤其要面临许多的挑战，如果其地理位置处在世界政治上的纷争区域则更是如此。尽管在壬午军乱之后就已经宣称要编入公法秩序，朝鲜的国际地位却是被逐步设定为远离公法所谓自主与独立的方向。到1886年8月，清国甚至决定废黜高宗并要付诸实行[129]
 。正是为了打破这样一种窘困局面，朝鲜朝廷才开始在以夷制夷和均势上寻找出路，于是出现了与俄罗斯的密约事件，以及向美国派遣使节的问题[130]
 。不过，这一切的政治性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

关于1882年以来朝鲜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已如上述。应该看到，即便在如此惨淡的环境下，也曾出现过为使朝鲜成为近代国际法秩序之中的一个自主的行为主体而建立理论框架的悲壮努力，下面要接着考察的俞吉浚就是其中一人。

3.俞吉浚

杞溪俞氏出身的俞吉浚（1896—1914），号矩堂，有关他的生平已详于史学界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此处仅做简要介绍。众所周知，他不顾家族之间的冲突，通过朴珪寿[131]
 的指导而了解到西洋事情，到1881年随绅士游览团[132]
 访问日本，并进入庆应义塾而成为最早的留学生。后来，他又随为处理壬午军乱善后而访问日本的朴泳孝一行而回国。1883年，他成为统署[133]
 主事[134]
 ，负责新闻发行事宜，同年7月则随闵泳翊[135]
 访问美国并留在那里，成为韩国最早的美国留学生，直至1885年7月。在听到甲申政变消息之后，他决定回国，并在1885年底回到汉城，之后就被幽禁在捕盗大将韩圭卨的家中，直至1892年11月，著名的《西游见闻》一书就是撰著于此次被幽禁期间。到1894年，他被恢复官职并官至内务大臣，却因1896年2月的俄馆播迁[136]
 事件而再度踏上了流亡日本之路。到1902年，由于拥立义和君[137]
 的逆谋事件而被流放到小笠原八丈岛。到1907年纯宗[138]
 继承王位后，他回到了韩国，晚年主要从事教育振兴事业。

俞吉浚在甲申政变之后为克服朝鲜所面临的国际政治考验，给后世留下用近代的语言来撰写的诸多著作，理应得到高度的评价。总体说来，他的著作不无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有时还能发现十分亲日或亲华的内容。不过，他毕竟不是学者，而是一个政治家。因此，对于他的文章，首先要考虑的是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动机来撰写。他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反映其有关国际政治与国际法态度与立场的著作主要如下：

（1）《西游见闻》：1889年完成，1895年出版于日本[139]
 。有些研究者贬低这一著作称主要是转抄了日本福泽谕吉《西洋事情》的内容。然而，应该充分考虑到俞吉浚是在被幽禁于捕盗大将韩圭卨家中的极其不自由的环境下，利用十分有限的资料而撰著该书的事实。而且，还应注意到其中有不少他自己独创性的观点，详见后述。

（2）《答清使照会》《再答清使照会》《三答清使照会》：由于清国的干涉，被派到美国的使节朴定阳不得已于1889年8月20日（农历七月二十四日）回国，其理由就是没有遵守所谓“另约三端”[140]
 。朝廷则委托当时正隐居在翠云亭（位于今首尔嘉会洞的闵泳翊别墅）俞吉浚草拟外交文书，俞吉浚遂起草了致袁世凯的上述三份照会稿。

（3）《世界大势论》：1883年撰写的有关世界局势的文章，尽管是草稿的形式，却是十分重要，其中有关“开化殊异”、“自由大略”等条的内容尤其值得关注。

（4）《中立论》：该文撰写于1885年，是反映其有关国际政治态度的十分重要的著作。

（5）《国权》：是他在1885年回国后就被软禁的初期撰写的一篇短文。或有认为该文系《西游见闻》中“邦国之权利”部分的草稿，两者的内容相一致，其实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有着相当的差异，详见后述。

（6）《竞争论》：这篇文章也是撰写于回国初期，受到了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俞吉浚在1881年至1882年留学日本期间，正是日本流行进化论之际，到1883年留学美国时还曾得到进化论者摩尔士（Edward Sylvester Morse）的指导。

（7）《言事疏》：1883年2月被任命为统署主事后提出的上疏，在外交方面特别警告俄罗斯的威胁，从而反映了当时相当普遍的防俄论。

（8）各种翻译作品的解题：俞吉浚先后翻译过如下的五篇著作。

（a）《政治学》：原是德国学者拉特根（Karl Rathgen）在东京帝国大学的讲演，由李家隆介与山崎哲藏翻译为日文，俞吉浚将其日译本再翻译为国汉文混用体。至于其翻译的时间，则不详。

（b）《英法露土诸国哥利米亚战史》：1908年由汉城徽文馆出版，内容为1854—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史，是翻译的1895年版松井广吉的著作。

（c）《普鲁士国厚礼斗益大王七年战史》：同年由汉城日韩印刷株式会社出版，内容为普鲁士腓特烈七年战争（1756—1763）的历史，是翻译的1896年澁江保的著作。

（d）《波兰衰亡战史》：未刊稿。

（e）《伊太利战史》，也是未刊稿，而（d）与（e）两部未刊译稿都是翻译的1895年澁江保与松井的日文著作。俞吉浚翻译这些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给像朝鲜这样的弱小国家如何在以权力政治为主的国际社会生存提供借鉴。

接着来看他在上述著作中所表现的有关国际法、国际政治的态度。众所周知，他的代表性著作就是国汉文混用文体的《西游见闻》，而《西游见闻》计二十篇中的第三篇《邦国之权利》就是十分重要的文章，因为这一内容并不见于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是俞吉浚具有独创性的优秀文章。他在序文中已经指出撰写该文时曾经参考《万国公法》，此外还应参考了1888年2月出版于上海的德尼（Owen N.Denny，1838—1900）[141]
 著《清韩论（China and Korea）》，尤其是其中有关宗主国与朝贡国关系的内容[142]
 。这一部分是《邦国之权利》一文的核心内容，而《万国公法》与《清韩论》无疑应该是其主要的参考资料。尽管该文的基础是俞吉浚在1885年用汉文撰写的《国权》，而两者的内容却很不相同，因为在《国权》一文中甚至还没有出现后来经常被人引用的俞吉浚的“两截体制”概念。

在《邦国之权利》中，首先指出不受别的国家管辖是国家最高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则有如下两种[143]
 ：

一曰内用之主权，国中一切政治及法令，自遵其政府之立宪，二曰外行之主权，以独立与平等之原理保守与外国之交涉。缘此，一国之主权，不论其形势之强弱、起源之善否、土地之大小、人民之多寡，但依据其内外关系之真正形象而断定。只要不犯天下邦同有之权利，且自行作为其独立自守基础之其主权之权利，则各邦之权利以互系之职分而同一虽存。[144]


俞吉浚在这里指出，无论国力之强弱与国土之大小，只要在其内外关系上不受他国的统制，就是拥有主权的自主独立国家，从而表明他已经准确地理解了近代国际法的出发点。当时的国际法理论都是认为主权分为内外两种主权，如《万国公法》就称此为在内之主权、在外之主权。[145]
 这些内容也不见于此前的《国权》。接着，俞吉浚说明列举为主权内容的七项权利，并指出缺乏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无法成为独立国，[146]
 亦即强调了主权的不可分离性。因此，尽管“大国亦一国，小国亦一国，国之上无国，国之下亦无国”，在现实中却是弱小国为守护本国，或是接受他国的保护，或是交纳贡物，只要不受到他国的统制，就不能说是损害公法上的主权，实际上是已经在区分朝贡国与属国了。

“大概属国须一遵其所服事之国之政令制度，于内外诸般事务全无自主之权利，赠贡国则欲免强大国之侵伐，自思其形势之不敌，虽不合本心，仍遵守约章，赠遗贡物，至其享有之权利之程度，犹存独立主权。故赠贡国得以行使诸多其他独立国保有之诸权，乃世界中之一堂堂独立主权国，而属国无结约之主权。赠贡国可与其他独立国议定同等之修好航海及通商诸约，而属国除领事之贸易事务官外，甚至无派出总领事之权。赠贡国凭遵其订结之约款，可向缔约诸国派聘各级使节，有宣告交战及决和之权，而属国则无此。赠贡国当邻邦构兵之时，有中立之权，而属国向其所服事之国则无此权。赠贡国与其受贡国有互派使节及领事之权，而属国向其所服事之国则无此权。此诸条其异同悬殊，万国公法乃掌守邦国发达之事体，且卫护弱国之权利，使主权归于一致者也。”[147]


接着，俞吉浚进一步强调了如下的若干问题：即便在强大国的一时胁迫之下形成了不平等的关系，只要弱小国家不予以承认则绝不能成为其属国；即便弱小国家的无知官僚主动承认了属邦体制，其行为并不具备法律效力；朝贡关系系规定两国之间交涉的礼度与法礼，对此他国不能干涉；受授贡物与公法上国家的权利并无任何关系。因此，具有朝贡关系的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属关系，而且该两国之间的关系与该两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相互重叠，即所谓两截体制。换言之，朝鲜与清国的关系是同时有朝贡关系与近代国际法关系的一种特殊关系，朝鲜并不因为这种特殊关系而成为属国，而是一个堂堂的独立国家，详见他的如下表述：

此之谓赠贡国之体制，向受贡国及诸他国为前后之两截，而受贡国之体制，对赠贡国及诸他国，亦为前后之两截。诸国于受贡国及赠贡国之两截体制一视同仁，又为何故？乃不顾形势之强弱，只管权利之有无而已。强国之妄尊，自有公法之讥刺，弱国之受侮，则有公法之保护。故如此不一偏滞之公法之不行，乃弱者自保之道，至助成强者恣行骄习之公法，则不设一条也。[148]


俞吉浚所要强调的，就是尽管朝鲜向清国进行朝贡，却绝不是近代国际法所说的属国。这样一种近代的认识，当然并不仅限于俞吉浚一人。如前所述，1882年9月朴泳孝一行与英国驻东京公使的谈话以及同年11月与俄罗斯公使的谈话，都在表明开化派人士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传统事大秩序与近代国际法秩序之间的本质区别。然而，将这种认识通过“两截体制”的概念加以理论化，并用近代语言来表现朝贡关系与国际法关系，俞吉浚却是第一人。因此，俞吉浚的《邦国之权利》，从国际法角度上也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一篇文章。将这个“两截体制”的概念适用于现实外交的世界，则是致袁世凯的照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份照会[149]
 。尽管俞吉浚在此处并未使用“两截体制”一词，却是极有条理地解释了朝鲜与清国之间的事大秩序以及朝鲜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

有关公法的另一篇重要著作则是1883年撰写的《世界大势论》。该文指出，当今世界是以公法相维系，因此不能再像古代那样毫无理由地兴兵，平时也有维护国家之间和睦的相关法律，进而介绍了条约、公使、领事等概念：

“各国互结约束，坚守其和亲，以便利其交易者，谓之条约。条约既结，由此国派遣全权之一人在留其都府，以商议交际事务，此之谓公使。”[150]


同时指出，如果因为无知而袭击外国公馆，根据公法的原理，要支付对被害国家的赔偿以及对被害者家属的赔偿即恤银，这当然是指就在此前一年发生的壬午军乱。另外，在外国交易场所负责保护本国商人及掌管交易等事宜之人称为领事即“？？？”，公使须一人而领事则有多人。俞吉浚提到此后还将对此另有详述，从而表明曾经计划撰写有关公法的正式著作。

《世界大势论》中的《自由大略》条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其中介绍了公法有关国家基本权利的内容。他国之人在国内则要适用国内的法律，此之谓“一国主裁权”，不受他国之干涉则称“一国独立权”，无论大国、小国一律同等则称“一国同等权”，合此三大权为一国之权力，已见于所有新闻论说及著作。因此，当今之世称为“人权国权世界”。然而，我国的现实却是由于治外法权及丧失税权、外国公使率兵权等，而已经失去了上述三大权。俞吉浚认为朝鲜至于如此境地是由于缺乏兵力，因而主张富国强兵论。

《世界大势论》中的《开化殊异》条也很重要，该文反映了俞吉浚的历史发展观。尽管在其《西游见闻》中也曾有过“开化之等级”的内容，却是针对个人层面的开化而言，至于“开化殊异”的特点就在于从国际政治层面来阐述了这一问题。俞吉浚认为，开化的等级分为四个阶段：（1）野蛮；（2）未开化，即游牧民；（3）半开之国，即亚洲东部、亚洲西部、波斯、土耳其等，这些国家的特点就是固守古法，自以为世界第一而视他国为夷狄；（4）文明国家，欧洲国家与美国。这些国家尽管号称文明国，并非文明之极乃至真文明，至于将来哪一个国家能够进入真文明阶段，则无人知晓[151]
 。换言之，尽管目前是欧美列强在统治整个世界，至于未来国际社会的形势则是任何人都无法断言。那么，如何才能跨越上述的几个阶段？俞吉浚认为，上述四个阶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思考外国文化之长短并迅速汲取其长处，扩大竞争之范围[152]
 ，引导国民成为“开化之主人”[153]
 ，便是一条捷径[154]
 。此处他又回到了教育论。

1885年撰写的《中立论》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当时，在开化派人士之间，朝鲜的中立化方案似乎很是流行，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能够保障朝鲜独立的最佳方案。1886年7月7日金玉均致李鸿章函中，就提到了中立问题。该函的内容为大胆地谴责袁世凯与李鸿章为派遣刺客池运永到日本来暗杀自己之主谋，并发表于同年7月15日的《东京日日新闻》而引起了相当的反响。在该函中，金玉均警告李鸿章身为一国之大臣，不要介入派遣刺客之事，而应致力于寻求真正的和平，进而提出：

“然则，阁下何不推尊大清国皇帝陛下为天下之盟主，布公论于欧美各大国，与之连续，立朝鲜为中立之国，作为万全无危之地？”[155]


早在撰写这篇《中立论》之前，俞吉浚就已经在关注中立问题。1884年12月27日，他在纽约写给自己的老师摩尔士（E.S.Morse）的信中已经指出：

“读到此间报纸关于驻韩德国公使已经接到有关韩国事态之电报的消息后，才得以安心。今天早晨读到了刊载这一消息的报纸，我认为此事与教授您的理论也是大有关系。”[156]


李光麟教授认为，此处所谓有关韩国事态之电报云云，应是指卜德乐（H.Budler）[157]
 的朝鲜中立论。[158]
 通过该函的上述内容，可以了解到摩尔士早就对俞吉浚指出过成为中立国不失为朝鲜的一个对策。至于在1885年撰写的《中立论》的一大特点，便是强调了中国的作用，从而与也是在这一时期撰写的《西游见闻》中《邦国之权利》部分对于清国的态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该文的内容首先指出中立分为“恒久中立”即永久中立与战时中立之两种，并对此进行了说明。接着，指出目前在欧洲有比利时与“发佳利亚”（保加利亚）两个中立国或中立区域，尽管公法认为只有自主之国才能拥有中立权，而“发佳利亚”虽然是一个向土耳其交纳朝贡的小国却仍不妨成为公法上的中立国。至于“发佳利亚”能够成为中立国，是因为列强要阻止俄罗斯南下，比利时的中立则是由于列强的相互利益，而朝鲜已经具备了上述的所有条件：

“今我邦以地则处亚洲之咽喉，若比利时之于欧罗巴，以位则为中国之贡邦，如发佳利亚之于土耳基。然用同等之礼结约各国之权，发佳利亚之所无，而我邦有之，在贡邦之列，受册他邦之事，比利时之所无，而我邦有之。是故我邦之体势，常兼比、发两国之典例也。发佳利亚之约为中立者，欧洲诸大国处于防俄之计，而比利时之约为中立者，欧洲诸大国相为自保之策也。由是论之，我邦为亚洲中立国，则案防俄之大机，而亦亚洲诸大国相保之政略也。”[159]


此处所谓朝鲜的国际政治地位兼具比利时与“发佳利亚”之前例，就是指在“邦国之权利”中提到的“两截体制”。在1885年之际，俞吉浚认为根据当时朝鲜所特有的上述状况，中立才是朝鲜的唯一出路。那么，实现中立的现实方案又在哪里？当时的日本还没有这样的国力，美国则从门罗主义以来并不积极介入他国事务，即便朝鲜出现什么问题，也只能是口头上有所表示而无法动员兵力。因此，他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国接受我们的要求而向列强倡议朝鲜中立，所以才呼吁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友好合作。可以说，他准确地认识到没有中国的同意，朝鲜就不可能成为中立国。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才会出现朝鲜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全靠中国之庇护这样颇具政治性的表述[160]
 。关于当时朝鲜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此前已有详尽的论述。总之，要求中国率先促成朝鲜中立化的主张，早在此前金玉均致李鸿章函中就已经出现。

需要再次强调，应当考虑到俞吉浚是一个政治家，并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的著作。因此，考察他的著作也应首先去关注是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动机而撰写。到晚年时期，他也陷入了公法怀疑论，这样的怀疑论在清日战争之后的朝鲜知识分子中间已经相当普遍，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如前所述，1908年他先后出版了两部译著。他从事这种翻译工作的根本目的，应是为了宣传公法不可信，因此要自强以及努力了解各国外交政策。他在为其译著《普鲁士国厚礼斗益大王七年战史》所撰写的序文中指出：

“无须因国小而自馁，无须因兵少而自弱……国与国之交际，唯实力为正义，以权能为真德，友好条约不过平时悠闲的语言游戏，万国公法亦不过纸上空文……近世达观之人曰，公法千言不敌大炮一门。”[161]


以上我们通过俞吉浚的著作考察了他是如何理解近代国际社会的本质。在韩末开化派人士中没有人留下像俞吉浚那样庞大的著述，而且他用近代的语言来系统地表述朝鲜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并揭示了朝鲜外交的方向，因此理应得到高度的评价。

4.朴泳孝

从根本上俞吉浚还是承认事大秩序与近代国际法秩序所共存的朝鲜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而要证明朝鲜为一个独立国家。至于朴泳孝（1861—1939）的出发点，却是主张朝鲜要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首先要与清国断绝关系，可以说就是甲申政变式的思考方式。朴泳孝被评价为变法的改革运动家并比诸中国的梁启超的理由，就在于此。

作为哲宗[162]
 驸马的朴泳孝为潘南朴氏，号春皋。由于他在1910年韩日合邦以后的亲日行为，一度遭到了学界的遗弃。然而，应当看到他也曾为朝鲜的改革做出贡献，也曾留下有关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众所周知，他在早年曾经接受朴珪寿的指导，并成为开化派的核心人物。他作为修信使访问日本而处理壬午军乱善后事宜，也是十分有名的。从日本回国后，他曾担任汉城判允，却很快被降职为广州留守，并在那里专心编练新式军队，已如前述。

他也是甲申政变的一个主导人物，并在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度过了近十年的流亡外国生涯，直至1894年6月回国。在日本明治学院学习英语期间，他于1888年1月撰写了《建白书》，第二年又组织“报国会”准备日后实施对朝鲜的改革。在回国后，他曾出任甲午改革[163]
 时期的内务大臣，致力于改革事业，却因牵连到1895年7月逆谋事件而再度流亡日本。在此次流亡日本期间，他于1900年组织支持朝鲜改革的募捐运动，从而被日本政府当局一度误认为活贫党[164]
 。1907年6月，他再次回到国内，却未能进入政界。朴泳孝有关国际政治问题值得瞩目的著作大体如下：

（1）《使和纪略》：[165]
 有关1882年公历9月26日至12月31日访问日本的日记体记录。

（2）《建白书》：[166]
 撰写于1888年2月的有关朝鲜改革方案，是一份重要的文献，详见后文。

（3）《大朝鲜青年报国会誓文》[167]
 ：1889年在东京组织的青年报国会的誓约文。

（4）《内务衙门训令一号》[168]
 ：在出任内务大臣之际发出的第一份训令。

（5）《改革训示》[169]
 ：1895年4月4日训示各都、邑的改革事项88条。

（6）《人权论》[170]
 ：1900年在日本指示国内开展募捐运动的宣传单。

《使和纪略》尽管是一个日记体记录，作为史料却过于简略。值得注意的是，朴泳孝一行在短暂的访日期间，几乎遍访了驻扎东京的各国公使，包括英国、中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以及夏威夷公使。其中与英国、美国、俄罗斯公使的会谈内容，已如前述。在这些会谈中，他强调了朝鲜与清国之间的事大秩序在本质上不同于近代国际秩序上的宗主国—属国关系，换言之，宣告了朝鲜是近代国际社会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朴泳孝一行会见其他各国的公使，想应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而这一点当然需要进一步查核这些国家的外交文书。

《建白书》也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却因为留有许多疑问，有待于后学诸君的深入探讨。首先是有关该文撰写动机的问题。要在流亡国外的生活中将如此宏大的构想形成为文字，显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在甲申政变失败之后，朴泳孝在流亡日本不久的1885年5月就曾与徐光范、徐载弼一起前往美国，到1886年1月又回到了日本。因此，这篇《建白书》应是撰写于1886年1月至1888年2月之间。当时，朴泳孝已经在日本开始学习英语，正是心醉于西方哲学与基督教之际，《建白书》的内容当然反映了上述的背景。同时，朴泳孝周围也应有过其追随者郑兰教、李圭完等人有关该文章的讨论活动。通常认为，当时金玉均过着自由奔放的流亡生活，而朴泳孝却是在安静地进行著述活动。总之，有关该文的撰写动机及其过程，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其次，更加令人不解的是，从该文撰写完成的1884年2月24日起，到日本外务省记录课抄写并收藏该文的1894年7月20日之前[171]
 ，一直没有关于该文的任何文献记载。难以想象，如《建白书》这样重要的文件竟然被“死藏”了近五年半之久。而且，该文既然是一篇上疏文，很难想象朴泳孝在写成该文后并没有去努力将其转达给朝鲜政府。当时的日本报纸详细地报道了朴泳孝的近况[172]
 ，却不见有关《建白书》的任何报道。

《建白书》在序论之后分为八项，论述了改革的内容，分别为：（1）宇内之形势；（2）兴法纪安民国；（3）经济以润民国；（4）养生以健殖人民；（5）治武备保民护国；（6）教民才德文艺以治本；（7）正政治使民国有定；（8）使民得当分之自由以养元气。其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内容如下：该上疏文一开始就称高宗为“陛下”，其前提就是以朝鲜为自主国并与清国断绝[173]
 。接着，他指出朝鲜已经向日本派遣使节，派赴欧美的使节也已经起程出发，皆为值得庆贺之事，希望这些值得庆贺之事能够得到继续。然而，近世以来朝鲜危机重重，陛下虽欲“亟图兴复”而不能，其原因就在于执掌国事之丞相并非适宜人选。经营国家应是为百姓而谋福，“臣虽不学无识，昧于世事，然耻之忧之者，以天下之人，目我朝鲜为痴愚醉狂之国也”。[174]


在序论之后，朴泳孝首先就提到了国际政治问题，且看其“宇内之形势”部分。他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如同战国时代一样，弱肉强食，相互竞争，如波兰与土耳其已被分裂与蚕食：

“虽有《万国公法》、均势公义，然国无自立自存之力，则必致削裂，公法公义，素不足以为恃也。以欧洲文明强大之国，亦见败亡，况亚洲未开弱小之邦乎？大凡欧人，口称法义，心怀虎狼。”[175]


他指出西洋人已经占据地球的十分之九，且不知其侵略将进一步发展到其他什么地方，并强调了俄罗斯的侵略性。这些西洋势力原本不是文明，亚洲则是儒教、佛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故乡，却为何出现如此局面呢？是因为亚洲国家均视百姓为奴隶，咎在其国家而非百姓。其实，朴泳孝上疏文中的上述内容相当平凡，有关世界形势的部分与当时许多人所曾论述的内容基本相似，包括俄罗斯问题也是如此[176]
 。朴泳孝《建白书》的意义，就在于他的思想中包含了要对国政进行一次全面大改革的观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青木功一认为《建白书》基于变法思想，并将其比拟为梁启超的《新民说》[177]
 。

可以看出，该文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天赋人权说的相当影响，至于其《人权论》更是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该文原件今藏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并被收入了一年前由我主编的史料丛书[178]
 。该文可以确定为朴泳孝的著作，至于其撰写时间则不详，却是与1900年9月2日由朴泳孝寄给釜山花田孙兵卫（应是一个假名）的书信一起邮到了国内。当时，流亡日本的朴泳孝正在组织国内募捐活动，并准备开展一场大的改革。然而，日本当局却错误地将朴泳孝认定为自1889年以来兴起于庆尚南道地区之活贫党的主谋，扣压了他的大量书信[179]
 。

朴泳孝在这些书信中写到寄去《人权论》与《大事办旨》数千张，并嘱咐其中的《人权论》可以交给任何人，而《办事大旨》[180]
 则只能交给同志。所谓《办事大旨》当然是指起事的计划方案。至于《人权论》是邮寄的印刷品，其中指出没有人权就没有国权，国家也不可能存在，因此最重要的是要保障人权。在他的《报国会誓文》中也体现了这样一种重视人权以及人人平等的思想。

毋庸讳言，由于韩日合邦之后的亲日行为，朴泳孝在历史上一度遭到了遗弃。然而，对于他在1910年以前的活动，尤其是有关《建白书》的撰写过程，还应找出更多的未刊资料来加以复原，至于他在1900年的改革活动，也应根据我所主编的日本外务省资料来进行重新探讨。但仅凭《建白书》一个文献，朴泳孝就应在历史上得到重新评价。

五　对西洋公法的援用与怀疑

1.乙未事变与称帝建元

此前已经多次指出，中国是在清日战争以后，对西洋公法的怀疑论广泛蔓延。至于朝鲜的情形则有所不同，因为朝鲜遭受了国母闵妃被日本人弑害的前所未有的事件[181]
 ，并从西洋公法中寻找到了应当惩罚日本的名分。

关于乙未事变[182]
 （1895年10月7—8日）与俄馆播迁，《承政院日记》与《高宗实录》收录了有关公法的四篇上疏文。首先是宣谕大员崔益铉在建阳元年之1896年2月25日的上奏，该上疏文的内容充分反映了他作为卫正斥邪派领袖的思想。他指出，当今之世已经成为一体，应以信义而相合，而日本不顾邻邦之道，先是与朴泳孝、徐光范等，继而与赵羲渊、俞吉浚等，共图逆谋，致酿变故：

“臣闻各国通和，有所谓公法者，又有约条者，臣未知之约之法，果有助邻逆而劫人君上、弑人国母之文乎？必无是理也。果如无之，其所谓法、约者，当用于何地？”[183]


因此，他主张应将这一事件通报各国，以便动员军队来问罪，同时他也再度指出这一切不幸的根源都是出自开化。[184]
 值得关注的是，连崔益铉也是在援引西洋公法来批判日本。

同一年的1895年8月4日，前府使李时宇等奏请不要继续留在俄馆，而应早日“还御”以向日本报仇，并主张从日本引渡罪犯：

今公法行于天下，各国多主盟约。外人之干犯弑逆者、逆魁之逋逃海外者，诚一论端，则可以拿交而惩办。军队兵站之无端来留者、商民市铺之法外盘踞者，诚一开诘，则可以照旧而撤还矣。[185]


同年10月19日，前主事金益鲁等人也提出了一份类似内容的上疏文，主张根据公法来联合各国，以讨伐日本并引渡罪犯：

“今夫万国棋布，大小并列，强弱齐等，以成宇内平均之势者，非有他也，以公法维持而已。苟非公法，则弱肉强食，岂能一日得全哉？况万国之风俗虽殊，田地秉彝之性则一也。干预邻国之内政，已是公法之所不许，而况肆然行凶弑我国母，是可曰公法之所贷乎？”[186]


这是在要求按照公法来唤起国际舆论，并惩罚日本。10月23日前掌令朴寅焕的上疏文也是相同的内容。[187]


到1897年8月确定光武年号（称帝建元，1897年8月16日）之后，就出现了需要改称王为皇帝的问题。在传统事大秩序之下这当然是不可的，而当时至少在名目上已经根据《洪范十四条》[188]
 而断绝了朝贡关系。于是，10月12日决定使用皇帝之称，而此前就已经有过多次的上疏。议政府议政沈舜泽就曾率领百官多次奏请改称皇帝，其中权在衡与金在显的上疏就援用了公法。尤其是农商工部协办权在衡的上疏，则引用《公法会通》的具体章节内容来建议使用皇帝称号。此前的论述多是限于“万国公法”、“公法”及“均势”等一般性概念，而权在衡应是最早具体地援引特定国际法著作的特定章节来提出了上疏。其实，在有关《公法会通》的解释方面曾出现过许多问题，因为此前已经多次指出，尽管西洋公法是从1880年就开始传入，而当时应很难理解其真正的意义。如1888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公历9月26日）兵曹正郎金思辙的上疏，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被任命为驻美国公使朴定阳的参务官之后，金思辙提出请辞的上疏并指出：

“近来现行之公法、约条、章程、照会，一切时务文件之译成汉文者，未尝见之，而或见之，莫晓其指意之如何。”[189]


还是回到权在衡。权在衡在上疏文中引用了《公法会通》第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章：

“其第八十四章曰：邦国不能概用尊称，因名实自应相称。疏注曰：百四十年前俄君改称皇帝，始而各国不悦，越二十余年方认之。臣以为推此则各国之认与不认，亦非所计，唯在我国自行之如何耳。”[190]


然而，查丁韪良的译文以及原著，伯伦智理是在强调不可擅自使用皇帝或王位称号。而且，译文也指出俄罗斯君王之使用皇帝称号，在二十多年后才得到各国的承认，是因为俄罗斯的国力得到了增强。原著及其译文还指出，“海司”（Hesse）公国虽然要使用王位称号，1818年五大强国却在“艾克司”（Aix-la-Chapelle）表示了拒绝[191]
 。就是说，权在衡是引用《公法会通》否定与其国力不相应之皇帝称号的内容来奏请使用皇帝称号。

因此，引用《公法会通》第八十五章的内容也是出于同样的脉络，权在衡在上疏文中指出：

“其第八十五章曰：其所辖非止一国及本国境地辽阔者，则称皇帝或可，否则似属僭妄。臣以为推此可知，皇帝之号，原无定主矣。兼辖数国莫如英，境地辽阔莫如俄，而论此等之国，尚曰称皇帝或可，知‘或’者，未定之辞也，继而曰否则似属僭妄之‘似’者，亦系未定之辞也。”[192]


其实，丁韪良的译文接着又提到了小国不可称皇帝以及欧洲使用皇帝称号之例。至于原著的内容更是明确指出，只有掌握世界性权力或统治多个国家国民的国家才能称皇帝[193]
 。《公法会通》第八十六章的内容是不必为了与称皇帝之国家平行而自称皇帝。权在衡引用上述的内容，并指出朝鲜长期依附于中国，因而不同于西洋的情形，为了与中国平行，就应当使用皇帝称号[194]
 。在结论部分，权在衡进一步指出，“臣未知数章之外，别有何样公法与此异同，然以臣愚见，在公法似无可拘之文矣”，即公法中应该没有禁止称皇帝的内容。

同年9月29日金在显等人的上疏文也是相同的内容。该上疏文并没有直接提及《公法会通》，只是用“其公法书有曰”云云的方式，间接引用了“国主非必有帝号方与称帝之国平行”以及“俄君改称皇帝，各国不悦”的两处内容。至于对上述内容的解释，则还是蹈袭了权在衡上疏文的内容。至于10月1、2、3日连续提出的沈舜泽等人的上奏文，则引用了《万国公法》中“各国自主者可随意自立尊号”的内容[195]
 。然而，更加具体地提到西洋公法的契机，还是《乙巳保护条约》[196]
 的签订。

2.西洋公法与条约论

众所周知，《乙巳保护条约》签订之后，不仅出现反对该条约的上疏文，同时也开始了武装抗日运动。根据西洋公法的逻辑来提出这一问题的代表性事例，则是1905年11月26日侍讲院侍讲朴齐璜的上疏。他指出国家的存亡在于陛下能否“据守公法，明正邦宪”，进而引用了《公法会通》[197]
 的如下内容：

“第九十八章曰：遇强横之国侵夺他国自主自立之权者，各国应群起而匡救之。”[198]


其实，《公法会通》的这一章是有关均势的内容，即指出如果一个特定国家强大到足以威胁其他所有国家安全的程度，则其他国家就有权利去抵抗这个国家。这是有关均势的一个基本概念，并不是关于一国不得侵害他国自主权的内容。事实上，在19世纪的欧洲公法中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命题。

接着，朴齐璜引用了《公法会通》第405章、406章的如下内容：

“第四百五章曰：辄行议约，而画押其约，并无必遵之责，必俟国主允俞（译者按：原文如此，应为‘俞允’），方可遵行。其约尚未照准时，若别无限制，则弃之成之，均由该国自便。第四百六章曰：该国若无照准于后，其约即作为废纸。”[199]


值得注意的是，原著第405章与第406章是关于无全权者所签订条约之效力问题的内容[200]
 。不过，按照朴齐璜上述的引用内容，当然可以成为主张乙巳条约无效的充分的法律依据。朴齐璜的上疏接着指出：

“第四百九章曰：虽国主亲笔画押，如系被人逼迫，不得自由，则其约亦可废止。第四百五十章曰：唯所约之事，约等于亡国，或压制该国使衰而不振，则弃之可也。”[201]


就是说，从国际法角度来看，《乙巳保护条约》是被强迫签订的所谓“勒约”（译者按：意为被强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而当然无效。当时，所有主张该条约无效的上疏都指出了这一点。

与此相关，有必要就近年来我国史学界部分人士提出的该条约无效论进行一番讨论。首先，应该指出国际法事实的解释要根据当时的法律观念及其思想。这就是国际法上的“时际法”（intertemporal law）原则，是在1928年由休伯尔（Max Huber）法官就帕尔马斯岛案件（Island of Palmas Case）提出后而开始确立的一个国际法原则。事实上，有关条约法的各种立场与理论不仅大相径庭，而且多有含混不清之处，直到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才形成了一个体系。至于在19世纪之际，当然不可能找到一个有关当时条约效力及其解释之确定的原则，只是存在着一个如下的共识，即由于对条约签订者的身体威胁或收买而签订的条约当然是无效的。应当认识到19世纪的欧洲公法曾是支持欧洲列强全球性扩张活动的法律工具，本书第一章对此已有过详尽的论述。试图在1905年或1910年当时的国际法著作，以及国际法学者的论述中寻找有利于我们立场的证据的努力，不仅徒劳，而且也是危险之举。

正因为如此，对于1905年及1910年的条约不应仅仅局限于纯粹的法律解释学的立场以及字句的解释。至于这些条约的名称是条约（treaty）还是协约（convention）的问题，其实也毫无意义。因为在国际法上无论使用了什么名称，只要是由合法的代表根据合法的程序来签订的条约，就都具有效力。这一点，即便是在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之前的所谓“条约法旧时代”也是如此。就是说，我们应当从批判19世纪欧洲公法之整体的国际政治角度来讨论，并反驳1905年与1910年的条约。

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随着1905年国权的丧失，出现了有关西洋公法的两种不同潮流，一种是试图广泛宣传西洋国际法各个方面内容的倾向，另一种则是分析并揭露西洋公法之本质的倾向。

3.公法的虚与实

首先应当提到的，就是由李用茂（1888—1909）讲述并用国汉文混用体出版于1908年（？）的《国际公法》一书。李用茂是自幼留学国外并在回国后相继担任养正义塾[202]
 及普成专门学校[203]
 讲师的才士，却因痛愤于当时朝鲜的政治状况而不幸夭折[204]
 。《国际公法》一书估计是当时他所使用的大学讲义教材，当时还是20岁左右的他能够出版这样的著作的事实已经足以令人惊异。不仅如此，该书也是在韩国最早以国际法的书名出版的著作。

当时，李用茂应是在计划接着讲授国际法中的“战时之部”即战争法的内容。《国际公法》一书尽管只有有关“平时之部”的内容，却达到了245页的分量，并采用了正统的叙述方式。该书在简短的绪论之后共分为十一章，依次为：（1）国际法主体；（2）国家的种类；（3）国家的承认；（4）国家的权利义务的继承；（5）国家的权利；（6）国际法的机构；（7）国际团体的机构；（8）国际行政官衙；（9）条约；（10）干涉；（11）国际争议。书中不仅详细介绍了众多学者的观点以及国际法案例，所使用的国际法词汇也极具现代性。李用茂在编纂该书时应是参考了若干国外的国际法著作，因此应当努力找出这些国外的国际法著作，以便更加深入地研究李用茂的著作。

其次，则应提到俞星浚（1860—1935）在1907年出版的《法学通论》。俞星浚为俞吉浚的亲弟，曾经担任多种官职，晚年则致力于教育事业，曾经两次出任普成专门学校校长[205]
 。《法学通论》的第七章为“国际法”（第372—477页），包括国际法主体、渊源、国家的权利、国家的战时权利等内容。还应特别提到，曾任法官养成所教官的石镇衡（1877—1946年）也曾在1907年（？）出版了《平时国际公法》一书。他还曾发表过有关国际法的若干文章，详见后述。

此外，《西友》[206]
 《少年韩半岛》[207]
 《大韩俱乐》[208]
 、《大韩每日申报》[209]
 《大韩学会月报》[210]
 以及《京乡新闻》的“宝鉴”专栏[211]
 也曾刊载有关国际法的文章。不过，对于上述的文章应当谨慎对待，因为即便不是出于其作者的本意，这些文章还是容易导致维持当时朝鲜国际法地位之现状的结果。有的文章甚至主张《乙巳保护条约》也是应当得到遵守的一个国际条约，天江生的文章就是如此。

在国权几乎丧失殆尽的当时情形之下，西洋公法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公法究竟能否有助于当时朝鲜的现实？我认为，郑乔（1856—1925）无疑应是带着这些苦恼而进行著述的人士之一，即便是在国际法领域，他也应当得到高度的评价[212]
 。

郑乔是汉城人，号秋人，1895年曾任水原判官[213]
 、长渊郡守，到1896年独立协会[214]
 成立后便积极参加独立协会的活动并担任该协会提议。高宗曾为了拉拢他而将其任命为侍从院侍从，他却予以拒绝，从而得罪了高宗。在独立协会被解散之后，他从1899年8月到1904年8月躲藏在贞洞的培材学堂[215]
 整整五年，专心学习英语。到1904年10月，他被任命为济州郡守，却迟迟未能赴任，到1905年11月《乙巳保护条约》签订后则辞去了该职。1906年，一度出任学部参事官，到1910年韩日合邦之后则一直退居里里（译者按：地名，今韩国全罗北道里里市）。他的著作有叙述檀君[216]
 以来朝鲜作为独立国之历史的《大东历史》（1904）及作为韩末珍贵史料的《大韩季年史》等。

关于郑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西洋公法，如今已是不详了。在他的《大韩季年史》1895年乙未农历六月十二日（公历8月2日）条就有如下的内容：

“欧罗巴洲各国公法学者之所组织万国公法会议，从前年比利时会议，将开于英国大学校，而马关条约亦在其议案中云。”[217]


上述的记载内容相当独特，其中称结束清日战争的《马关条约》也是其中的议题之一，则隐含着日本的扩张政策在欧洲已经成为批判对象的意思。总之，上述的内容应能看做是表明郑乔关注西洋国际法的一个例证。到1897年称帝建元之际上疏主张应当称皇帝号时，郑乔也是正确地指出了东西方的差异所在：

“或曰欧洲各国，皇帝君主，位居平行，其尊略同，则不必改号云。此不知东西洋有国之位号与习常之谓也。唯彼西欧，昔不同文，其皇帝之号、君主之称，皆译传拟准于汉字之义，意虽同而音则异也。又奚必舍我东亚之美号，而援彼西欧之惯习哉？”[218]


如此透彻的现实认识，同样也反映到了他有关西洋公法的论述。在辞去所有官职之后的1906年至1907年间，他在《少年韩半岛》先后三次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其中一开始就批判了西洋公法：

“有国则有法，内而治民，外而交邻，分焉交邻之道、会议规则，互相遵守，所谓公法。是说创自欧人，故或以为西欧有公法，而东亚则缺焉，此只采其名而不采实之论也。余以为东亚则无公法之名，而践公法之实者多，西欧则有公法之名，而背公法之理者亦多焉。与其有其名而背其理，孰若无其名而践其实哉？”[219]


接着，郑乔在历数西方历史上背信弃义的事例之后，又赞美了朝鲜三国时期以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交邻之礼[220]
 。至于第三篇文章则是有关国家基本权利的内容，指出作为国家基本权利的自主权、独立权与平行权（平等权）是绝不能委托给他国或受制于人的[221]
 。在当时的状况之下，该文之所指当然是不言自明，实际上是在呼吁摆脱日本的解放。可以推测，当时郑乔曾经有过继续撰述国际法的计划，却未能完成这一系列文章，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探讨公法的虚实问题，当然不仅仅是局限于韩末的情形，同时也是要指出我国国际政治学的如下现状，即毫无批判地接受欧美国际政治理论与方法论并试图用以考察韩半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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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详见金容九（1997），第272—273页。


[26]
 译者注：指讲论经书并回答相关的问题，此处系指在国王面前由儒臣讲读儒家经典的“经筵”。


[27]
 《承政院日记》高宗十六年农历四月十日条。


[28]
 李用熙（1973），第10页。


[29]
 董恂在撰写《万国公法》序时仍是从传统世界观的角度来看待万国公法，便是很有意味。参见董恂序。


[30]
 译者注：李裕元（1814—1888），字景春，号橘山，朝鲜王朝末期文臣，1841年文科及第后官至领议政。曾两次作为朝贡使节出访清朝，并曾与李鸿章建立长期的书信联系。


[31]
 关于这一书信往来，原田环根据《嘉梧藁略》《李文忠公全集》《庸庵全集》《龙湖闲集》《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清季外交史料》等史料，列出了一份表格，很是有助于相关的研究。参见原田环（1981），第92—93页。


[32]
 详见金容九（1997），第267页以下内容。


[33]
 《代李伯相三答朝鲜国相李裕元书》，己卯，《庸庵文外编》卷三，第65页。该函又见于《嘉梧藁略》《龙湖闲集》《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清季外交史料》等。


[34]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二，第399—400页。


[35]
 《朝鲜侦探委员李东仁密交朝鲜国王与大臣密议当筵笔记（1880）》，系农历十月十六日出使大臣何如璋等函附件。《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二，第445页。


[36]
 高宗十八年辛巳闰七月六日（公历1881年8月30日）申[image: img]
 上疏，《高宗实录》中，第16页。


[37]
 金容九（1997），第295—296页。


[38]
 《修信使记录》，第151、155、158页；《高宗实录》上，第619页。


[39]
 《修信使记录》，第164页。


[40]
 同上书，第165页。


[41]
 《高宗实录》上，第621页。


[42]
 李光麟（1981），第26页。


[43]
 金凤珍（1996），第69页。


[44]
 同上。


[45]
 译者注：1883年由朝鲜开化派人士主导设立的近代印刷及教育机构，同年10开始发行朝鲜最早的近代报纸《汉城旬报》，甲申政变后一度撤销，到1885年重新恢复，后归属于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


[46]
 《井上角五郎先生传》，第89页。对高宗使用韩文决定产生影响的是金允植、姜玮等的活动。据该书第98—99页记载，井上角五郎也格外重视韩文学习，给他教授韩文的人士有刘大致等人，还曾求教于姜玮等大学者。当时，姜玮也担任博文局的编辑，因此两人之间应是有所交往。


[47]
 《承政院日记》高宗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8册第294页。


[48]
 有关当时的社会氛围，参见《梅泉野录》翻译本，第105—106页。此处黄玹记载《易言》为黄遵宪著作，误。


[49]
 《梅泉野录》，第51页。


[50]
 《高宗实录》上，第623—624页；《高宗时代史》2，第190页。当天，金弘集被任命为吏曹参议，三天后又因该上疏而请求辞职，却未获允准。


[51]
 译者注：岭南为朝鲜庆尚南北道的别称，因位于鸟岭以南而得名。


[52]
 《日本外交文书》14卷，第373页。


[53]
 金容九（1997），第276页。


[54]
 《万人疏》（1977），第97—98页；《日本外交文书》14卷，第374页。


[55]
 《日本外交文书》14卷，第374页。


[56]
 《高宗实录》中，第5页。


[57]
 同上书，第7页。查《高宗实录》并无该上疏的原文，《承政院日记》则载其全文，而所列书名中不见《六学》、《黄遵宪策略》等。又《高宗实录》与《承政院日记》所载书名也是各异，即便后来由国史编纂委员会经过句读也是如此，所以此处原文内容采李光麟教授的论文，参见李光麟（1982），第135页。由于此次上疏，黄载显被关进了义禁府，洪时中则被流配到康津的薪智岛。


[58]
 系指Peking Magazine即《中西闻见录》，到1876年则改名为《格致汇编》（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其实，朝鲜的知识分子们很早就知道《中西闻见录》，早在1874年甲戌六月二十九日朴珪寿致清政府万青黎函中就曾提及《中西闻见录》，见《朴珪寿全集》上，第740页。


[59]
 《高宗实录》高宗十八年闰七月六日条，中，第14页。


[60]
 《高宗实录》中，第15页。


[61]
 译者注：统理机务衙门，为1880年朝鲜王朝高宗政府模仿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设立的政府机构，掌管军国机密及普通政务，设总理大臣一员，下辖事大、交邻、军务、边政、通商、机械、船舰、军物等十二司，1882年裁撤。


[62]
 译者注：五卫制，指朝鲜王朝时期的军事制度，包括义兴卫（中卫）、龙骧卫（左卫）、虎贲卫（右卫）、忠佐卫（前卫）、忠武卫（后卫），分别负责首都及各地方的防卫，卫下设部、统、旅、队、伍、卒。到17世纪的壬辰倭乱之后，五卫制已经基本失去了其实际作用。


[63]
 《梅泉野录》翻译本，第107页。


[64]
 《高宗实录》中，第16页。此处申[image: img]
 称李东仁为东寅，误。同年农历八月二日，金弘集上疏为自己进行了辩护，见《高宗实录》中，第19页。


[65]
 详见李用熙（1973），第25页以下内容。


[66]
 译者注：1882年7月，汉城的旧式军队军人及城市贫民为反对闵妃戚族势力的贪腐与镇压，发动历时两天的暴动，先后袭击逮捕盗厅、义禁府等治安机构及军火库，并攻占由日本教官指导的新式军队别技军总部——下都监，杀死日本教官堀本礼造等日本人，还冲击昌德宫及领敦府等政府机构，杀死了领议政李最应及宣惠厅堂上兼兵曹判书闵谦镐、京畿观察使金辅铉，闵妃则化装为宫女仓皇出逃到忠清道。到7月25日，国王高宗召曾经在1864年至1873年间主持国政十年并在包括旧式军人在内的保守势力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院君李昰应入宫主持国政，却因清政府随后出兵镇压暴动并诱捕大院君（随后将其押送到中国，软禁在保定两年有余），国王高宗以及闵妃集团重新恢复了政治地位。由于这次军人兵变发生于农历壬午年，史称壬午军乱。


[67]
 金容九（1997），第284页。


[68]
 《韩国条约类纂》（1908），第124页。该段英文内容则如下：“This being the first Treaty negotiated by Chosen，and hence being general and incomplete in its provisions，shall，in the first instance，be put into operation in all things stipulated herein.As to stipulations not contained herein，after an interval of five years，when the officers and peoples of the two Powers shall have become more familiar with each other’s languages，a further negotiation of commercial provisions and regulations in detail，in conformity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without unequal discriminations on either part，shall be had.”同上书，第126页。


[69]
 其他的条约只是在第11款中规定了嗣后十年缔约国可以要求修改条约。众所周知，美国代表薛斐尔（R.W.Shufeldt）为签订条约，在1882年5月12日就来到了永宗岛附近。对于美国的上述举动，英国当然不会无动于衷，英国代表韦力士（G.WIlles）、德国代表勃兰特（M.A.S.von Brandt）遂在薛斐尔之后，相继来到朝鲜签订了修好条约。然而，英国政府却拒绝批准这一条约，其理由表面上是因为条约的内容比起壬午军乱后反映韩清特殊关系而签订的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要显得不利，其实英国政府一开始就是因为该条约有关关税的规定过于宽大而不肯予以批准。参见1883年1月24日英国外交部苏马雷兹（J.Saumarez）备忘录（BDFA，PartⅠ，Series E，Volume 2，pp.101-104）、商工会议所秘书长默莱（K.B.Murray）致格兰维尔（G.Granville）外长函（同上书，pp.110-111）。在壬午军乱后访问日本的朴泳孝与金玉均也曾向驻东京英国公使巴夏礼（H.Parkes）多次请求批准上述的韦力士条约（同上书，pp.107-110，112）。其实，巴夏礼才是韦力士条约的坚决反对者，他甚至曾草拟过一份要通过对朝鲜条约来开辟鸦片贸易之路的条约草案。


[70]
 译者注：系指19世纪80年代初朝鲜国内保守势力反对与外国签订条约并反对开化的主张及其舆论，因视西洋事物及天主教等“西学”为“邪学”并顽固坚持传统儒家学说为“正学”，而被称为“卫正斥邪”。


[71]
 金容九（1997），第302—307页。


[72]
 《高宗实录》中，第60页；《承政院日记》8，第72—73页。


[73]
 译者注：指1876年（农历丙子年）签订的《朝日修好条规》。


[74]
 《高宗实录》中，第60页；《承政院日记》8，第72—73页。


[75]
 译者注：又称斥和碑。1871年7月，朝鲜大院君政权在击退美国舰队入侵的“辛未洋扰”之后，下令在汉城市中心及全国各主要城镇竖立了“斥和碑”，上书“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字样，成为大院君政权对外锁国政策的一个典型象征。


[76]
 关于池锡永，详见李光麟（1993），第165—201页。


[77]
 清末著名学者王韬（1828—1897）编辑外国杂志记载内容的有关法国与普鲁士战争的书籍，1872年出版。


[78]
 1854年将英国人霍布森（Benjamin Hobson）的著作加以汉译的有关自然科学的书籍。


[79]
 丁韪良撰于1866年的有关自然科学的书籍。


[80]
 1872年由西洋传教士创刊的《中西闻见录》（Peking Magazine）到1876年改称《格致汇编》（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


[81]
 《高宗实录》中，第63页；《承政院日记》8，第97—98页。池锡永认为两个月期限结束后，再由该邑选送一人，则教育效果就会大大增强。


[82]
 译者注：朝鲜王朝时期的“国学”成均馆的官职，正六品。


[83]
 《高宗实录》中，第72页。《承政院日记》八，第193页收录该上疏的文句略有不同，此处则仍据《高宗实录》。


[84]
 张骞有关吞并朝鲜的《朝鲜善后六策》已经失传，其概要则见他的文集《张季子九录》第二册，第35—36页。邓承修的《请特派大员出驻烟台折》见其《语冰阁奏议》卷三，张佩纶的朝鲜征服论则见其《涧于集》卷二。


[85]
 Pak（1979），S.77.苏联学界曾有根据帝俄时期未公开档案而完成的有关朝鲜与俄罗斯关系史的研究成果。尤其是Boris D.Pak曾就这一问题发表许多的研究论文，并在1979年出版了《俄罗斯与韩国》一书，其中就主要利用了俄罗斯的未公开档案资料。


[86]
 后来，金玉均又与罗森的后任达维多夫（A.P.Davydov）公使举行了多次会谈，其中有关1883年12月与1884年1月会谈的内容见于达维多夫的报告。在上述会见中，金玉均再次强调要与俄罗斯签订条约。Pak（1979），S.78.


[87]
 转引自1882年11月13日宾厄姆致国务卿F.Frelinghuysen的报告（no.1591）Ⅱ，p.164.据这一份报告，当时在清国的金允植也曾向驻华美国公使杨约翰（J.R.Young）提出了同样的要求。no.27.1882.10.2.


[88]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I-E-2，p.107.


[89]
 译者注：韦力士，George O.Willes，英国海军提督，1882年6月6日曾作为英国代表与朝鲜政府签订了《朝英修好条约》，后来却未能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


[90]
 译者注：指1882年10月清政府与朝鲜代表在天津签订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又称《清韩商民水陆贸易章程》。


[91]
 Ibid.，pp.107-108.


[92]
 译者注：指《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


[93]
 Ibid.，p.112.


[94]
 译者注：1884年12月4日晚，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急进开化派势力在驻朝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的武力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控制国王高宗及闵妃，杀死亲清的保守派大臣数人，随后成立新政府，宣布包括废除对华朝贡关系在内的14条政纲，却因驻朝清军势力的武装干涉，于第三天的12月6日遭到镇压，洪英植等人遭到杀害，金玉均等人则流亡日本。因这一年为农历甲申年，史称甲申政变。


[95]
 该段韩文翻译不甚清楚，因由著者自行翻译为韩文，并附录其汉文原文。


[96]
 其中主要的相关文章如下：（1）《销兵议》，《汉城旬报》第六号，1883年12月20日；（2）《洋务须得人才论》，《汉城旬报》第十号，1884年1月30日；（3）《公法说》，《汉城旬报》第三十四号，1884年9月19日；（4）《论天下时局》，《汉城周报》第六号，1886年3月8日；（5）《论西日条约改证案》，《汉城周报》第十七号，1886年5月24日；（6）《论外交》，《汉城周报》第二十五号，1886年8月23日；（7）《论外交择其任》，《汉城周报》第三十一号，1886年10月4日。


[97]
 此处也是认为《万国公法》是一本书，是一个统一规范的整体，当初中国就曾有过这样的认识，详见本书第三章。当时的人们认为，就像明清年间的各会典一样，西方也是在一部书中网罗了有关国际政治的全部规范。


[98]
 《汉城旬报》，第780页；翻译第660页。


[99]
 《公法便览》上，第19页；《公法会通》，第13页。


[100]
 韩文翻译本，第757页；原文，第127页。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其他文章，如《汉城旬报》第十号（1884年1月30日）的《洋务首在得人论》，尽管声明是转载《沪报》文章，也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其中，首先强调应熟悉公法与西洋法律，进而指出：“今日欧洲形势，有如战国，其所谓万国公法者，几如从约利则遵之，否则背之，阳虽奉之，阴实违之。各国外务大臣苦不能恃公法以策安全，又不能不依公法以防众口。苟非心融默识，必不能神明变化于坛坫之间，而用以折冲御侮也。西国尚如此，况我中国新入公法，事无依据，动辄得咎者乎？”见韩文翻译本，第170页；原文，第202页。《汉城周报》第六号（1886年3月8日）的《论天下时局》一文也是同样的观点。译者按：原书第四章的正文与注释中多次出现使用书名引号的《沪报》字样，查当时中国上海并无名为《沪报》的中文报纸，至于当时朝鲜的《汉城旬报》以及后来的《汉城周报》所称《沪报》，通常是对《申报》等上海中文报纸的一种统称，应不是专指一份中文报纸。


[101]
 韩文翻译本，第67页；原文，第87页。


[102]
 《万国公法》，第82页。


[103]
 韩文翻译本，第842页；原文，第346页。


[104]
 同上书，第842页。


[105]
 同上书，第660—665页；原文，第780—786页。


[106]
 《公法便览》下，第583—616页。


[107]
 韩文翻译本，第34—35页；原文，第49—50页。


[108]
 《汉城旬报》第二十八号（1884年7月22日）介绍摩洛哥与法国冲突的《摩法隙》，见韩文翻译本，第548页；原文，第636页。


[109]
 译者注：马建常，又名马相伯、马良，1882年11月至1884年4月间，经李鸿章推荐，曾赴朝鲜担任朝鲜高宗政府的外交通商领域顾问。


[110]
 译者注：Paul George von Möllendorff，汉译名穆麟德，曾任德国驻天津领事。1882年至1885年间，经李鸿章推荐，被朝鲜政府聘为外交通商领域顾问，负责开设朝鲜海关，曾参与朝鲜许多重大内政外交事务，后因参与朝俄密约事件而被免职，重新返华后仍任职于海关，1901年死于宁波税务司任上。


[111]
 译者注：闵台镐（1834—1884），朝鲜王朝末期戚臣，字景平，号杓庭，1870年文科及第后历任总戎使、御营大将、武卫都统使、大提学等职，被视为闵妃戚族势力以及亲华的“事大党”核心人物，在甲申政变时被开化派势力杀害。


[112]
 译者注：闵应植（1844—？），朝鲜王朝末期戚臣，字性文，号藕堂，1882年文科及第后历任惠商公局总办、礼曹判书、户曹判书等要职，1882年壬午军乱时曾向逃难到忠清道地方的闵妃提供住所，因成为闵妃戚族势力的一个核心人物。


[113]
 译者注：1883年至1895年间使用的朝鲜货币。朝鲜政府为筹措支付给日本的1882年壬午军乱赔偿金，开始铸造并发行面额价值相当于原来通用的“常平通宝”五倍的新铸铜币“当五钱”，因其实际铜含量只有常平通宝的2/5，因而很快就成为遭到市场抵制的劣币，不仅引发了通货膨胀，还给各级官吏从中舞弊提供了机会。


[114]
 译者注：朝鲜王朝时期首都汉城的最高官员称判允，正二品，相当于今市长。


[115]
 译者注：此处“广州”指当时朝鲜的京畿道广州府，“留守”则指朝鲜王朝时期设置于广州、江华、春川、水原等别都或行宫所在地的地方官，官阶正二品或从二品。


[116]
 《汉城旬报》韩文翻译本，第99页。


[117]
 如何认识与评价甲申政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在韩国、朝鲜以及日本学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日本学者山边健太郎于1960年发表的《〈甲申日录〉研究》及此后陆续问世的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引发了这场学术争论。只有小学教育背景的山边健太郎曾经参与国际共产党运动，后来经过转向，终其一生而坚持揭露日本官学所持有的帝国主义性质。不过，他认为近代韩国的改革其实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韩国亲日派的政治性产物。在否定韩民族的自主性与自律性方面，过去的日本官学与以山边健太郎为代表的学者其实并无区别。如果说前者是传统的殖民主义历史观，后者则可以称之为新殖民主义历史观。还应看到，山边健太郎并不能阅读韩文，却片面地依赖于将朴泳孝、金玉均视为“日本党”，并将他们利用于其政策意图的日本方面资料。因此，山边健太郎全面否定《甲申日录》以及开化思想的作用结论，可以说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错误的结论。1964年由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编纂的《金玉均》一书，可以说他们有关韩国近代史研究中最具有学问性的成就。朝鲜对于甲申政变的共同研究，当然是出于他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来阐释韩国史的教条的必要性，因此需要突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存在地位。为了得出这种教条的结论，这一共同研究歪曲或者牵强附会地解释了许多历史事实，尤其在解释确实存在一个资产阶级以证明其为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之际更是达到了顶点。可以说，这一研究成功地将甲申政变解释成了一次自主的改革运动。对于朝鲜与日本的上述学术动向，韩国学界也随即做出反应，自从李用熙、李光麟在该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成果之后，陆续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可以认为，目前韩国学界有关甲申政变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学术成就。关于甲申政变的研究成果，详见金容九、河英善，1996年，第217—285页。


[118]
 《甲申日录》有李王职实录编纂会本、京都大学本、吴世昌先生藏本、东洋文库本、静嘉堂本、福泽谕吉全集本等多种版本，而各种版本的内容颇有差异。尤其是收录于福泽谕吉全集的《甲申日录》，与其他各版本多有不同，有些事实甚至是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记载。如今国内学者们无意识地引用的《甲申日录》大都是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出版的《金玉均全集》本，因此有必要了解这个《甲申日录》究竟是影印了哪一个版本，此处则介绍与此相关的一段逸闻。早在1967年，我曾将首尔大学收藏的《甲申日录》京都大学本送到首尔市内清溪川5街一带的一个平版印刷店去抄写并复制，因为当时还没有复印设施与技术。那家印刷所的一位老人用毛笔将我送去的京都大学本抄写到铜版并进行了复制，记得当时总共复制了13册。后来，当我见到亚细亚文化社出版的《金玉均全集》收录的《甲申日录》时，却不禁产生了莫名的感慨，因为这个《甲申日录》就是我在1967年交给他们复制的那一套，估计是收藏那13册之中一册的某人将其交给了亚细亚文化社。总之，借此机会声明目前通用的这个《甲申日录》其实是出自清溪川一位老人的笔体。


[119]
 朝鲜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在名义上是由于1894年农历十二月十二日（公历1895年1月7日）高宗宣誓于宗庙的所谓《洪范十四条》而告终。当然，《洪范十四条》第一项是意在宣告清国势力终结之日本侵略的结果，此处只是从名分的世界角度而指出了这一点。


[120]
 井上角五郎（1943），第59页；李光麟：《关于甲申政变“政纲”的再论》，李光麟（1994），第26页。此外，李光麟教授还在考察如下资料有关这个政纲的记载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反驳了山边健太朗的观点，具体包括①申箕善鞫案；②郑乔《大韩季年史》；③《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④《日本外交文书》；⑤井上角五郎《汉城迺残梦》及《井上角五郎先生传》；⑥《朝野新闻》；⑦《时事新报》；⑧艾维森（M.D.Avison）自传所收录徐载弼回忆录等。这些资料有关该政纲对清国关系的记载内容大体如下：上述资料③称“（国政改革案）大要为扩张国权，与各国对等交际，断绝与清国之关系”，资料⑦则记载“此外论及与支那关系甚多，其中有第一要废止朝贡使等条。毕竟这一改革不过是要将朝鲜作为东洋的一独立国而已”。


[121]
 李用熙（1964），第19页。


[122]
 该训令仅见于中国方面文献，如《李文忠公全集》，铅印本第5册，第431页，“日本公使榎本武扬抄呈外务井上函”；《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第162页，“日使榎本武扬抄呈之该国外务卿井上来信”。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井上馨文书中，则有榎本武扬报告清国方面对该八条之态度的报告，参见金容九（1996），第47册，第230—232页。译者按：原文如此。查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明治年间追补》第一册第十五编（东京：日本联合国协会，1962年）第380—381页收录了这一训令，只是其内容与上述中国方面文献的内容有所出入，因此有必要对两种不同文字的记载内容进行审慎的对照与考订。


[123]
 在壬午军乱后曾主张积极论的张謇（《张季直传记》所载1885年6月年谱，第28页）再度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袁世凯（《中日交涉史料》上，第16—21页）和姚锡光（《中日战争》第2册，第355—358页）则提出了监国大臣论。至于送还大院君前后李鸿章周边的气氛，详见《李文忠公全集》第5册，第437页以下部分。


[124]
 译者按：此处有关袁世凯的记载有误。查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到达汉城是在1885年10月5日，至于袁世凯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身份重返汉城则是在同年11月17日。


[125]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Part I，Series E，pp.42-44.


[126]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Part I，Series E，p.45.


[127]
 Ibid.，p.41.


[128]
 李用熙（1964），第472—476页；李恩涵（1966），第47—48、258—262页。


[129]
 金容九（1997），第326—327页。


[130]
 详见金容九（1997），第322—328页。


[131]
 译者注：朴珪寿（1807—1876），朝鲜王朝时期文臣，字桓卿、瓛卿，号桓斋、瓛斋，为朝鲜王朝时期著名实学家朴趾源之孙。1848年文科及第后历任兵曹参判、大提学、右议政、判中枢府事等要职，1860年曾作为副使来华朝贡，1866年担任平安道观察使时曾率军民焚毁美国武装商船舍门将军（GeneralSherman）号。思想进步，主张开国通商，朝鲜早期开化派人士金玉均、朴泳孝、金允植、俞吉浚等都曾接受他的指导与影响。


[132]
 译者注：1881年朝鲜王朝高宗政府派往日本考察近代文物的考察团，成员有朴定阳、严世永、赵秉稷、闵种默、沈相学、洪钟宇、鱼允中等人，史称“绅士游览团”。他们一行利用四个月的时间先后考察了东京、大阪等地的日本政府机构以及各种近代化设施，是近代朝鲜最早的出国考察团，成为朝鲜早期开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


[133]
 译者注：1880年朝鲜王朝模仿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设置的统理机务衙门，简称“统署”。1882年统理机务衙门裁撤后，改设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仍简称统署。


[134]
 译者注：朝鲜王朝时期设于中央政府“六曹”（相当于明清时期的六部）的低级事务性官员。


[135]
 译者注：闵泳翊（1860—1911），朝鲜王朝末期戚臣，字子湘，号芸楣。为闵妃之兄闵升镐之子，1877年文科及第后历任要职，1883年曾作为全权大臣赴美“报聘”，回国后历任右营使、军国机务衙门协办，1884年甲申政变时遭到开化派势力袭击而受重伤，而后历任兵曹判书、吏曹判书、刑曹判书、礼曹判书、判敦领府事等要职，1905年后移居中国上海并死于此。


[136]
 译者注：1896年2月11日，朝鲜国王高宗为躲避日本势力的迫害与威胁，率王世子离开王宫逃入汉城的俄国驻朝公使馆，直到1897年2月才回到王宫，史称俄馆播迁或露馆播迁。


[137]
 译者注：指朝鲜王朝第26代国王高宗三子暨大韩帝国末代皇帝纯宗之弟义亲王李堈（？—1955），1891年封义和君，1900年封义亲王，1910年日本吞并大韩帝国后曾参与反日运动。


[138]
 译者注：纯宗（1874—1926），朝鲜王朝第26代国王高宗之子，大韩帝国末代皇帝，1907年即位，年号隆熙，因又称隆熙皇帝，1910年日本吞并大韩帝国后被改称李王，1926年去世。


[139]
 关于《西游见闻》的著述动机及其过程，已有许多研究，参见李光麟（1979）、柳永益（1990），第100—107页；李光麟（1992），第65—92页。


[140]
 1887年8月18日，朝鲜不顾清国的反对任命朴定阳为驻扎美国全权大臣。对此，清国提出所谓“另约三端”来强迫朝鲜遵守，即①朝鲜公使到达驻扎国后，要首先通报清国公使馆并与清国公使一同前往驻扎国外交部；②在出席外交会议等场合，朝鲜公使要位居清国公使之下；③有关重大问题的交涉，朝鲜公使须与清国公使事先商议。朴定阳被指责违反了上述规定，从而在袁世凯与朝鲜政府之间引发了纷争。


[141]
 译者注：Owen N.Denny（1838—1900），汉译名德尼，美国外交官，1886年由李鸿章推荐，被聘为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外交顾问，担任外衙门堂上，曾参与1887年朝鲜派遣驻外使节以及1888年《朝俄修好通商条约》的签署，后因其亲俄立场而被免职，曾在上海出版英文著作《清韩论》批判清政府的朝鲜政策。


[142]
 德尼在《清韩论》中用相当长的篇幅来引用了奥斯汀（John Austin）的话（申福龙，1987，第20—21页），而俞吉浚在引用该内容时却并没有提到奥斯汀之名，只是称“近世公法学士曰”（《俞吉浚全书》I，第110—111页）。《万国公法》也没有引用奥斯汀的这一段话。不仅如此，俞吉浚还曾指出“通晰于公法之学士曰”属国已经不适宜于当今时代（《俞吉浚全书》I，第113页），而《清韩论》则明确指出该人为奥匈帝国外长卡尔诺基（Gustav S.Kálnoky）（申福龙，1987，第34页）。由此可以推断，俞吉浚应是在完成《西游见闻》以前参考过《清韩论》一书。鉴于当时韩圭卨的使命之一就是担任德尼与朝鲜朝廷之间的桥梁（柳永益，1990，第103—104页），这一推断更是极有可能。


[143]
 尽管《西游见闻》的文体为国汉文混用，如今却仍不免其意不甚了了之处，因由著者进一步改为更加平易明白的语言。译者按：此处所谓“国汉文混用”是指韩文与汉文相混用的文体，即“国”系指作为韩国“国文”的韩文。原书所引用此类“国汉文混用”文体，均由译者在不改变其原意的前提上进一步迻译为我国通行古汉文体。


[144]
 《俞吉浚全书》I，第105页。作为这种主权的具体事例，俞吉浚列举了如下几种：①现存与自保之权利：其中包括甲.伸枉之权利，即纠正冤屈之事的权利；乙.报应之权利；丙.答抢之权利；丁.争取互争之物之权利；戊.插理之权利，即对不利于本国之事而求伸其理的权利；戌.宣传与决和之权利等；②独立之权利，包括平均（即平等）与敬重之权利；③产业（土地）之权利；④立法之权利；⑤交涉、派使及通商之权利；⑥讲和与决约之权利；⑦中立之权利等。在此前的《国权》一文中，则没有提到①的丙、丁两种权利。


[145]
 《俞吉浚全书》I，第112—113页。


[146]
 关于中立权的内容，《国权》要比《邦国之权利》更加详细地列举了战时中立与永久中立的诸多事例。《俞吉浚全书》Ⅳ，第29页。


[147]
 《俞吉浚全书》I，第112—113页。


[148]
 同上书，第117页。


[149]
 《俞吉浚全书》Ⅳ，第332—339页。


[150]
 《俞吉浚全书》Ⅲ，第99—100页。


[151]
 《俞吉浚全书》Ⅲ，第34—35页。


[152]
 《竞争论》，《俞吉浚全书》Ⅳ，第59—60页。


[153]
 《西游见闻》，“开化之等级”，《俞吉浚全书》I，第398页。


[154]
 他认为不应购买外国之机器或雇佣外国人，而是应该由我国之人尽早学习外国之学问并发展我国之传统，并指出“吾国亦有高丽瓷器天下闻名，此忠武公之龟船即铁甲兵舰，最早出于天下者，校书馆铁铸字亦天下最早行之者。如吾国人研究且研究并经营以便利之道理，则一切事物至于今日，天下万国之荣誉将尽归于吾国，此皆后代之人未能润色先人之旧规缘由也”。《俞吉浚全书》I，第404页。


[155]
 《金玉均全集》，第152页。


[156]
 李光麟（1989），第225页。


[157]
 译者注：H.Budler，汉译名卜德乐，德国外交官，1885年8月至1886年5月曾任驻汉城代理总领事，1885年曾向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金允植提出了有关朝鲜永久中立化的建议。


[158]
 李光麟（1989）。根据曾额德（Zembsch）总领事的旨意，卜德乐向到朝鲜来处理甲申政变善后事宜的日本全权代表井上馨提出了朝鲜中立化建议。不过，俞吉浚的该函内容仍有意思不分明之处，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首先，应该找出俞吉浚当时阅读过的那份报纸，该函相关内容如下：“I was greatly relieved by seeing this news，that is the German Minister to Korea has received a tranquilizing telegrams regarding the situation in Korea.I read this paper this morning and though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your theory…
 .”


[159]
 《俞吉浚全书》Ⅳ，第320—321页。该文用相当的篇幅指出俄罗斯在恣行侵略并践踏公法，而在1883年撰写的《言事疏》也反映了相同的认识，参见《俞吉浚全书》Ⅳ，第68页以下内容。


[160]
 同上书，第322页。


[161]
 《俞吉浚全书》Ⅲ，第483—484页。在《英法露土诸国哥美利亚战史》序文中，也指出公法不可信，为防止他国侵略，应以土耳其为借鉴，详见《俞吉浚全书》Ⅲ，第132页。


[162]
 译者注：朝鲜王朝第25代国王李昪，在位期间为1849—1863年。


[163]
 译者注：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势力扶植亲日的开化派政权，并由该开化派政权先后两次实施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涉及内政外交各个领域，史称甲午改革，又称为甲午更张。


[164]
 译者注：1900年至1904年间活跃于朝鲜南部地区的武装农民组织，因其杀富济贫行为而被称为“活贫党”。


[165]
 收入《修信使记录》（1971），第195—267页。


[166]
 《日本外交文书》21，第292—311页。


[167]
 李光麟（1993），第135—136页。


[168]
 同上书，第135—136页。


[169]
 柳永益（1990），第243—246页。


[170]
 金容九（1996）8，第247—250页。


[171]
 《日本外交文书》在收录《建白书》时有一个简短的解题，称该文原件系林董外务次官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7月中旬借自某氏，并为日后参考而指示外务省将其抄写保存。对此，青木功一认为林董与福泽谕吉为亲家关系，因此所谓“某氏”应是指福泽谕吉。青木功一（1976），第130页。


[172]
 《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第15册索引有“朴泳孝”项（第507页），不过该索引中仅见“朴泳孝建白”项，却找不到相关报道内容。


[173]
 他的这种立场，后来在其出任内务大臣之际颁布的内务衙门训令第一号以及改革训示第86、第87条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174]
 《日本外交文书》21卷，第295页。


[175]
 同上书，第296页。


[176]
 青木功一认为该项有三处系引用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详见青木功一（1969），第49—50页。然而，除了有关印度问题即简单地解释印度其实希望英国来统治的部分之外，其余两个部分则是当时流行的文句，在其他相关著作中也是常见的内容。青木功一又指出该项有两处为引用《大学》或《孟子》，详见青木功一（1976），第94—95页。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引用中国古典语句，因此寻找其出处的努力其实并无多少意义。


[177]
 青木功一（1976），第89页。


[178]
 金容九（1996），第8册，第247—250页。


[179]
 这些书信资料均收录于金容九（1996），第8册。


[180]
 金容九（1996），第8册，第251—252页。


[181]
 详见金容九（1997），第402—404页。


[182]
 译者注：1895年10月8日，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指示日本浪人，公然袭击朝鲜王宫——景福宫，残忍地杀害具有亲俄倾向的闵妃并焚毁其遗体，宫内府大臣等人也遭杀害，并扶植成立了具有亲日倾向的第四次金弘集内阁，因这一年为农历乙未年，史称乙未事变。


[183]
 《高宗实录》中，第581页。


[184]
 “自开化以后，尽革先王之法制，一从倭夷之指挥，视中华为夷狄，人类为禽兽，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之大变。”《高宗实录》中，第581页。


[185]
 《高宗实录》中，第593页。


[186]
 同上书，第604页。


[187]
 同上书，第605页。


[188]
 译者注：1895年1月7日至9日，朝鲜国王高宗率王世子及群臣在汉城宗庙及社稷坛进行誓告并向全国颁布誓告文及《洪范十四条》，其中《洪范十四条》为有关实现国家独立并推行近代化改革的内容，第一条为“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


[189]
 《高宗实录》中，第301页。


[190]
 《高宗实录》下，第4页。


[191]
 《公法会通》，第84—85页；Bluntschli（1895），p.99.


[192]
 《高宗实录》下，第4页


[193]
 《公法会通》，第85—86页；Bluntschli（1895），p.99.


[194]
 《高宗实录》下，第4页。


[195]
 同上书，第7—8页。


[196]
 译者注：指1905年11月9日日本与大韩帝国签订的第二次《韩日协约》，因这一年为农历乙巳年，又称《乙巳保护条约》、《乙巳五条约》。通过这一不平等条约，大韩帝国沦为日本的被保护国。


[197]
 此处朴齐璜误称“《万国公法》第九十八章”，11月27日崔在学的上疏也称“《万国公法》条约第四百九章”云云（《高宗实录》下，第406页上左段）。这些事例表明直到当时仍没有形成对近代国际法的正确认识。


[198]
 《高宗实录》下，第404—405页。


[199]
 同上书，第405页。


[200]
 “遇人未膺代国立约之权”、“遇人未奉有全权而擅行代国议约”，载《公法会通》，第270—271页；Bluntschli（1895），pp.239-240.


[201]
 《高宗实录》下，第405页。该段译文及原著的内容尽管在语气上与朴齐璜的上述引文略有不同，大意仍是一致。《公法会通》第273、276页；Bluntschli（1895），pp.241、244.


[202]
 译者注：1905年由严柱益在汉城设立的新式私立学校，为今首尔市养正中学、养正高中的前身。


[203]
 译者注：1905年由曾任大藏院卿的李容翊在汉城设立的新式私立学校，为今高丽大学的前身。


[204]
 《皇城新闻》1909年5月9日；金孝全（1996），第510页。


[205]
 有关俞星浚的生平，参见俞东浚（1987），第257—260页。


[206]
 韩光镐（1907a，1907b）；蔡洙铉（1907）。


[207]
 石镇衡（1907a，1907b）。


[208]
 南廷薰（1907）。


[209]
 天江生（1906）。


[210]
 蔡其斗（1908）。


[211]
 1906年至1910年间发行的《京乡新闻》“宝鉴”专栏曾设有“法律问答”项，介绍了许多国际法知识。


[212]
 距今25年前，我曾在位于日本国会图书馆六楼的宪政资料室查阅明治年间的日本个人文书。在如今已经出版而当时还是未刊状态的伊藤博文书信稿中，我读到了许多朝鲜人写给他的书信，不胜愤怒之情，因为几乎所有的书信都是充满了阿谀和赞美之词。不过，在读到郑乔的书信（文书番号457）的一瞬间，却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表的喜悦，因为他在书信中无情地批判了伊藤博文。


[213]
 译者注：朝鲜王朝时期设于中央各曹及部分重要地方城市的官职，从五品。此处“水原判官”相当于今水原市市长。


[214]
 译者注：1896年7月由留美归来的徐载弼等开化派知识分子与官僚在汉城设立的爱国政治团体，曾主导设立独立门，发行机关报《独立新闻》并组织爱国演讲宣传活动，到1899年年初被大韩帝国政府当局解散。


[215]
 译者注：1885年8月由美国传教士亚扁薛罗（Henry Gerhart Appenzeller）在汉城设立的朝鲜最早的近代教育机构，为今首尔市培材中学的前身。


[216]
 译者注：神话中朝鲜民族的始祖，有关檀君的神话出自高丽王朝时期僧人一然所撰《三国遗事》纪异篇。


[217]
 《大韩季年史》上，第110页。1873年，欧洲成立了两个国际法团体，一为以学者为中心的国际法学会（Institute de droit international），二为国际法协会（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根据郑乔上述记载的语气来看，应是指前者。


[218]
 同上书，第161页。


[219]
 《少年韩半岛》第一号（1906年11月），第13页。


[220]
 同上书，第13—15页；第二号（1906年12月），第12—13页。


[221]
 《少年韩半岛》第三号（1907年1月），第8—9页。


结论

与胡汉民的预期相反，中国还是沦为列强干涉的角逐场，在内战与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连不断的黑暗时代里，当然无法去了解欧美国际政治秩序的本质。1949年共产主义政权的出现，则给中国的国际法学界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在继事大秩序——与西洋公法的接触——万国并列认识之后，又开始接受以国家之间斗争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国际法理论。所谓共产主义国际法理论是指苏联的国际法理论，而中国自1950年以来接受其理论的过程就集中反映了强大国家与弱小国家之间学问传播的诸多问题，因在此略做一番考察。

在1960年中苏纷争公开化之前，中国的国际法学界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如下三点。其一，就是以1957年9月1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朱力如的文章开始的国际法学界的反右派运动问题，当时被指为右派的学者是陈体强（1917—1983）和王铁崖（1913—　）。陈体强于1948年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中国新政权成立后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国家关系研究所国际法分科委员长、政法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
 。王铁崖在1949年以前就担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教授，而且此后一直是引领中国国际法学界的元老学者。1982年中国成立国际法学会之后，他就担任副会长，而实际上承担的是会长的工作，并与陈体强一起担任了学会机关报《国际法年刊》的编辑工作。

这些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们被批判的主要问题，就是崇拜欧洲与美国、追随资产阶级法学而无视国际法的阶级性、轻视社会主义国家对国际法发展做出的贡献等。其实，这样的批判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情形。随着斯大林开始控制思想，20年代的理论就被批判为反革命，世界级的学者格拉巴（Vladimir E.Grabar）及科罗宾（Evgenii A.Korovin）就被划为反动分子。

其二，是批判资产阶级国际法学即资产阶级国际法理论的问题。这样的批判是要揭露欧美国际法理论中的帝国主义性质，发表于学术期刊《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3期的眺岳的文章成为其开端。不过，只是局限于主权、国民、干涉、领土等问题的极其浅显的讨论，其内容则基本照搬了苏联学者们的文章。

其三，是有关国际法体系的争论，即现代国际法是否由普通国际法、资本主义国际法及社会主义国际法等三个体系来组成的问题。有关这样一个俗套问题的争论，开始于1957年5月由上海法学会与华东政法学院共同召开的讨论会上由周子臣所发表的论文。当时中国学者们的讨论仍是照搬了1951—1952年及1954—1955年间苏联学界有关国际法体系争论的内容，而且大部分的中国学者不是没有很好地理解苏联学界的讨论内容，就是牵强附会地进行解释甚至抄袭了他们的文章。其实，苏联学界的争论在当时的苏联还是具有意义的。作为战后大国而崛起的苏联，需要思考怎样建设一个符合苏联国际政治地位的国际法理论的问题。至于中国，是在并无上述政治现实条件的情形下只是模仿了苏联的理论而已。这也正是弱小国家学问体系的一个特征。

从1960年以来公开化的中苏纷争，在理论方面其实就是如何解释和平共存与无产阶级国际法的问题。这样的纷争仅限于政治性的宣传层面，因而与中国的学术水准并无关联，至于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学问的荒废，更是毋庸赘述。邵津的如下发表内容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从1961年到1978年间中国没有发表过有关国际法的一篇论文，大学里有关国际法的讲授也只有50年代的十分之一程度[2]
 。

到1982年中国国际法学会成立以及《国际法年刊》创刊，中国才开始进入到真正接受外国理论的阶段。然而，中国国际法学会首任会长宦乡在1980年指出，当时还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国际法教材的事实[3]
 ，就反映了当时中国国际法学界的状况。于是，中国又重新回到了起点，要从如何接受西洋公法的启蒙主义阶段重新开始。

那么，我国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如今我们是否已经克服了郑乔在1906年指出“公法的虚与实”的那种问题意识？关于三十六年的黑暗时代[4]
 以及韩国战争致使我国的学问世界焦土化的情形，应是不再需要更多的说明，此处只是想指出近来出现的有关殖民地争论。所谓“近代化”，在政治上是指建设近代国家，在经济上是指发展国民经济，在思想上则是要培养合理主义精神。因此，三十六年时期当然是与上述的方向处于逆向的位置的。“近代化”原本就不是指建设道路及建立学校等枝叶末端的层面。

解放后朝鲜半岛处于冷战尖锐对峙地区的事实本身，就已经决定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的方向。问题就在于，尚未形成能够把握西洋学问世界之本质的能力，就已经被确定了方向。基于彻底的冷战思考方式，结果是依附于强大国家的国际政治学。然而，沉溺于“依附之华丽”就会忘记依附的事实，进而出现心理上已经趋于成熟的一种错觉，如错误地认为国际政治学者的任务就是积极地传播强大国家的理论而已。

随着世界范围的冷战告终，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在精神上陷入了不安与混乱，因为无法再用强大国家的传统理论来说明变化的世界政治格局，首先就是无法解释究竟什么是国际政治学的“行为者”及“国际法”的“主体”。与此相关，东北亚地区仍然存在着冷战的因素，因此在处理国际政治问题上就需要一个双重的尺度，至于韩半岛内部更是还没有完成建设19世纪之近代国家的课题。这就是本书前言中所指出的问题，即对于我们来说，重叠地存在着19世纪、20世纪与21世纪的问题。本书之所以关注西洋公法的传入过程，其理由也在于此。

从世界史整体的角度来看，世界观冲突的问题并不仅限于东洋与西洋之间。根据怎样看待文明的形态以及怎样区分国际社会的类型，其结果当然也会有所不同[5]
 。至于对形成当今世界格局起到决定性影响的国际社会类型，则要数欧洲、伊斯兰、中国以及共产主义世界。在我准备完成的十卷本系列著作中，《歧视的外交史》将探讨欧洲问题，《斗争的国际政治学》将探讨伊斯兰世界，《失乐园的遗产》则将探讨共产主义世界，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著作来进一步深入考察有关“世界观冲突”的问题并将其公之于世。




[1]
 译者注：原文如此，疑误。查陈体强是于1948年回国，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教。1950年后，历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兼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政法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1956年以后，先后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和主持国际法研究工作。


[2]
 邵津（1989），第541—542页。至于王铁崖的老师周鲠生在1963年出版的著作，则可以说是上述现实中的一个例外。这本著作尽管由于当时中国恶劣的学问环境而存在不少问题，却仍被评价为中国学界最早试图把握欧美国际法理论本质的著作。


[3]
 宦乡（1986），第312页。


[4]
 译者注：指1910—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


[5]
 世界历史学界有关圈域、文明圈、文化圈以及国际社会类型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在政治学领域，英国、法国及苏联的许多学者也曾发表过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然而，最近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教授发表有关“文明圈冲突”的论文（Foreign Affairs 1993年夏季号及1996年冬季号）以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Simon ＆ Schuster，N.Y.，1996）之后，政治学界仿佛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范式一样兴奋不已，并出现了反对或赞扬的争论。亨廷顿的论述显然是存在许多问题，而能够引发争论的事实本身，就充分说明了学问的世界所具有的“中心与周边的特性”。我将在此后拟出版的《斗争的国际政治学：伊斯兰的西亚尔（siyar）与欧洲公法》一书中详尽地探讨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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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本书的韩文原著题为[image: img]
 [image: img]
 ，1997年由韩国首尔著名的学术出版社——罗南出版社（NANAM Publishing House）出版，英文题目原为：“The Politics of Two World Views：The Challenge of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to Eastern Li”，其中最后的“Li”为中文“礼”字的音译。到此次翻译为中文之际，著者金容九教授嘱将上述英文题目改为“The Politics of Two Worldviews，The Challenge of Western Public Law to East Asian Li”，想是反映了著者对“世界观”、“欧洲公法”及“东亚之礼”等概念的进一步深入思考。

著者金容九教授，1937年生，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外交学科博士，历任国立首尔大学外交学科教授、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韩国国际政治学会会长，曾任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法国巴黎第二大学访问教授、美国加州大学（Santa Barbara）招聘教授，现任国立首尔大学名誉教授、韩国学术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ROK）院士、翰林大学特聘教授兼翰林科学院院长。金容九教授通晓英、日、中、俄、法等多种语言，主要研究领域为外交史及国际法，著作等身，主要有《跳舞的会议：维也纳会议外交》《世界外交史》《苏联国际法理论研究》《俄罗斯国际法的传统》《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世界观冲突与韩末外交史：1866—1882》《壬午军乱与甲申政变——事大秩序的变形与韩国外交史》《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万国公法》《卢梭与国际政治》《什么是外交史》、Korea and Japan—The Clash of Worldviews，1868-1876，The Five Years'Crisis，1866-1871—Korea in the Maelstrom of Western Imperialism等，译著有《卢梭的战争与和平》《俄罗斯国际法史》，主编《韩日外交未刊极秘史料丛书》50册、《韩国外交史研究：基本史料、文献解题》《近代韩国外交文书》多卷本等。

不难看出，金容九教授不仅是韩国国际政治学界的一位著名学者，而且以有关世界外交史、国际法以及韩国近代对外关系史、韩日关系史等领域的丰富研究成果而蜚声于东亚各国学界。即便是在退休之后的古稀之年，金容九教授依然老当益壮，犹在陆续撰著十卷本《比较国际关系史》系列著作，此次翻译的《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就是该十卷本系列著作中的一册。早在20世纪90年代留学韩国期间撰写有关李鸿章对朝鲜政策的学位论文时，译者就曾拜读金容九教授有关19世纪末韩国外交史的诸多研究成果，所获启迪与教益良多。到2000年在韩国中央研究院（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担任招聘研究员期间，承金教授弟子出身的研究员同事郑容和博士介绍，曾专程前往国立首尔大学外交学科的研究室去拜见当时还在该学科任教的金容九教授，并曾谈起过将该书译介到国内学界的想法，却因在第二年结束八年有余的韩国留学与研究生涯回国担任教职而未果。此次勉力完成该书的翻译，当然不仅是为兑现十多年前的一个私人约定，更是为了向国内学界介绍韩国学界有关东西方关系，以及东亚近代国际关系史的一部代表性著作。

按照著者金容九教授在本书序言中的说法，“从中国或朝鲜的立场来看，本书是关于中华与夷狄之冲突的研究，如果从西方的立场来看，则是关于文明与野蛮之对立的研究”。他认为，当东方和西方的两个异质世界相互接触与冲突而开始发生的诸多国际政治问题，至今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课题。如何认识和对应“公法”与“礼”的冲突，其实就是19世纪中国与朝鲜所共同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不仅如此，上述19世纪的课题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又增添了20世纪的诸多现实问题，如果现在不从学术角度来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并努力寻求解决，就将永远被依附于外国亦即西方的学问世界。

本书既具宏大的全球视野，又有扎实的考证功力，并从全球史、国际法以及包括中韩在内的东亚世界的角度，跨学科多角度地深入探讨两个世纪前讲求“礼义”的东亚世界与讲求“公法”的西方世界相互遭遇乃至冲突的历史及其现实意义。考虑到本书的出版是在美国学者亨廷顿出版其引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第二年，本书从“世界观冲突”的视角来深入考察19世纪末东亚与西欧两大国际秩序的遭遇及冲突过程的见识与努力，不能不说是慧眼独具。事实上，所谓“文明的冲突”是不同文明所代表之核心价值观的冲突，而世界观无疑是代表一种文明的一个重要核心价值所在，因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则因应世界的行为方式自然就会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本书从“世界观冲突”的视角来深入分析东亚与西欧两大文明及其国际秩序的遭遇与冲突，并指出其现实的借鉴意义，可以说切中要害，鞭辟入里。不仅如此，著者熟练运用韩、中、日、英、法、俄、拉丁文等多种语言，广泛参考东西方各国学界的相关史料与研究文献，并对国际法、世界外交史及中、韩两国近代历史等不同的专业研究领域，纵横无碍地进行宏大而又深入的考察与阐述，其多国语言文字能力以及广博的学识与学术大家风范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该书出版之后，在韩国学界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建国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根宽指出“凡是对自主地重新确立我国的国际政治学或国际法学有所关心的人，都有必要阅读这一本书”，国立首尔大学外交学科河英善教授更是称赞该书“探索出了韩国乃至亚洲国际政治学的一种新的可能性”。译者相信，这样一部史论俱佳的优秀学术著作，对于国内学界有关东亚近代历史的深入研究，乃至对于当今世界文明冲突的理解，都将是一个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如著者有关韩国社会交错地存在着从19世纪到21世纪的多重时代性课题的观点，对于理解中国的当今历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启迪。因为至今仍未完成统一大业的中国可以说并未完成建设民族国家的19世纪的历史课题，在国内外环境方面也未能完全摆脱20世纪冷战的阴影，却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面临着重建21世纪新型国际秩序的重大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本书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其中所反映的韩国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对于当今的中国学界不能不说是一个难得的“他山之石”。

本书的翻译出版，首先得益于著者金容九教授的大力支持与协助。金容九教授不仅慨然允诺将该书的中文版权无偿授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而得以避免了翻译国外学术著作过程中有关版权转让交涉的烦费之苦，而且在翻译过程中不厌其烦地解答了译者提出的诸多细节问题，使翻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到初译稿完成之后，金容九教授又提供了有关19世纪末韩国近代历史文献汉文资料的复印件，以供译者进行校核。不仅如此，原著的内容由西方到东方，从古代到近代，广泛而又博大，涉及中、英、日、拉丁、法、俄等多种文字，而校核这么多种文字显然超出了译者的能力范围。因此，金容九教授又应译者之请，亲自承担了译稿中多种外国文字的校核工作。可以说，没有金容九教授的上述热情的支持与协助，本书的翻译工作显然不会如此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在此谨向金容九教授致以深深的感谢与敬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科研处长杜继东长期关注与支持译者的研究工作，并积极促成本书的翻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曹宏举副总编辑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高士华研究员支持本书的翻译，并同意收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文明•秩序•边疆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夏侠编辑积极联络交涉，为本书的编校出版付出了许多辛苦，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至于本书出现的翻译错误，当然应该由译者承担全责，仍请海内外学界诸贤不吝赐教指正。

2012年12月15日

谨识于关外沈阳三声堂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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